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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产业集群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这种以“嵌入性”、“地理集聚”、“弹性专精”、“集体学习”为特征的集群,无论在美国硅谷、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第三意大利)、德国巴登-符腾堡，都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正如porter(1990)所指出的,集群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正在支配着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它使得全球经济中持久性的竞争优势根植于本地化关系中。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涌现出大量的产业集群,如浙江温州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绍兴的纺织产业集群、海宁的皮革服装产业集群、湖州的木业产业集群及广东佛山的陶瓷产业集群、东莞的计算机零部件产业集群等。这些集群的产量和销售额占有国内或国际市场的很大比重,在行业中形成了较强的影响力,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以浙江省为例,全省共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集群601个,总产值15826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64%,企业总数3084万家,其中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19065家,从业人员800多万人。浙江产业集群的主要产品中,有纺织、服装、电气、通用设备、交通设备、金属制品、电子、皮革、工艺品等78个行业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0%。可以说，集群经济在浙江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整体在推动区域甚至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批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优势企业也逐渐浮出水面。同样以浙江省为例,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集群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如温州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中的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绍兴大唐袜业集群中的浙江袜业集团,宁波北仑模具集群中的车灯模具,台州缝纫机集群中的杰克集团、飞跃集团等。它们不仅成为集群中的龙头企业,还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相同集群中也有不少企业无法适应环境和产业的变化,被市场竞争所淘汰。事实上,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在绩效或竞争优势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集群中同时存在着高绩效的优势企业和一般绩效甚至是低绩效的企业。在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和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集群企业的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快速发展壮大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成为许多集群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对产业集群现象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马歇尔对产业区的论述,他对当时英国斯塔福德郡的陶器生产、贝德弗德郡的草帽生产、白金汉郡的椅子生产以及谢菲尔德的刀具生产中表现出来的某一产业大量相关小型企业在区域中的集中作了分析。马歇尔认为这些区域中企业的成功,除了自然条件和宫廷的奖掖外,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是根本原因。具体来说，这些外部规模经济因素包括：专业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专业化配套产业的存在、需求与供给的集中和技术知识的本地外溢。然而马歇尔的这一思想由于缺少严格的数理表示方法,长期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直到20世纪70到80年代,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美国硅谷、意大利东北部地区、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经济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学者们对产业集群现象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Enright,1998;Krugman,1991;piore&Sabel,1984;porter,1990;Saxenian,1994;Storper,1995)。

对集群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集群由高度的本地互动带来的成本和效率优势。如piore和Sabel(1984)的新产业区理论、porter(1990)的集群竞争优势理论。随着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资源(Grant,1996;Kogut&Zander,1996;Leonard&Sensiper,1998;Spender,1996),人们逐渐认识到集群不仅为其中的企业带来分工和专业化的灵活性与成本优势,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创新(Lawson&Lorenz,1999;Martin&Sunley,2003;Maskell,2001;Maskell&Malmberg,1999;porter,1990,1998)。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从如弹性专精、外部经济这样的物质要素、生产优势(Krugman,1991;piore&Sabel,1984;马歇尔,1964),转移到将集群视为一个由大量本地企业构成的动态知识共同体或知识传播网络(Boschma,2005;Boschma&Wal,2006;pinch、henry、Jenkins,etal.,2003)。

马歇尔的“产业氛围”对产业集群中知识传播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所谓区域中的“产业氛围”是指“……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的,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面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的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整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马歇尔,1956)”。其后对集群知识传播的大量研究基本上都遵循这一思路。它们主要强调集群企业在整体上拥有的如地理邻近、关系邻近、制度邻近等区域层面共性因素为集群中的企业提供了知识传播平台(Amin&Wilkinson,1999;Maskell,2001;Scott,1998;Storper,1993),这一平台使得集群中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是广泛(pervasive)而均匀的(even)。根据它们所关注邻近性因素的不同,这些研究可分为两类：地理邻近与非地理邻近。地理邻近类的研究认为集群企业在地理上的邻近性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而非地理邻近类的研究则强调集群企业间由于文化、制度、历史上的一致性对它们之间知识传播的促进作用。这类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过分强调集群整体层面上的中观因素,将集群当作由原子型企业构成的“黑箱”,忽视了企业间的异质性及其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最近不少针对集群知识传播的实证研究发现,集群中的知识传播并非均匀一致(Boschma&Wal,2006)。实际上，集群中的知识传播是一个异质性的网络,企业在利用集群知识传播系统的能力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Giuliani,2005)。笔者在对浙江宁波北仑模具集群和绍兴大唐袜业集群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即使是在那些比较成功的集群中,仍然存在着较强的知识黏滞现象。对集群企业相关人员的深度访谈发现，集群中同时并存着两类企业的观点：一些集群企业认为相关的技术知识获取相当容易,许多时候只要看一眼产品就能够得知它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方法；而另一些集群企业认为集群中优势企业的某些知识和技能难以模仿,对于集群中优势企业获得的竞争优势只能望洋兴叹。

显然,传统研究的假设和内容与集群本身的事实并不相符。只有深入地分析集群内部企业层面的特征，才能更好地了解集群内部知识传播的规律和机制,才能更全面和客观地认识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

在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无论是集群企业的实践还是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发展，都需要对集群知识传播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单纯从社会、地理等外部视角来解释集群企业间的知识传播问题,而忽视了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知识传播本质上是一个认知过程(cognitiveprocess)。组织知识传播的研究表明，组织的知识学习是一个认知加工过程,组织的知识是逐渐积累的,它们吸收的新知识大都与其先验知识相关。组织所拥有的先验知识不仅影响其吸收知识的效率,同时也影响它对新知识未来潜力的判断,其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已有的相关知识水平的一个函数。因此,一项“知识”是否为一个认知主体所理解,并不在于这一知识被外在划分为什么类型,而在于这一知识是否和认知主体的知识结构相匹配(porac&Thomas,2002;Walsh,1995)。单纯从地理邻近或非地理邻近视角来理解知识在集群中的传播和创造是不全面的,而应该采取一个更为强调企业这一认知主体的认知学习过程的研究视角。本研究试图建立起一个基于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分析框架,以期整合地理邻近与非地理邻近的研究,从而更好地解释集群知识传播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机制。

基于此,本书以知识传播的认知邻近原则为切入点,从社会认知理论中引出图式概念来构建基于认知共同体的知识传播机制,提出了集群知识传播的认知分析框架,进而回答如下几个关键问题：集群中的知识传播机制是怎样的？集群中企业是如何在集群知识传播系统中获得知识资源？集群知识传播如何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


第2章几个基本概念

任何研究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概念之上,只有对相关概念形成一致的理解才可能开展充分的讨论和比较,才可能使得研究成果在学术共同体中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集群企业知识传播与竞争优势的研究吸收和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区域科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然而不同学科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存在着分析视角和内涵界定方面的差异。为了不致引起歧义，有必要对以下概念进行说明和界定。

一、集群企业

基于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思考,本文以集群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集群。然而要明确界定集群企业,首先要明确集群的概念和内涵。王缉慈(2001)将集群定义为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企业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同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porter(1998)则认为，集群是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上的集聚体,集群包括一系列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实体,如零部件，集群设备和服务的供应商，专用型基础设施的供应商等。Nassimbeni(1998)认为，集群是在技术及生产层次上彼此联系的大量企业共聚一处所形成的网络关系,在该网络中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动和协调。hiil和Brennan(2000)则认为，集群是一种竞争性企业集中的现象,那些在同一个产业中的企业通过频繁的交易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此运用相同的技术或分享专业化的劳动达到了超越其他地区相同产业的竞争优势。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发现,集群企业是一群特殊的企业,它们和一般企业相比具有三个特点(王缉慈等,2006)：(1)地理邻近性。集群企业最明显的特征是它们通常聚集在某个相近的地理空间,地理邻近为企业之间的互动合作创造了物质基础。(2)产业关联性。产业关联性是指集群中相关产业的企业围绕一个产业或专业化部门大量聚集。如硅谷中的企业主要从事信息技术、电子制造等行业,意大利的集群主要围绕着陶瓷、机械、皮具等相关产业，我国广东地区的专业镇也表现出一镇一品的模式，浙江等地的特色产业区也同样如此。(3)本地根植性。本地根植性是指集群企业之间具有较强的由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正式联系和由血缘与文化等带来的非正式联系。

二、认知视角

管理领域中的认知研究最早始于Simon1945年的名著《管理行为》,这本书与后来Cyert和March1963年出版的《公司的行为理论》、Weick1969年出版的《组织社会心理学》一起被称为管理认知研究的理论基础。随着社会认知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蓬勃发展(Fiska&Taylor,1991),认知视角逐渐渗入管理研究领域,在战略与决策、组织学习、知识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中纷纷出现认知转向,逐渐形成了管理研究的新视角。

管理中的认知视角研究强调知识结构(knowledgestructure)对个人、团队和组织信息处理过程的影响(Austin,1997)。Walsh(1995)认为知识结构几乎是一切管理认知研究的出发点或共同前提。知识结构是指个人或组织的心智模板(mentaltemplate),它会施加于信息环境之上,并赋予信息以形式和意义(Kabanoff&Brown,2008;porac&Thomas,2002)。任何环境信息要真正产生作用,必须经过知识结构的过滤和加工。知识结构在认知过程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简化复杂信息环境,它会用典型的、却不一定是正确的信息来填补数据缺口,而忽略那些与已有知识结构矛盾的但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此,知识结构在简化环境信息的同时,也限制了个人和组织理解信息域的能力。

三、集群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如何获得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是战略管理研究中的基本问题(porter,1985;Rumelt,1984;Rumelt、Schendel&Teece,1994;Teece、pisano&Shuen,1997)。根据Barney(1991)的观点,当企业能够实施一项其他现有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没有采用过的价值创造战略时,通常就认为该企业具有了竞争优势；而当企业实施一项价值创造战略时,该战略在当时既未被其他竞争者所采用,也无法被模仿,就称该企业具有持续竞争优势。而Grant(2002)则认为,当两个或更多处于相同市场中的企业,如果一个企业获得持续的更高的利润率,那么该企业就拥有超过其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因此简单地说,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在市场中向消费者提供具有价值的产品过程中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能力,主要表现为企业高于产业平均水平的业绩。

对于集群企业这一特殊的企业类型,它们的竞争优势有两层含义：首先是集群企业相对于集群外部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是集群内部企业之间某些企业相对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现有集群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度关注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事实上，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集群内企业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第3章研究目标、内容和框架

一、研究目标

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已成为集群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集群内部企业间的知识传播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有着关键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地理邻近、关系邻近等中观因素的作用,但无法完全解释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尤其是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在竞争优势上的差异。本研究从企业的知识结构(知识基础)出发,采用认知视角对集群知识传播与竞争优势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1.研究内容

本书拟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针对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问题,展开以下六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研究一：基于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分析框架。

本书以知识传播的认知邻近原则为切入点,从社会认知理论中引出图式概念来构建基于认知共同体的知识传播机制,提出了集群知识传播的认知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效率并非取决于传播知识被外在划分的类型,而在于知识传播双方的知识结构相似性。那些具有相似知识结构的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知识传播效率。集群企业根据认知图式的相似性而加入各个认知共同体中,集群中的知识实际上是以认知共同为渠道的方式进行传播的。

研究二: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大唐袜业集群案例研究。

在对浙江大唐袜业集群中多家企业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笔者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和解释性案例研究方法验证了基于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知识基础、集群知识分布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研究三：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集群知识分布与企业学习能力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基于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分析框架为基础,构建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学习能力以及竞争优势的理论模型,并以浙江和广东等地产业集群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发和设计了相关的调查问卷来获取数据,采用因素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技术,对理论模型和假设进行了检验。

研究四：集群知识分布与知识传播动态演化:基于多主体方法的仿真研究。

考虑到案例研究和问卷研究都是横截面的分析,而集群知识传播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为了进一步验证和探索集群企业知识传播与竞争优势的关系,本研究采用多主体仿真方法,建立仿真模型分析集群知识分布与企业知识传播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仿真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集群知识分布对知识传播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以及地理邻近和社会邻近的作用。

研究五：集群知识分布形成与演化的比较案例分析。

由于研究二、研究三和研究四均发现集群本地的知识分布对于集群的知识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浙江和台湾等地3个产业集群发展历史的比较案例分析,进一步探索了集群知识分布形成与演化的机制。

研究六：模块化产业与集群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针对当前新兴技术模块化发展的趋势,集群企业如何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本研究通过对模块化技术和产业的分析,提出了模块化产业中的四种创新类型,指出了集群企业自主创新的两条发展路径,并以案例进行了讨论。


第4章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一、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如下三类研究方法。

1.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管理理论创建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Eisenhardt,1989,1991;Yin,1981)。一般它依据企业现象(案例),提出研究问题与理论命题,现场调查搜集资料、编写案例、分析案例,最后推导出研究结论和提出今后课题。

Eisenhardt(1989)认为,案例研究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优点：①有助于创建新的理论。在案例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可能会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研究中获得的大量材料与数据,以及案例材料与现有文献的矛盾等,从而更有可能产生新理论。②更容易获得合适的测量工具并进行理论的检验。因为在案例研究过程中,理论创建过程也是对有关假设进行检验的过程。③案例研究的结论更具有现实的有效性。由于案例结论直接来自经验证据,因此更有可能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案例研究特别适用于研究的初始阶段,即我们对所研究的问题所知甚少或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的时候。

基于此,本书以浙江大唐袜业集群中的若干家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案例研究方法验证和分析了集群企业知识传播过程中认知共同体的过滤效应和隔离效应,以及企业知识基础、集群知识分布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2.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指通过严格设计的测量项目或问题,向研究对象搜集研究资料和数据进行理论检验与探索的一种方法(巴比,2002)。它主要采用量表的方式,进行定量化的测定；也可以运用提问方式,让受试者自由地做出书面回答。调查研究的问卷是为一定的研究目的服务的,必须根据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测量量表及问卷设计的原则进行严格的设计和编制(王重鸣,2001)。良好设计的调查研究,能够定量地衡量与验证变量之间的相关和因果关系,从而在统计上检验理论的命题和假设。

基于此,本文在以往成熟量表的基础上,通过设计和开发企业知识基础、企业学习能力、竞争优势、环境不确定性等相关变量的测量量表,对浙江和广东等地集群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获得的数据,进一步分析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学习能力与其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3.多主体仿真

所谓仿真研究是指一种在特别创造的环境下进行的实验。在仿真研究中,操作与控制都能实现,因此可通过这一方式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多主体仿真方法是众多仿真方法中的一种,它可以用来处理那些使用传统工具难以分析的微观动态问题,更好地解释微观过程(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与涌现出来的中观现实(如集群知识分布以及企业集体行为)之间的关系(Morone&Taylor,2004;pajares,Lopez,&hernandez2003;Taylor&Morone,2005)。多主体仿真方法为复杂系统的建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途径(方美琪&张树人,2006)。

基于此,本书采用多主体仿真(multiagentsimulation)方法对集群中的知识传播活动进行多时段模拟,以期能够识别出知识传播过程中,不同的集群企业知识分布模式的演化特征,以增进对集群知识传播现象的认识与了解。

二、技术路线

本研究采用文献整理与现场调研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从相关理论出发,构建了基于认知视角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分析框架,形成了本书的基本理论基础。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模型并进一步探索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笔者以大唐袜业集群中的多家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说明性案例研究和探索性案例研究。考虑到案例研究在外部效度上的局限性,本书采用调查研究方法,以浙江和广东等地集群中120多家企业为样本,通过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技术,采用SpSS和STATA等专业软件包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的相关概念模型及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此外,针对现有案例研究与调查研究大多停留在横截面上,无法深入分析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动态演化过程,笔者采用多主体仿真方法分析了知识传播的动态演化过程以及地理邻近、社会邻近和初始知识分布模式等因素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最后在结论与展望部分,笔者综合讨论了全书的研究发现以及理论意义。

三、创新点

(1)将社会认知的理论成果应用到集群研究领域,实现了分析主体和分析工具的微观化,深化了对集群知识传播内在机制的认识。

传统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研究大多强调企业之间在地理上、制度上表现出来的共性,而极少有研究关注到集群企业之间的异质性。虽然最近有部分学者认识到,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深入认识必须从企业的微观因素着手,但是作为对企业知识学习和知识吸收有着关键作用的因素--集群企业知识基础(或知识结构)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认知的视角来看,一项“知识”是否为一个认知主体所理解,并不在于这一知识被外在划分为什么类型,而在于这一知识是否和认知主体的知识结构相匹配。基于此,本书以知识传播的认知邻近原则为切入点,从社会认知理论中引出图式概念来构建基于认知共同体的知识传播机制,提出了一个集群知识传播的认知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有效整合了地理邻近与非地理邻近两类研究,能够更好地解释集群知识传播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2)从认知视角提出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和集群知识分布是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实际上有两层含义：首先是集群企业相对于集群外部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是集群内部企业之间某些企业相对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然而,关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以往研究主要还是关注集群企业与非集群企业相比之下的竞争优势,只是“就集群而论集群”。这使得现今的研究成果只适用于解释集群企业与非集群企业之间在竞争优势上的异质性,却无法解释集群内各企业之间在竞争优势上的异质性。本研究基于认知视角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分析框架指出,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集群知识分布和集群企业知识基础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集群整体的知识分布能促使集群企业形成本地弹性专业化生产系统,进而形成集群企业相对非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集群企业自身知识基础赋予了集群企业从集群中学习和获取知识的能力,以此来整合和利用集群弹性生产系统,最终获得相较于集群内其他企业更为突出的竞争优势。对大唐袜业集群的案例分析支持了这一观点。而对浙江、广东等地128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的结果还表明,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对于其竞争优势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作用是通过学习能力为中介而发挥的；集群知识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对企业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的关系起反向调节作用,即集群知识分布的一致性程度越高,企业知识基础对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强。

(3)增进了对集群知识传播动态演化过程的认识。

传统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研究大多是在横断面上的分析,而很少考虑到集群知识传播的动态演化特性。事实上,集群知识分布与知识传播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知识分布影响知识传播,而知识传播又将改变知识分布。基于此,本书运用新兴的多主体仿真方法对集群传播过程进行动态分析,这不仅促进了这一方法在集群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也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理论发现。


第5章组织知识传播研究综述

组织领域中的知识传播研究主要围绕着组织内知识传播和组织间知识传播两大主题,探讨如何通过知识传播促进知识创造以提高组织绩效。组织知识传播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集群知识传播就其性质来说是组织知识传播的特殊形态,因此组织知识传播的研究对于分析集群企业知识传播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在当前微观企业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研究中尤为明显。因此,本节对当前组织传播研究中知识传播的定义、知识传播与知识创造的关系以及组织内与组织间知识传播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知识传播内涵

根据达文波特和普鲁萨(1998)的观点,知识传播是两个过程的组合：发送和吸收。这两个过程缺一不可：如果发送者没有发送知识则知识传播毫无意义；如果接收者并不能吸收知识,这里只存在发送行为,那么知识传播就无从谈起。因此，单纯的发送知识或接收知识并不等于知识传播。

Albino、Garavelli和Schiuma(1999)则提出,知识传播过程是两个系统的组合：信息系统与解释系统。他们认为知识传播是一个包含信息处理活动的通讯过程。通过某些通讯媒介,一个主体(个人或组织)的知识能以信息流的方式传播到另一个主体。通讯方式和其效率与效果由所选择的通讯媒介决定。另一方面,被主体所接收的信息并不等于知识,它必须要通过主体自身解释系统的处理才能变为知识,这一过程依赖于接收者已有的知识和相关的能力。

来源：Albino、Garavelli和Schiuma(1999)

随着知识基础理论的兴起(Grant,1996;Spender,1996),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知识传播即是知识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知识创造的重要形式之一。Nonaka和Takeuchi(1995)指出，知识创造的关键是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在组织中的相互转换与传播。Nonaka和Konno(1998)还指出对于外部知识的整合与吸收对于企业的知识创造有关键的意义,通过以企业间关系为媒介,知识传播对于新知识的创造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而Grant(1996)则将企业视为整合内部和外部知识的机构,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有效的知识传播与整合。

Boari和Lipparini(1999)更是提出了一个组织内与组织间知识传播与创造的理论模型,将知识传播与知识创造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了统一。

他们借鉴Nonaka和Takeuchi(1995)的SECI模型,指出知识创造即可通过个体企业内部的R&D、日常运营中的干中学等方式来实现，也可以是企业网络成员之间的共同开发与互动学习的结果。由此,他们提出了知识传播与知识创造相互转化的两条路径：路径1和路径2。在路径1中：知识创造首先在个体企业内部发生,通过组织内知识传播实现了从个体到团队,再到整个组织的知识共享(Ⅰ)；在这之后,通过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和企业联盟等方式,这些组织内创造的知识通过组合与外化,被传播到网络中的其他组织中去(从Ⅰ到Ⅱ)；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情境式的学习转变为基于社会互动式的学习,实现了组织之间的知识创造(Ⅲ)；各企业根据自身的能力与知识基础对获得的知识进行重组整合形成新知识的创造(从Ⅲ到Ⅰ)。在路径2中：知识创造首先在企业内部发生和传播(Ⅰ)；其后,企业通过组建联盟或合作开发等方式,进行集体知识创造(Ⅳ)；当组织间知识创造实现之后,这类知识通过默化(socialization)和外化(externalization)被传播到其他网络成员中(Ⅲ)；各网络成员通过内化所传播的知识实现了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从Ⅲ到Ⅰ)。

由Boari和Lipparini(1999)的模型,可以发现知识传播是知识创造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组织领域中的知识传播研究

1.组织内知识传播

组织内知识传播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知识在组织内部有效传播，尽量避免传播黏性(sticky)的出现。这类研究认为影响组织内传播效率的典型因素有知识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能力与特征、知识传播发生的情境以及网络联系与网络位置等。下面的两个模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组织内知识传播的过程以及传播黏性的影响因素。

(1)Szulanski(1996,2000)的知识传播流程。

Szulanski(1996,2000)在对组织内部最佳实践传播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组织内知识传播的四阶段模型。

发起阶段(initiation)。当组织内部发现知识差距,也就是存在传播的需要或者说是机会时,传播种子便形成了。知识传播启动阶段的重点就在于找到传播的机会以及决定什么时候需要传播。而在知识传播之前,组织需要将最佳实践编码化,确认哪些知识需要传播,并选择恰当的时间,评估传播所需的时间成本,规定传播当事人彼此间的义务等。

实施阶段(implemeantation)。在这个阶段需要建立知识提供者和知识接收者间的知识传播关系,从而进行它们之间的知识交换。这时需要努力促进、维持并强化知识提供者和接收者间的知识交换行为,极力避免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设法在知识提供者和接收者间架设一座合适的桥梁以填补他们之间的差距,消解可能会产生的语言、编码模式、文化传统等问题。此时，知识提供者和接收者间的关系对知识的传播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跃迁阶段(rampup)。在这个阶段,知识接收者开始使用新的设备,启动新的程序或采用新的系统,因此在跃迁阶段,知识接收者将运用接收的新知识来确认并解决非预期的问题,以期获得超过以往的绩效。而知识接收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取决于利用新知识的能力以及本身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存量。

整合阶段(integration)。一旦知识接收者运用新知识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新知识便会逐渐成为工作惯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遭到困难,那么新知识会与原来的那一套管理并行不悖,也符合原有目标。但如果遇到困难,那么新知识有可能被拒绝,从而惯例又会恢复到原先的状态。因此，整合阶段的重点就在于消除新知识与原有惯例的不相容以及一些障碍和冲突,使得新旧知识可以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Szulanski(1996)指出,知识传递最大的障碍就是传递的两头都有忽略。在一些公司里,既没有接收者知道谁拥有他们所需的知识,也没有拥有者知道谁需要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而另外的障碍则是接收者的吸收能力以及接收者与拥有者缺乏有效的互动关系。

(2)Goh(2002)的知识传播影响因素模型。

Goh对影响组织内部知识传播效果的各种因素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领导(leadership)。由于组织的领导者对于组织文化和知识共享支持条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Goh认为企业的领导者应当表现出知识共享的意愿,并将这一观点传递到组织的每一处,促进组织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

问题解决行为(problemsolvingbehavior)。即组织中应当具有积极的问题解决方式,所有的企业成员应当具有改进与学习的态度。如果企业中能够形成积极的问题解决方式，将极大地促进成员之间的合作,从而提升组织的知识分享倾向。

支持结构(supportstructure)。支持结构包括四个方面：技术,培训与技能开发,奖励以及组织设计。信息技术的使用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开放的文化,以及便捷的途径来获取解决问题相关的知识与信息。这对于员工在信息技术使用和沟通方式技巧的培训,对于提升他们的知识分享倾向和知识传播效果也有重要的作用。同样,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奖励,以及适当的组织结构设计同样能够有效地促进员工的知识分享倾向和知识传播效果。

吸收和保留能力(absorptiveandretentivecapacity)。当组织在鼓励知识传播时,必须能够保证知识传播的双方拥有必要的知识基础来相互理解与学习对方所发送的信息。

知识类型(typeofknowledge)。知识的类型应当与相应的传播方式相匹配,如编码化的知识通过信息技术可以较好地传播，而隐性的知识则不太可能。

2.组织间知识传播

组织间的知识传播可以是有目的的安排的结果,如通过联合R&D项目、战略联盟等方式,也可以是非主观意愿的知识溢出和竞争者模仿的结果。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对组织间合作与知识传播的研究(Appleyard,1996;Bhagat、Kedia、harveston,etal.,2002;Kogut,1988;Lane&Lubatkin,1998;powell,1998;powell、Koput&Smith,1996),其中Appleyard(1996)、Bhagat等(2002)与Lane和Lubatkin(1998)对于集群知识传播的研究较有参考意义。Appleyard(1996)对组织间知识传播的决策机制与方式进行了系统的介绍,Lane和Lubatkin(1998)对组织间知识传播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吸收能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Bhagat等(2002)的跨文化知识传播模型有益于认识集群企业由文化相似性带来的知识传播优势。

(1)Appleyard(1996)的组织间知识传播决策模型。

Appleyard(1996)认为企业间的知识传播并非简单的溢出关系,而是它们对预计的成本和收益分析的结果。企业既可选择公开这些知识也可私下保留这些知识,同时可选择是否对其拥有的知识申请法律保护。如果企业认为独自拥有这些知识所获得的垄断收益要比传播这些知识获得的收益(或保留这种知识付出的成本)大时,企业就会选择不对这些知识进行传播,如使其成为行业秘密或不对外发表其研究的技术细节。

向行业中其他竞争企业传播知识会导致企业对知识独占所得的收益减少,因此只有当知识的接收者能提供其他有用的知识进行回报或许可费,企业才可能将其拥有的知识进行传播。Appleyard(1996)将企业的这一决策过程公式化为：

Eit\[B(L,R,A)\]≥Eit\[C(D,T)\]

其中,EitB是企业自知识传播中获得的期望收益,它是L(许可费收入)、R(获得接收者拥有的技术使用权的收益)和A(从接收者获得的知识)的增函数；而EitC是企业选择知识传播可能付出的期望成本,它是D(由于知识被扩散导致的利润下降)和T(所选择知识传播方式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函数。

而根据企业传播知识可获取的方式以及使用的方式,企业间可能的知识传播方式具有四大类。Appleyard(1996)同时对这些传播方式的交易成本进行了分析。

(2)Bhagat等(2002)的跨文化知识传播模型。

他们根据知识的三种类型,即个人知识、交往知识和结构知识,并结合知识的三个维度,即简单/复杂、独立/系统(独立指的是该知识的传递不需要有组织情境,而系统指的是该知识的传递必须有赖于其所处的组织情境)、显性/隐性,以及文化的两个维度,即集体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垂直文化/水平文化,最后加入一个调解变量--认知模式,提出了跨边界的知识传播模型。

他们指出,个人知识、交往知识和结构知识这三种知识类型中都分别包含着简单/复杂、独立/系统、显性/隐性三个维度,而不同的文化类型会对人们处理、解释和使用知识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它所存在的社会环境,他所接受的知识也独立于其所处的情境；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与所处环境中的重要人物是相互依赖的,并且乐于去寻找知识所处的情境条件。

当知识和组织历史、职责模式、团队内外的规范相关时,集体主义文化的人会对此有更多的关注,并且运用这些情境化的知识有更高的敏感性；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更关注个人特征方面的知识,如个性、信仰、情感以及对于事件、目标或者人的态度,与集体主义者相比,他们更乐于接受和传播那些理性的知识。

对于把握和理解一个事件,集体主义者比个人主义者更强调知识的历史性和情境性,更少强调可编码知识的重要性；而个人主义者则强调个人目标超过集体目标,强调理性分析胜过历史和情境理解。

在垂直文化中,个人认为自己是不同于其他人的；而水平文化中,个人往往认为自己或多或少与他人在社会地位上是相似的。垂直文化中的知识传播往往是从上往下的；而水平文化中的知识传播则既有从上往下,也有从下往上。

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下列观点：

①当知识是简单的、显性的、独立的,并且在相似的文化环境中传播,那么其传播效果最好；而当知识是复杂的、隐性的、系统的,并且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传播时,则传播效果不好,甚至没有效果。

②根植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的公司更容易吸收和传播显性和独立的知识。而集体主义文化的公司则正好相反。

③在相同的文化类型间传播知识最容易,比如从集体主义文化向集体主义文化传播知识,从垂直文化向垂直文化传播知识；在不同的文化类型间传播知识是困难的,比如从集体主义文化向个人主义文化传播知识,从垂直文化向水平文化传播知识；而在极端不同的文化类型中传播知识是最不容易的,比如从垂直个人主义文化向水平集体主义文化传播知识。

④在不同的知识类型和维度下,文化类型对于知识传播的作用是不同的。

Bhagat等(2002)的跨文化知识传播模型非常好地将文化变量融入知识传播中,对于理解具有不同文化的组织或团队间的知识传播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3)Lane和Lubatkin(1998)的相对吸收能力

仅仅通过组织之间面对面的互动,未必能够带来有效的知识传播,组织间知识传播的效果依赖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Lane和Lubatkin(1998)提出的相对吸收能力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相对吸收能力是对Cohen和Levinthal(1990)吸收能力概念在组织知识传播领域的扩展。Lane和Lubatkin(1998)认为Cohen和Levinthal(1990)的吸收能力定义过于绝对化,没有考虑到组织间知识结构差异对知识传播效果的影响,他们将吸收能力的分析单位从公司层面扩展到组织间的层面。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企业从另一个企业获取知识的能力是由学习过程中双方的特征所决定。事实上,组织能否在互动学习中有效地评价、理解和运用所接收的知识即吸收能力取决于双方在如下几方面的相似性：

知识基础。为了促进组织对知识的认知和评价,组织的知识基础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组织必须拥有对应于新知识相关的基础知识(basicknowledge)；第二,这些新知识要足够多样化,这样学习者才能获得创造性的学习效果。

知识处理系统。有效的知识吸收要求双方具有相似的知识处理系统。组织的知识处理系统如同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决定了知识获取、存储、传播的一般规则,企业的知识实际上是嵌入在它的知识处理系统中。如果一个组织希望理解消化(内化)其他组织拥有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时,它们之间必须要有相似的知识处理系统。

目标相似性。当学习双方在经历和解决问题的类型上有越多的相似,知识的吸收方能够更有效率地运用这些知识。

组织知识传播研究为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组织的知识传播现象提供了指导,但对于像集群这样特定情境中企业的知识传播却分析得不多。集群企业知识传播与传统的组织知识传播研究实际上是一个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传统的知识内传播研究的分析对象主要是同一组织内的成员或团队,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竞争关系；而组织间知识传播研究则主要关注那些在合作联盟过程中相互竞争的企业。但是,集群环境中的知识传播主体有其特殊性,这些企业之间既有为着各自利益相互竞争的一面，又有着基于本地高强度关系嵌入、共同文化和背景带来的合作的一面。因此,对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研究需要整合传统组织知识传播的研究来分析它特有的问题。


第6章集群知识传播研究综述

集群现象最早可追溯到马歇尔对产业区的论述。随着20世纪70到80年代意大利东北部地区、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和美国硅谷地区经济的成功,集群再一次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集群对企业生产与销售方面形成的成本优势(piore&Sabel,1984)。随着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资源(Grant,1996;Kogut&Zander,1996;Leonard&Sensiper,1998;Spender,1996),人们逐渐认识到集群不仅为其中的企业带来分工和专业化的灵活性与成本优势,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创新(Lawson&Lorenz,1999;Martin&Sunley,2003;Maskell,2001;Maskell&Malmberg,1999;porter,1990,1998)。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从如弹性专精、外部经济(piore&Sabel,1984;马歇尔,1964)这样的物质要素生产优势,转移到将集群视为一个由大量本地企业构成的知识共同体或知识网络(Boschma&Wal,2006;pinch、henry、Jenkins,etal.,2003;Tallman、Jenkins、henry,etal.,2004)。如何通过有效的知识传播来整合组织内和组织外不同主体所拥有的不同类型知识以提升竞争能力成为集群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Capello&Faggian,2005;Giuliani&Bell,2005;Grant,1996;Malmberg,2003)。

对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研究按其所选择的分析单位可分为两类：集群中观视角研究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集群中观视角研究考虑的是各种集群成员总体上的邻近性(如地理邻近、关系邻近以及制度邻近)是如何促进集群企业在知识传播上的效率(Boschma,2005)。中观视角的解释逻辑认为这些集群中观层面的邻近性通过本地的劳动力传播，共同文化价值观、共同的认知基础为其中企业的知识传播提供了平台与渠道,集群企业的知识传播是广泛普遍的。而集群微观视角研究认为中观视角过度夸大了集群企业之间的相似性对企业知识传播的作用,他们认为集群企业间无论在分工角色、关系资本、网络位置还是认知能力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特点使得集群企业知识传播表现出高度的结构化和差异性,而非中观视角所认为的匀质化或普遍化。微观视角根据所关注的异质性因素的不同,可以细分为关系视角类研究和认知视角类研究。前者强调集群企业之间在集群关系网络中的地位(position)的异质性及其对知识传播的影响；而后者将集群企业视为一个接受信息、解读信息和吸收信息的认知主体,强调企业之间在知识基础或知识结构上的异质性及其对知识传播的影响。

因此,围绕着集群企业知识传播问题，本节分别介绍了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中观视角研究和典型理论模型以及集群知识传播的微观视角研究和典型理论模型。

一、中观视角集群知识传播研究

集群知识传播研究的根本特点在于集群为企业的知识学习与知识获取提供了特殊的环境,这一环境包括地理的邻近性、企业之间的高互动性以及文化制度的相似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集群企业的知识传播或知识学习行为表现出与一般组织知识传播与知识学习所不同的特点。

集群知识传播的中观视角主要强调集群企业在整体上拥有的如地理邻近、关系邻近、制度邻近等区域层面共性因素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影响。总的来说,中观研究有一个共同的解释逻辑：邻近性为集群中的企业提供了知识传播平台(Amin&Wilkinson,1999;Maskell,2001;porter,1998;Scott,1998;Storper,1993),这一平台使得集群中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是广泛(pervasive)而均匀的(even)。根据它们所关注邻近性因素的不同,中观研究可分为两类：地理邻近与非地理邻近。地理邻近类的研究主要受马歇尔“产业空气”思想的影响,它们认为集群企业在地理上的邻近性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而非地理邻近类的研究则强调集群企业间由于文化、制度、历史上的一致性对它们之间知识传播的促进作用。下面对集群知识传播中观研究的介绍主要围绕这两类文献展开。

1.地理邻近类研究

地理邻近类研究的基本观点是：集群企业的地理邻近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知识传播与创造。由于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播需要面对面的互动和形象地演示(Gertler,2003;Nonaka&Takeuchi,1995),地理邻近通过促进相邻企业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为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提供了条件；另外,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和信息会带来较高的搜寻成本和面临很大的壁垒,而地理邻近能显著地降低这一成本；地理邻近能够触发在相同产业或相近产业中的企业间动态、灵活的知识学习与创新过程。

马歇尔(1964)最早对地理邻近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提出的“产业空气”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马歇尔对“产业空气”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产业集群为其中的企业提供了丰富的熟练劳动力和新创意,而这些创意如同空气一般(intheair)在集群中被传播和分享；第二,这些新创意与新技术能被大量的集群企业轻易地获取,同时这些企业也在不断地促进和提升集群现有的知识存量。

现代地理邻近的研究继承了马歇尔产业空气的思想，着重考虑地理邻近带来的本地非正式联系,劳动力传播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Audretsch,1998;Audretsch&Feldman,1996;Baptista,2000;Baptista&Swann,1998;Feldman,1999;Feldman,2000)。

Maskell和Malmberg(1999)提出地理邻近带来集群企业更多的面对面互动机会,使得知识可以在集群企业间更好地进行传播和扩散。Gertler(2003)指出，对于个体企业,地理邻近能促进与其他已经拥有某些新技术企业的互动。porter(1990,1998)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分析中指出，地理的邻近性增进了集群内的诀窍(knowhow)在本地范围内的形成与传播,使集群企业从整体上获得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

由于知识的承载者是人,地理邻近类研究认为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对于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Almeida和Kogut(1999)指出，除了知识内在的属性(显性或隐性)外,区域劳动力市场对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也有重要的影响,他们对半导体业集群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Dahl和pedersen(2004)的研究也认为，集群中企业之间员工的非正式联系(informalcontact)是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他们对丹麦无线通信集群的研究表明集群中的工程师之间确实通过非正式联系形成了相当有价值的知识传播。

大量的实证研究同样也表明，地理邻近对知识传播起促进作用(Audretsch,1998:Audretsch&Feldman,1996;Baptista,2000;Baptista&Swann,1998;Feldman,1999,2000;Jaffe,Trajtenberg&henderson,1993)。Jaffe等(1993)使用专利引用数据来分析区域知识溢出的效应,它们的研究发现知识的溢出表现出高度的本地化特征。Feldman(2000)则发现区域的知识创新成果受到本地创新网络的重要影响。Audretsch等(1996)则发现美国企业的创新活动表现出集聚的特点。Baptista和Swann(1998)的研究则发现集群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成长速度有着重要影响。

2.非地理邻近类研究

地理邻近类研究最早关注到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特殊性,增进了我们对集群知识传播现象的认识。但是正如Capello和Faggian(2005)所批评的那样,地理邻近类研究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行为的解释更多是一种现象描述而没有提出有效的传播机制。Breschi和Lissoni(2001)甚至提出更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些关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研究是模糊和混乱的,造成的结果是实际上把集群企业知识传播过程“黑箱”化。他们认为传统的研究只是简单地将地理与知识联系起来,而对存在的内部机制却作了回避。

对地理邻近类研究的不满,促使学者们对其他更具体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机制进行探索。非地理邻近的研究认识到仅有地理邻近并不足以完全解释集群企业的知识传播现象,还需要其他方式的邻近才能保证知识传播发生,他们试图打开集群知识传播的“黑箱”。非地理邻近类研究主要强调集群企业在制度、文化、传统上的高度一致性带来的企业之间知识传播上的高效率。

Capello和Faggian(2005)与Malmberg和Maskell(2002)认为，由于集群中的企业通常具有共同的制度禀赋和关系邻近性,这将促进集群中企业知识传播和集体学习。Becattini(1990)认为集群企业要获得知识溢出必须要有某些社会环境(socialclimate)存在才可能发生,而本地的文化、共享的价值观、规范和制度促进了隐性知识在企业之间的扩散和采纳。

Crevoisier(2004)指出，通过频繁的社会互动,观察和沟通进行知识发送的边际成本最低,一个具有企业间高度互动性和交互的区域要比那些企业间较少互动和鼓励的区域具有更高的创新绩效。Desrochers(2001)指出，地理上的邻近实现了更多的人际联系,这反过来说通过提升信任、归属感也创造了合作的机会。Granovetter(1985)提出的社会嵌入性的观点也表明，不应当仅仅关注集群企业在地理上的接近程度,更应该考虑文化、组织的邻近性。

Keeble和Wilkinson(1999)认为集群企业在建立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技术与组织问题时创立和发展共享知识的过程促进了集群企业的集体学习。集体学习并不限于具体的地理范围,它实际上是一个由拥有共同文化价值观企业形成的领地(territory)(Camagni,2002;Crevoisier,2004)。在这个领地中,企业间的知识传播与集体学习促进了集群中非结构化的、一致均匀的知识传播(Malmberg,2003)。

Capello和Faggian(2005)指出,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发生作用的还有社会机制,由于各种社会机制形成的共同的技术、组织、制度、惯例与行为将影响知识传播,社会邻近有助于促进形成关系资本。

Saxenian(1994)对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研究则指出，政治的、社会的、制度的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对促进集群内部企业间知识传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Storper(1995)则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邻近的思想,他提出了非交易性依赖(untradedinterdependence)来表示那些基于无法交易的传统、规则、文化、制度、价值观等形成的企业间互相依赖关系,并认为这种非交易性依赖与基于经济分工形成的交易性依赖一起促进了企业之间进行知识传播交易成本的降低,并指出与经济性依赖会随着产业的发展成熟而进行转移不同,由于非交易性依赖对人际间互动的需要使得这类依赖更难以转移,因此通常会长期保留在某一个区域。Lawson和Lorenz(1999)也认为由集群内非交易性关系形成的集体知识与决策过程,能够促进集群企业在区域层次的知识传播优势。

Shan、Walker和Kogut(1994)指出,集群中的企业共同分享可交易资源的优势的同时,也拥有那些社会制度形成的不可交易的知识资源。pyke、Becattini和Sengenberger(1990)认为，集群中的企业间能够更好地进行知识传播,而当跨越集群边界时这种传播则较难,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集群内部企业职员间的非正式联系网络作为有效的渠道促进了企业间的知识传播。Saxenian(1994)对硅谷的案例研究与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类机制是确实存在的。

Barnes(1999)认为集群企业高社会嵌入性带来的强社会关系能够降低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的交易成本,因而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效率。Galaskiewicz和Zaheer(1999)也指出，社会关系网络在集群总体水平上提升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Malmberg和Maskell(2002)则从分工的角度提出了区域中的知识传播与创造的理论：集群企业在水平方向上的分工提供了多样性的知识创造与传播优势,而垂直方向上的分工带来了专业化的知识创造与传播优势。随着集群的形成以及新成员的不断加入,集群企业的知识优势将得到持续加强。

White(1993)认为由于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形成了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规避了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集群中的企业将会更愿意形成分享知识的伙伴关系。

Brown和Duguid(1996,2001)关于实践共同体(communityofpractice)的观点则指出,在同一环境下相互联系的个体将形成共同的社会情境(socialmilieu)和身份认同(identy),这将使得当这些个人的实践形成共同的关于系统运行(他们举的例子是打印机)的知识及其代表的意义与情境时,知识在这些个体间能够实现更好的传播。Gertler(2003)关于制度维度的知识隐性分析也认同这一观点。Gertler认为由于集群中的企业在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合作与竞争,促使这些企业能够更好获得产业相关的信息与知识,本地的文化如规范、价值观、制度使得某些隐性形式的知识传播成为可能,本地制度因素通过为集群提供设施和环境来促进技术、知识和创新的传播。

最新的研究中,Malmberg和Maskell(2002)从分工角度提出的知识基础集群理论和Capello和Faggian(2005)关于从社会邻近提出的集体学习模型,可以说代表了中观视角集群知识传播研究的最新思想。

(1)Malmberg和Maskell(2002)的基于分工的集群知识传播模型。

Malmberg和Maskell(2002)认为,集群对于企业并不只是降低交易成本，而在于集群能够为其中的企业提供知识传播和知识创造上的优势。他们从知识分工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基于分工的集群知识传播模型。

由于集群通常由一个产业或相关产业中的大量中小企业构成,他们将这些企业根据生产活动的特点分为两个维度：水平维度,即从事相似生产环节的企业；垂直维度,即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集群企业在两个不同维度上的知识传播特点决定了集群整体的竞争优势。

Malmberg和Maskell(2002)认为只要从事相关生产活动的企业在地理上邻近,通过互相观察就可实现知识传播。由于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知觉能力与不同的观念与态度,从事相似生产活动的企业会带来多样化的产品与知识。大量企业的存在必然对于接收的信息有基于个人的独特的评价和认识。同时，企业在地理上的邻近使得它们能够发现和识别这些观点的差异。通过观察,讨论和比较这些不同的解决方式,集群中水平维度的企业间能够实现持续的学习与提升。通过水平维度上企业间的知识传播,这些企业就能够吸取其他企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样在水平维度上的企业间的知识传播就拥有了一个透明的空间,企业能够轻易地识别成功的实验和失败的实验。他们认为正是通过这种水平维度上从多样化-观察-比较-选择-模仿-改进的集体学习,使得这些集群企业获得了较单一大企业更大的知识优势。他们还认为，多样化观察比较选择模仿改进的知识传播过程并不需要这些水平维度的企业形成任何紧密的关系和信任,只要这些企业能够拥有共同的语言或编码来实现对知识的学习与认知即可。

随着集群中企业之间分工的出现,企业之间的知识与能力将逐渐异质化。集群垂直维度的发展使企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它们经常能够发现其他企业通常忽视的问题。因此，专业化的分工将带来集群知识的加速增长。然而,分工的程度要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协调成本的影响。分工深化带来的企业之间对于产品和市场机会的不对称知识,使得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受到两个门槛的限制：首先，企业间的知识差异必须能够存在且足够大,使得知识传播对双方都有价值；另一个是,双方的知识差异又不能太大，否则有效传播无法实现。企业的地理邻近有利于这一困境的解决,企业的地理邻近使得它们能够更好地协调,填平由于知识禀赋异质性带来的传播障碍,能较集群外企业更好地理解传播的知识。

集群在水平维度和垂直维度之间的知识传播机制是互补的关系,当垂直维度深化,新的经济行为成为可能,知识创造被推进,同时促进了内部市场的扩展。而根据水平维度的分析,当企业主体间的知识是异质互补时,水平程度的学习效果将降低。因此，持续的分工专业化,对于整个集群的知识创造有一个最适的拐点。超过这一位置,由垂直维度带来的知识深化收益将被水平维度知识学习效果降低所抵消。只有集群企业数目的增加,才能够保证水平维度上的多样化和垂直维度的劳动分工带来的学习效果同步推进。

(2)Capello和Faggian(2005)关系邻近知识传播模型。

他们认为，仅用集群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并不足以解释它们之间的知识传播行为,还需要其他具体的知识传播机制才能获得满意的解释。他们提出与地理空间相对应的关系空间(relationalspace)。关系空间是指由文化上相似的人或机构间合作形成的能力与归属感带来的企业、机构个人之间包括市场关系、权利关系以及合作关系构成的关系集合。

Capello和Faggian(2005)提出了文化邻近性(culturalproximity)的概念来表示知识传播双方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地理归属感和共同的互动能力,并认为这是集群企业之间发生知识传播的前提条件。文化邻近性以关系资本为机制实现知识传播双方间的显性合作、隐性合作以及公开或私人的伙伴关系,因此这些关系资本实际上为集群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与集体学习提供了场所。他们更进一步提出了关系资本对集群企业之间知识传播行为的作用机制(如图210)即通过本地劳动力的高速传播,本地企业间稳定而有成效的各种关系以及企业衍生。

中观视角在集群知识传播研究中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然而或许是受早期经济地理学科的影响,中观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过分强调集群企业间的共性,忽视了企业间的异质性以及集群动态演变的现实。它们将集群抽象为一群同质的中小企业,连接在区域的投入产出网络中,获得集群成员所共有的吸收能力,对于集群中传播的知识能够如空气一般进行吸收利用。由于中观的特性对于所有的集群企业都是一致的,而且如地理、文化和价值观这样的特性通常无法改变或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这使得中观研究无法对集群内企业之间知识传播行为上的差异以及知识传播网络的动态演化给出清楚合理的解释。但是中观研究为我们理解具体的企业知识传播行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如制度邻近、关系邻近和地理邻近的观点并非毫无价值,它们揭示了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所受到的共性影响；中观维度的研究还是可以解释许多集群知识传播现象,如Saxenian(1994)对地区间发展差异的比较。

二、微观视角集群知识传播研究

中观研究表明集群确实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间的知识传播,但是其分析视角决定了其无法对集群微观的企业知识传播行为做出有力解释。Martin和Sunley(2003)就指出，传统集群研究对于其中内部企业的组织运行方式缺少严格的分析。hudson(1999)也认为传统集群研究过于强调本地企业在整体上获得的优势,而对这些优势事实上如何在内部企业层面发生的机制却了解不多。事实上,中观研究的理论中通常强调企业之间在地理上、制度上表现出来的共性,而极少有研究关注到集群企业之间的异质性(Rabellotti&Schmitz,1999)；将集群内部知识传播网络结构视为一致的、均匀的和不变的；网络中所有企业的定位都是相同的、无差异的。

中观研究对集群内部企业知识传播机制的忽视促使了最近微观视角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研究的涌现。微观研究以集群中的企业为分析单位,在企业异质性的假设下对集群中企业知识传播网络的结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并提出了微观层面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理论模型。

大量微观实证研究发现，集群中的企业并非中观研究所假定的同质企业,而是存在着高度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体现在知识基础、嵌入性程度和经济地位等维度(Giuliani,2005;Giuliani&Bell,2005;Lissoni,2001;Malipiero、Munari&Sobrero,2005)。如Giuliani(2005)认为传统集群知识传播研究通常过分强调企业对外部知识资源的依赖,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知识吸收过程。她遵循吸收能力的研究思路，指出企业对外部获得知识的吸收效果依赖于其自身的知识基础。Giuliani(2005)将知识基础定义为,当企业在寻找问题解决方案时,所使用的信息、知识和能力的集合。由于企业的知识基础是其持续学习的结果,因此它本质上是不完全的、复杂的、路径依赖和特定的(specific)。在此基础上她提出,集群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知识基础决定了它们知识传播上的非均匀性。

Albino等(1999)对意大利新产业区的最新研究则发现,随着国际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集群中的企业结构会表现出层级化程度(hierarchydegree)不断提高,也就是其中会涌现出许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领导企业,这些领导企业的行为和战略主导着集群内部企业的知识传播过程。

OwenSmith和powell(2004)则发现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制度性角色与网络定位有着显著的差异,这对它们之间的知识传播的开放性或封闭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当集群网络为公共服务类企业所主导时网络中的知识传播将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而当营利性的私人组织主导网络时集群中的企业间知识传播则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

Tallman等(2004)则指出，由集群企业的架构知识决定了每个企业对于部件知识关系的独特认识和对新部件知识的识别、理解和吸收,集群中不同企业的架构知识禀赋为其提供了不同的知识传播和吸收能力。

下面笔者根据微观研究所强调的企业异质性因素的不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介绍。

1.关系视角类研究

近年来,集群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网络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渗透到了集群研究中,从集群企业关系视角来研究集群问题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Cooke&Morgan,1993;Storper,1997)。关系视角对集群研究中的知识传播机制、企业学习行为和群体创新行为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

关系视角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集群是一种超越企业的网络组织,由众多密切联系、互动的组织构成,其组织结构具有明显的网络拓扑结构特征(powell、Koput&Smith,1996)。相应地,集群知识传播的微观关系视角研究通常从集群关系网络出发,分析企业不同网络属性对其知识获取和知识传播的影响。

Albino等(1999)认为企业之间在集群关系网络中的地位的差异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网络有着重要影响。他们的研究观察到产业化和国际化对意大利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间关系的影响,提出领导企业的出现对集群中知识传播的过程发生了改变。集群内部企业专业化分工,使得领导企业必须依靠其他企业才能获得高水平的竞争优势,这对领导企业提出了协调生产活动的要求。为了有效协调这种依赖关系,领导企业将对需传播的知识进行编码重组后向其他关系企业传播。由于传播的知识有可能被外部其他竞争者模仿,领导企业通常会采用一些控制性策略(appropriatestrategy)来控制供应商网络,改变原有的企业间关系和知识传播行为。

Morrison(2004)则更进一步研究了集群中领导企业(leaderfirm)作为集群知识传播网络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的问题。他们发现由于网络的建立需要大量的成本,当企业在寻找外部解决方案或知识资源时,更关注于那些能够提供更好方案的企业。那些具有较强知识基础的企业在集群中会被视为技术领导者(leaderfirm),其他企业会期望和它们建立较强的关系来获得知识和技术。因此，集群中的企业不可能如中观研究假定的那样建立广泛的知识传播网络。Malipiero等(2005)指出，集群中的领导企业实际上充当了桥企业(bridgingenterprise)的作用,领导企业通过吸收外部知识并将其进行编码转换后传播给集群中的其他企业。

OwenSmith和powell(2004)则认为，将网络视为均匀一致的渠道忽视了那些具备良好网络定位企业通过处在信息和资源交汇处所获得的知识传播优势,关于集群中知识传播网络的研究应该关注到其他非结构化的特征上,如节点企业的特征、地理位置、更大背景下的制度支持。他们指出，企业之间有两种网络联系类型：渠道(channel)与管道(conduit)。渠道型的网络关系,扩散性地促进信息在网络中节点间的传播,使得松散连接的节点和紧密连接的中心节点都能获得好处；而管道型的网络关系是封闭式的，它通常通过法律安排,使得只有部分中心节点才能获得知识传播带来的收益。网络中主导节点的特征将改变信息传播的网络结构,公共性组织主导的网络表现出较大程度的渠道特点，而私人组织主导的网络表现出较大程度的通道特点。

2.认知视角类研究

与关系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研究相比,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研究最大特点是它们将集群企业视为一个认知主体,并把关注的焦点从关系网络特征转到企业的知识基础上。在认知视角的研究者看来,集群企业的知识获取和知识学习本质上是一个认知过程,虽然地理邻近和非地理邻近等因素能够促进企业之间形成共同的文化和频繁的交流,但集群企业之间的知识学习和知识交流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企业自身对外部信息的识别、认知、理解和吸收的能力(BoschmaandWal,2005)。

Giuliani和Bell(2005)从企业知识基础出发,研究了智利葡萄酒产业集群中的知识传播现象,发现集群中企业的知识传播并非如中观研究所说的广泛的一致的,而是异质的、不均匀的。另外他们还发现集群企业之间的商业或生产活动上互动形成的网络与企业的知识网络也存在着差异,也就是说企业之间的互动未必会带来知识上的传播关系。Giuliani(2005)的研究认为集群中不同知识基础的企业将决定他们在集群知识传播网络中的不同网络定位,那些领导性企业将在集群中作为集点(hub),而那些较弱的企业由于能力太低无法吸引其他企业也无法吸收其他企业传播的知识,因此将被隔离出集群的知识网络。

Boschma和Wal(2006)认为相对认知距离(Cohen&Levinthal,1990;Lane&Lubatkin,1998)很可能影响了集群中的知识传播方式与结构,集群中的知识传播不是集体的、无差异的,而是由其中企业的知识基础所决定,结构化的。Tallman等(2004)则指出集群成员间共有的集群架构知识将提高集群范围内企业对于部件知识的传播效率,形象地说，集群架构知识为企业的部件知识传播提供了传播管道。

Kishimoto(2003)对台湾个人电脑业集群的实证研究表明，关系网络和知识传播网络有着不同的参与者和不同的发展轨迹,而非重合一致。他认为集群中的知识传播是在有共同知识基础企业间形成的知识网络中发生的,集群中知识网络的结构和关系网络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Giuliani(2005)的研究则针对智利葡萄酒业集群中的经营网络(businessnetwork)与知识网络(knowledgenetwork)进行了比较。她认为集群企业的地理邻近和关系邻近为集群中的企业提供了同等的互动机会,因此经营网络可能如中观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是广泛的(pervasive)，而知识网络依赖于集群内部企业的知识禀赋不同,则会表现出较大的非均匀性(uneven)。她的实证结果表明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差异形成了结构化的集群知识网络,而企业之间互动形成的经营网络和知识网络并未出现重合的现象。按照Giuliani(2005)的观点,不是地理邻近或关系邻近而是认知邻近决定了企业之间知识传播的网络结构。集群企业在知识基础上的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知识传播的非均匀性,集群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是有选择性的。

认知视角关于集群知识传播的另一个观点是集群知识传播网络未必是局限于集群的地理范围之内而是超越地理边界更为开放的。BoschmaandWal(2005)认为传统的集群知识传播研究过分强调了地理邻近性对集群企业间知识传播的影响,忽视了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外部知识联系的作用。他们对意大利制鞋业集群的研究发现,本地知识网络的作用是微弱(weak)的，其中企业的知识传播是非均匀的(uneven)。具有强本地网络位置的企业,表现出高的创新能力和集群外部的联系。企业仅仅在本地的地理邻近还不足以获得知识竞争力,还需要它们能够同时保持集群内的网络联系和集群外的联系,而企业的吸收能力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的非本地联系来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Bunnell和Coe(2001)则认为由于网络可被视为集群中企业知识传播的渠道,而知识传播通常并不限于地理方式,集群知识网络可能会超越集群地理边界。

如前所述,关于微观视角的研究最近才逐渐增多,其中大多数研究形式通常是提出对传统中观研究结果的质疑并运用经验研究进行实证证明,只有较少学者提出比较系统的理论模型。在这方面，Albino等(1999)、Corno、Reinmoeller和Nonaka(1999)与Tallman等(2004)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如Albino等(1999)从集群产业化和国际化的现实认识到集群内部企业的结构是在不断演变的,在不同的结构形态下具有特定的传播特点,这提醒我们应当动态、演化地看待集群企业知识传播问题；Corno等(1999)则展示了一个将微观视角与中观视角相结合来解释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现象的分析；Tallman等(2004)的研究从战略管理中著名的架构知识与部件知识在可传播性上的特点出发，提出了一个集群知识传播模型,并将其与集群间和集群内企业竞争优势联系起来。

(1)Albino等(1999)基于集群企业结构演化的知识传播模型。

Albino等(1999)观察到产业化和国际化对意大利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结构的影响,提出集群内部企业结构的变化将使集群内部知识传播网络发生改变。他们提出一个解释模型来分析这种集群内部企业结构变化对企业间关系和知识传播过程的影响。

他们认为集群企业间的知识传播速度ST受到所传播知识编码水平LC的影响,编码水平越高,则知识传播速度越快。传统的手工业型的集群,由于知识的编码化程度较低,因此其传播主要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和观察进行，所以传播的速度较低(区域A)。而具有较高发展程度的集群中,工业化和自动化的发展使得这类集群中相当部分的知识已被编码化,从而获得了较高的传播速度(区域B)。

而集群内部企业结构上的层次化程度(hierarchydegree)h将对知识传播可用的传播渠道NC产生负影响,随着集群内部企业结构层次化程度h的提高(如领导企业的出现)，企业间可用的传播渠道NC将逐渐减少。他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集群中领导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关系的层次化,其中的领导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的绩效会对原有的知识传播过程进行控制与协调,以减少知识溢出到竞争对手处的风险。

Albino等(1999)指出，集群中的领导企业通过对编码程度LC和层次化程度h的调节,可以实现对集群中知识传播过程的控制,以达到提高自身绩效防止竞争者模仿的目的。用公式来表示则为SS=ST（LC）×NC（h）,即领导企业对分包商的知识传播SS受到知识传播速度ST和知识传播可用渠道NC的共同影响,而知识传播速度ST取决于知识编码程度,可用知识传播渠道NC则取决于层次化程度h。

程度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分析了集群内部结构演化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关系。他们认为集群内部结构的演化经历了传统手工业产业区、传统产业区、高度层级产业区、虚拟产业区这样的发展路径,这些不同阶段集群具有不同的知识编码程度LC和企业层级关系h形成了特定的知识传播速度和可用传播渠道,带来了不同的集群企业间知识传播效率。

①传统手工业产业区：生产过程大多自成系统，企业之间层级联系h低,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大部分是隐性形式,因此具有较低的传播速度ST。

②传统产业区：由于专业分工和社会邻近创造了大量传播隐性知识的传播渠道NC,同时由于此时的知识仍然是较高的隐性程度LC,所以这类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速度ST仍然较低。

③高度层级化产业区：由于产业化的发展,大量的技术知识被编码化，因此促进了知识传播速度ST,但是由于领导企业控制这类知识的传播渠道NC被减少了。

④虚拟产业区：同样实现了高度的知识编码化,但是总装企业(finalfirm)利用的是市场机制来协调专业化的关系企业,因此层级程度h被降低，促进了传播渠道NC的增加。

根据上面的公式可以发现，工业化的不同生产方式带来集群内部企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网络的改变。Albino等(1999)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集群知识传播并非静态的概念,它可能随着集群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化。

(2)Corno等(1999)的集群知识传播模型。

Corno等(1999)认为在集群的环境中,集群为其中的企业提供了对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获取的渠道,而集群中企业间广泛的社会化互动活动使得这些企业间的隐性知识传播成为可能。他们将知识管理中著名的组织知识整合模型--SECI模型(Nonaka&Konno,1998;Nonaka&Takeuchi,1995)推广到集群研究中,并从微观企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集群知识传播模型。

Corno等(1999)观察到集群知识传播是在非正式关系的网络中发生的,因此他使用了“Ba”的概念来表示这种集群企业进行知识传播与学习互动活动的动态情境(Nonaka&Takeuchi,1995)。Ba的作用在于它为集群企业创造和利用本地网络中的知识提供了场所,Ba可以是物理上可见的(如办公室,共同的地理位置),也可以是虚拟的(如电子邮件、远程会议),还可以是心理上的(如共同的经历、知识背景、文化背景),Ba给其中的主体进行知识传播和创造提供了一个平台。Corno等(1999)提出了四种区域Ba(districtba),每种Ba对应于四种不同的知识转换阶段。

但是,集群企业间能否进行有效的知识传播还依赖于它们所形成的关系类型。Corno等(1999)提出了三种集群企业进行各种类型知识传播所需要的关系类型：初始关系、接触关系和亲密关系。集群企业之间在这些关系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的知识传播能力水平。

原始Ba（originatingBa）：指集群个体间面对面的交流，分享隐性知识的场所默化阶段（socializaiton）：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对话Ba（dialoguingBa）：指集群个体将自己的技能和知识通过对话用明晰语言与大家交流、共享的场所明示阶段（externalization）：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练习Ba（exercisingBa）：指个人与组织间通过培训，使得员工掌握一些组织中的显性知识的场所内化阶段（iInternalization）：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

系统Ba(systemizingBa)：指集群企业整合其他企业显性知识的场所组合阶段（combination）：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初始关系指进行显性知识传播所需的关系类型。这种关系通常表现为市场交易的形式,如集群企业之间的商品购销关系,通常并不稳定和持续。

接触关系指知识传播能够通过对源企业的隐性知识进行理解、显化后进行搜集整理和利用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是稳定和双边的,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和合作性。

亲密关系是指企业之间可以直接实现在隐性维度上进行知识传播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高水平的合作与相互承诺。

Corno等(1999)对关系与知识传播类型的分析,表明不同关系类型在传播的知识类型和效率上存在巨大的差异。集群中的企业在关系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将直接影响知识传播的效率。

(3)Tallman等(2004)基于架构知识与部件知识的知识传播模型。

Tallman等(2004)受Matusik和hill(1998)以及henderson和Clark(1990)对架构知识与部件知识研究的启发,将这一知识分类方式拓展到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研究中。根据两类知识的可传播性(transferability)上的差异,他们提出了一个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模型。

部件知识是指与某个系统可分离的一部分相关的那些具体的资源、技艺(skill)和技术。部件知识通常和某些产业的技术相关,是相对一致的、可识别和可定义的,它并不依赖于特定情境,反映了外部的自然或科学现象而非个人或组织的历史。除了那些较高复杂性的系统性部件知识,通常部件知识具有较高的可传播性。

架构知识是指关于如何组织整个系统或协调整合部件知识进行生产性运用的知识。架构知识不仅是高度复杂和隐性的,而且这类知识表现出较大的组织特有性(organizationspecific)、因果模糊性和路径依赖性。架构知识作为组织内生发展的产物是组织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不可脱离组织而存在。这样的特点使得架构知识表现出较低的可传播性,因此架构知识通常为组织所特有。

Tallman等(2004)指出，集群中的企业由于通常是从事着高度相似或相关的生产活动,以及密集的人际互动,使得部件知识成为集群中知识传播的主要对象。而根据的复杂程度,部件知识可分为简单的技术部件知识和复杂的系统部件知识,他们认为那些简单的技术部件知识要比系统部件知识更容易被传播。而架构知识虽然难以传播,但是它对于企业的知识传播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具有相似架构知识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实现部件知识的传播,因为相似的架构知识可以保证被传播的部件知识得到有效的理解和应用。

在分析了企业的架构知识后,他们将这一概念推广到集群层面提出了集群架构知识。他们认为通过长期的互动与学习,集群中的企业将形成共同的、集群特有的架构知识。这种集群层面的架构知识不同于任何单个企业的架构知识,它代表了整个集群水平通过对网络互动行为惯例化形成的依赖关系以及集群企业间共同的兴趣。集群架构知识是集群企业的共同知识,它类似于集群企业对集群游戏规则的理解。如同企业的架构知识将影响它对部件知识传播中的吸收能力,集群架构知识将提高集群范围内企业对于部件知识的传播效率。形象地说，集群架构知识为企业的部件知识传播提供了传播管道。由于集群之间架构知识的异质性,一个集群中传播的部件知识通常难以跨越集群的边界,这为集群企业带来了集群专有的知识优势。

Tallman等(2004)最后指出，由于集群中部件知识的高可传播性,对于集群企业来说要保持持久的竞争力必须依赖于企业专有的架构知识的发展。由于架构知识决定了每个企业对于部件知识关系的独特认识和对新部件知识的识别理解和吸收,因此尽管拥有共享的部件知识,集群企业之间不同的架构知识为其提供了不同的竞争优势。

微观研究以集群企业为分析单位,通过对集群企业微观知识传播机制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如认知科学、社会网络、系统仿真等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被不断应用到这一领域中,可以预期这一视角的发展对于我们理解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现象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微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提供更多的经验研究结果对其理论进行验证；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将现有微观研究与中观研究进行结合,实现微观机制对中观现象的解释；第三个挑战是如何克服现有横断面研究的不足,实现从动态角度分析集群企业知识传播行为与知识传播网络的演化。

随着国内集群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我国产业集群为对象研究了集群知识传播问题国内有些学者将知识传播(knowledgediffusion)翻译为知识转移或知识溢出。。如付跃龙(2006)提出了产业集群中技术溢出(传播)的五种重要路径：劳动力迁移产生的技术溢出、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集群网络产生的技术溢出、联盟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和母子公司之间的技术溢出,并指出一个产业集群中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技术溢出路径及其组合。徐占忱和何明升(2005)指出集群企业之所以实现知识的顺利转移,其原因在于它们嵌入在特定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高度的产业关联性减弱了影响知识传播的许多障碍。相似地,陈守明(2003)认为产业集群内企业通过地理邻近性和义务紧密联系,强化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互动与共享。梁启华和何晓红(2006)认为由于面对面的接触能够降低隐性知识交换的成本,集群企业的地理邻近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换,而隐性知识的互补性可以实现知识转移和共享的可持续性。但是这些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中观研究的思路上,亟待朝微观化方向发展。


第7章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研究综述

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是集群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历经了马歇尔的古典产业区理论、新产业区理论、区域创新理论以及集体学习理论的研究过程,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焦点逐渐从静态的成本和效率优势转变为集群内部之间的网络互动、学习行为以及知识传播等方面。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实际上有两层含义：首先是集群企业相对于集群外部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是集群内部企业之间某些企业相对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然而,当前关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主要还是关注集群企业与非集群企业相比之下的竞争优势,只是“就集群而论集群”,将集群视为一个基本分析单位来分析集群整体的竞争优势。这类研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集群内和集群外企业之间在竞争优势上的差异,却无力解释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差异,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集群内企业之间在竞争优势上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Rabbellotti&Schmitz,1999)。最近,集群内部企业异质性的现实使得关注集群内部企业竞争优势差异的研究逐渐增多,出现了一批将战略管理研究中企业竞争优势的资源观和能力观整合到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分析中的研究成果(Molinaorales,2001;MolinaMorales&Teresa,2004,2008)。这类研究为认识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和集群内部企业异质性的现实提供了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下面,本节以集群竞争优势理论发展的演进过程首先对传统集群层面的竞争优势研究进行梳理,之后介绍了针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最新研究进展。

一、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传统研究

传统的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研究实际上是集群竞争优势的研究，而非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这类研究只是从集群中观的角度宽泛地指出了某类因素能给集群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却未能具体阐明集群企业是怎样借助集群来获取竞争优势,它们通常忽略集群企业的异质性,将其视为无差异的原子企业,因而无法对同一集群内部不同企业所拥有的不同绩效水平做出有效的解释。总体来看，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传统研究仅仅回答了“集群能否为其内部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问题,而没有回答“集群是通过何种方式为集群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产生影响”的问题。

1外部经济视角类研究

外部经济视角在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研究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其中研究成果主要有马歇尔的(1964)“外部规模经济”、Krugman(1991)的“外部范围经济”以及piore和Sabel(1984)的“弹性专精”等理论。外部经济视角研究的特点是：①分析的层次限定在集群或区域层面；②强调集群为内部企业带来的经济成本优势；③主要采用经济学尤其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逻辑。

马歇尔(1964)早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针对当时英国斯塔福德郡的陶器生产、贝德弗德郡的草帽生产、白金汉郡的椅子生产以及谢菲尔德的刀具生产中表现出来的某一产业中大量相关小型企业在区域中集聚的现象做了研究。马歇尔认为这些区域中企业的成功,除了自然条件和宫廷的奖掖外,获取外部经济是根本原因。具体来说，这些外部经济因素包括：①辅助行业的发展。由于本地存在着大量的同行业企业,这使得“这个行业的个别的资本不是很大,高价机械的经济使用,有时也能达到很高的程度。因为辅助行业从事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小的部门,为许多邻近的工业进行工作,这些辅助工业就能不断地使用具有高度专门性质的机械,虽然这些机械的原价也许很高,折旧率也许很大,但也能够本(马歇尔,1964)”。②劳动力市场供给。随着本地经济的发展扩大,地方工业由于吸引了大量技术人员而获得了很大的利益。“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有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的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有良好的市场(马歇尔,1964)”。③信息交流与技术扩散。由于区域中聚集了大量的技术工人,“行业的秘密就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地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的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的源泉(马歇尔,1964)”。这意味着,集群内企业可以免费获得有关上游供应商、同行竞争对手、下游客户的相关信息,可以更好地洞察市场需求、产业发展趋势、新市场开拓状况以及技术演变和革新的信息。

Krugman(1991)秉承马歇尔的思想,从新贸易理论出发同样指出促进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三种外部要素：劳动力储备、专业化供应商以及技术知识溢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假设下,Krugman(1991)认为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快速变迁使得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聚集性经济通过各种形式的垂直和水平分工活动,实现了交易成本最小化,为其中的企业带来了外部规模和范围经济。

porter(1990)在探讨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时指出,国家竞争优势产业是通过一个高度的本地化过程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而产业集群对其中企业的竞争优势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集群提高了其中企业的生产率。由于集群中的企业更容易招募到合适的雇员和选择各种供应商；集群内部往往积累了广泛的市场、技术和竞争信息,其成员对于这些信息具有优先获取优势,而其中的个人关系和社会纽带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从而有助于信息的流动。因此,集群内部的信息迁移异常活跃,集群内部的企业容易获得专门的信息；集群还能够提供互补优势,来满足顾客的互补需求。二是集群可以推动创新,为将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做好准备。集群不仅使创新的机会更为可视化,同时还提供了企业快速防御的能力和灵活性。集群中的企业往往能够从当地获得它实施快速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当地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能够紧密地参与创新过程。三是集群促进新企业和新服务的形成。在集群内部创业的进入障碍较小,而且其中的资产、技术、投入和人力资源的获取都非常便利,这些要素可以轻易地被组合到新企业中去。此外,集群往往能够提供一个较大的本地市场,这使得新创企业能够从业已建立的关系网络中开拓业务而获益。

Storper、Scott(1989)与Storper(1995)提出了“不可交易的相互依赖性”的概念,他们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特殊的产业组织形态,集群中的企业通过地理邻近和企业网络联系在了一起,当企业外部的市场和技术快速变化的情况下,产业集群中的本地化生产网络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帮助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

相似地,piore和Sabel(1984)从“第三意大利”地区的成功经验中发现,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是来自产业区内部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即弹性专精。集群企业之间在竞争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和密切的交流促进了产业链上企业各个环节创新与整个弹性生产综合体的发展。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以及弹性劳动力,可以对不稳定、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变化做出快速的反应。中小企业依靠外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获得了效率,并能应付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Scott(1998)也认为弹性的小批量的生产方式为产业群中企业带来了竞争优势。

2学习与创新视角类研究这类研究与本章第二节集群知识传播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联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加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相对成本优势无法为企业和集群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知识以及创新能力作为企业战略资源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从学习和创新视角进行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分析的研究逐渐增多。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学习与创新视角在理论上发源于马歇尔(1964)有关“产业空气”的论述,但是和外部经济视角不同的是学习与创新视角的研究更强调集群企业的关系邻近和地理邻近对集群内企业间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信息和技术诀窍(know-how)传播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集群企业的学习和创新优势。

Malmberg、Solvell和Zander(1996)针对传统研究主要关注集群由短期交易效率和灵活性带来的竞争优势,提出集群中的知识集聚才是集群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集群的知识集聚是三个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①集群企业在本地互动的知识创造过程；②防止本地知识溢出的隔离过程；③将外部知识引入本地的整合过程。

Keeble和Wilkinson(1999)则提出了集群集体学习的概念,他们认为集群创新的本质就是集群内部企业,以及企业之间动态性的知识流通过程,其行为表现为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集体学习。这是一种较高层面的知识社会化过程，也是刺激集群企业进行知识创新的过程。

Lawson和Lorenz(1999)则认为由于集群企业根植于本地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制度背景中,因此集群企业的学习行为受到集群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同时,集群中产业组织的网络结构可以使企业获得学习上的优势,利于形成区域文化,促进产业结构新的调整和变化。Maskell(2000)认为集群的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的绩效至少在两个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是促进了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提升了集群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是降低了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和经济成本。

Saxenian(1996)通过对美国硅谷和128公路的比较分析,指出地理邻近和共同的文化背景使得集群中的企业创新很容易外溢到集群中的其他企业,这些企业通过实地参观访问和经常性的面对面交流能够较快地学习到新的技术和知识,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竞争优势。Freeman(1991)同样指出,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集群中,企业之间对于生产问题和市场机会更容易达成统一的看法,促进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企业得以通过“干中学”、“用中学”和“互动中学”的过程不断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事实上,porter(1998)的研究同样也认识到了集群对企业学习和创新的效应,并认为集群是培育企业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温床,他指出由于集群企业彼此接近、面临共同的竞争压力、本地高端客户的需求,迫使集群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

pinch等(2002)认为由于隐性知识具有黏滞性和区域根植性,很难流出区域之外,集群中的隐性知识是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集群为隐性知识的获得提供了独特的平台：一方面,企业集群中蕴含大量的共享性隐性知识,长期在企业集群地区生活的人能够潜移默化地获得行业中的知识、技术诀窍、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在企业集群环境中有大量的供应商、客户、相关的支持性机构存在,集群企业与这些集群主体存在高频率的面对面交往,地理邻近性使得集群企业容易获得重要的隐性知识。此外,企业集群中还存在大量的非正式网络,集群企业通过这些非正式网络在高密度的非正式交往过程中获得大量的隐性知识。Maskell和Malmberg(1999)指出,集群知识传播和知识创造是理解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地理邻近因素并不促进创新,而是集群共同的制度特征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邻近性促进了集群中知识的扩散和集体学习过程,从而提升了集群企业的创新能力。

Maskell(2001)则从企业间学习认知距离的角度指出,产业集群通过构建一个非设定(unplanned)和有机发展的机制降低了集群内部企业的认知距离,从而减少了企业之间在知识传播和知识利用上的成本，并保持了企业知识创造所需要的专业化程度。

国内学者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学习与创新视角也进行了探索。如蔡宁和杨闩柱(2004)认为，集群企业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创新网络,在创新网络中企业容易获得资源共享以及能力互补优势、知识溢出效应、集体学习机制、创新的累积效应、更低的创新风险和成本,从而使得集群企业形成创新优势。魏江(2003)以浙江等地产业集群为对象,较全面地阐述了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的构建等问题,并进一步研究了产业集群的技术能力、学习途径和动力机制等。买忆媛等(2005)从知识流动、整合和竞争范围三个维度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绩效,他们的研究发现集群绩效主要是与集群内的知识流动性、整合能力以及竞争范围有关,知识流动性越好,整合能力越强,竞争范围越广,集群的经济表现就越好。王旺兴和李艳(2003)认为产业集群中各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才是决定产业集群这一创新系统绩效的关键,即知识和信息在人、企业和各机构之间的流动对创新绩效至关重要,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创造、传播和应用各种知识的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

二、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研究最新进展

最近,集群内部企业异质性的现实使得关注集群内部企业竞争优势差异的研究逐渐增多,出现了一批将战略管理领域的资源基础理论和能力理论的研究成果整合到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分析中的研究,为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问题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竞争优势是战略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资源基础理论及其后续的能力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是近20年来战略管理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它们凭借对企业性质以及竞争优势探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和逻辑分析框架,已经占据了战略管理理论的主导地位,并在相关的管理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资源基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它所具备的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使用效率,企业自身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企业之间在内部资源和能力上的差异导致了它们在绩效上的不同。最近,战略管理的研究成果成了许多学者研究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有力工具

MolinaMorales(2001)认为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同样也取决于它们所能支配和利用的资源以及自身的能力。但与那些作为战略管理领域中抽象的一般企业所不同的是,集群企业相对外部非集群企业来说其所能支配和利用的资源并不局限于企业内部,还存在于企业外部整个产业集群层面,这些集群资源是为所有集群成员所共有而不为群内任何单个企业所独占。MolinaMorale将这类由集群成员所共有的无形或高阶的资源(poter,1990)称为共享资源(sharedresources)。他认为这些共享资源对于集群外的企业来说具有因果模糊性和隔离机制,因此能够为集群中的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而集群企业在利用这些资源方面上的能力差异决定了它们在绩效上的不同。Foss(1996)同样也认为集群中个体企业的某些特征和能力决定了它们从区域或集群中获得优势的程度。

MolinaMorales和MartnezFernandez(2003)进一步将共享资源细化为集体声誉、企业间紧密的资源交换与组合以及当地机构的参与等三个方面,并以西班牙制造业集群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耿帅(2005)则在此基础上又引入了集群企业间相互信任、集体学习与知识共享网络以及企业间高度竞合互动氛围等三类资源要素,以浙江产业集群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

姚先国、温伟祥和任洲麒(2008)进一步将集群共享资源的思想纳入集群企业创业导向与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之中,他们的研究发现集群共享资源和创业导向对集群企业的绩效有着正向影响,而且网络资源能够提高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即共享资源是集群企业创业活动受益于企业集群的内在原因。

蔡宁和吴结兵(2002)则融合了资源基础理论和“结构-行为-绩效”框架指出,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成员拥有的资源和对资源的整合能力,集群通过整合实现了资源的协同效应。不同的集群规模和结构决定了不同的资源整合方式及协同效应的广度和深度,而群内企业的竞合行为既受到集群结构的影响,同时也作用于集群的结构。


第8章简要述评

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现有的研究表明集群知识传播对于促进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有着关键的影响,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出发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笔者认为对于集群知识传播与竞争优势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现象描述上,而应当对其集群内部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机制有深入的认识,这才有可能真正揭示集群和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组织知识传播理论、集群知识传播理论以及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理论正好构成了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研究的三大理论基础。

就组织知识传播理论而言,无论是组织内知识传播还是组织间知识传播的研究都有一个基本逻辑,即将组织(和组织成员)视为一个信息加工系统(西蒙,2004),如达文波特和普鲁萨(1998)对知识传播的两个过程的论述,Szulanski(1996,2000)的组织内知识传播四阶段模型以及Lane和Lubatkin(1998)的相对吸收能力都是如此。这意味着组织的知识传播过程实际上是对信息进行识别、获取和理解以及存储的认知过程(Walsh,1995)。虽然,组织知识传播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而较少涉及集群企业这一特殊的企业类型,但是这一理论逻辑对于认识集群和集群企业的知识传播过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就集群知识传播理论而言,以地理邻近和非地理邻近性作为解释变量的中观研究,或许是受经济地理学科的影响,过于强调区域共性而忽视内部企业的异质性和集群内部的知识传播网络结构。以集群内部企业各维度异质性为解释变量的微观研究正在这一领域中兴起,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提出全面性的自微观到宏观的完整解释框架,而非对现有中观研究论点的简单批判。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现状同样也是如此,传统的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研究实际上是集群竞争优势的研究而非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这类研究只是从集群中观角度上宽泛地指出集群能够为内部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却未能具体阐明集群企业是怎样获取竞争优势的。它们通常忽略集群企业的异质性,将其视为无差异的原子企业,因而无法对同一集群内部不同企业所拥有的不同绩效水平做出有效的解释。这一领域最新的研究趋势表明,将战略管理研究中企业竞争优势的资源观和能力观整合到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分析中,是认识和理解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问题新的研究方向。

通过上述对这三个理论基础的研究综述不难发现,这三个理论传统为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有力支持,并指出了一个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即从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出发,从认知视角对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问题进行分析。具体来说,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

(1)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机制研究。

集群知识传播的以往研究表明，从地理、制度和文化等集群中观层面变量来解释集群中的知识传播过程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性,必须从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出发才有可能认识和解释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高度异质性和非均匀的现实。而管理和组织研究中的认知视角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解释工具,认知视角的研究认为,组织是一个从外部环境搜集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纳入组织水平的共享信念中来解释和反馈的“解释系统”(Daft&Weick,1984),而组织是在其知识结构(或知识基础)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信息处理过程。对知识结构和组织认知的这一理解是管理领域中绝大多数认知视角研究的共同基础(Walsh,1995)。集群知识传播过程实际上是集群企业的认知信息加工过程,因此集群内部知识传播的效率本质上取决于集群企业间的知识结构相似性,地理邻近和社会邻近只是为集群企业的认知过程提供了发生的环境和背景,也就是说它们发挥的是调节的作用。笔者认为从认知视角对集群知识传播机制进行研究能够打开集群内部知识传播的“黑箱”,从而更好地解释集群内部知识传播异质性和非均匀的现实。

(2)集群知识传播机制与企业竞争优势研究。

如前所述,当前已经出现了将战略管理中的相关理论和概念整合进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研究的趋势。战略管理中的知识基础理论认为,那些具有较强的吸收外部信息和知识能力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从而获得较高的绩效水平。而在认知视角看来,企业的知识基础是决定企业知识学习和知识获取的根本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在以企业知识基础为关键变量的认知视角进行集群知识传播研究的基础上,整合战略管理中的知识基础理论能够更好地认识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问题。

(3)集群知识传播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

正如Marin和Sunley(2003)以及Maskell(2002)所指出的,以往集群知识传播的研究主要是静态的分析,而事实上集群中的知识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Walsh(1995)对组织认知的研究也表明,组织的信息加工过程中存在着递归的关系(recursiverelationship),即初始状态促进知识结构形成而知识结构通过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在影响组织实践的同时又改变了组织原有的初始状态。因此,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动态过程的分析是集群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当前集群研究中仍然是以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为主,这两类研究方法在分析动态问题上存在着内生的局限性,系统仿真作为组织和管理领域的新兴研究方法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Davis、Eisenhardt&Bingham,2007)。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将系统仿真方法引入集群知识传播动态过程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化对集群现象的认识。


第9章知识与认知图式

一、知识及其分类

要深入分析集群知识传播机制必须对知识这一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组织管理领域中对知识的界定通常采用的是基于知识特性的分类学研究(方统法,2004),如polanyi(1958,1966)、Nelson和Winter(1982)与Nonaka和Takeuchi(1995)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分类,Garud和Nayyar(1994)与Bhagat等(2002)的简单知识与复杂知识的分类,henderson和Clark(1990)的部件知识与架构知识的分类。此外,从两个或多个维度上对知识进行分类的研究也有不少,如Zander和Kogut(1992)在分析knowhow和knowwhat的基础上,又根据载体的不同将知识分为四个层次：个体的、群体的、组织的和网络的知识；Spender(1996)在polanyi(1958)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基础上吸收了Durkheim(1974)对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划分,也从个人/社会和显性/隐性两个维度将知识划分为：有意识的知识、无意识的知识、客观的知识和集体的知识。可以发现,polanyi(1958,1966)的隐性知识对上述这些知识分类有着重要的影响。具体来说,polanyi(1958)认为,隐性是个人知识的基本特征,可以明晰表达的知识仅是知识冰山的一角,更大部分的知识是隐性的、隐含于人的行为实践之中。在polanyi(1966)中,隐性知识主要是用来说明个人的技能,也就是那些行动者能做但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知识。在集群知识传播研究领域,polanyi(1958,1966)关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分类同样有着重要影响,如Maskell(2001)提出的知识基础集群理论和pinch等(2003)将模块知识与架构知识分类应用于集群知识传播的分析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Cowan等(2000)和Gertler(2003)对隐性知识内涵的讨论向对知识分类的研究发出了挑战。Cowan等(2000)提出的“编码本”(codebook)概念将认知主体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纳入对知识的分类中。Cowan等(2000)认为，根据可编码性,知识可以分为3类：①言说的编码(articulatedandthuscodified)知识,同时存在一个可获得的编码本(codebook)；②非言说的编码知识,并且编码本也被移走(displacedcodebook),此时对于不具备编码本的外部观察者来说这些知识是非显性的；③隐性(tacit)知识,此类知识是依附于特定行为的知识如骑车、游泳等,即polanyi(1966)意义上的隐性知识。与以往知识分类相比,Cowan等(2000)分类的不同在于,他们将主体的认知能力纳入知识隐性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把通常的隐性知识细化为两类：“纯粹隐性”(puretacitness)和“显见隐性”(apparenttacitness)。显见隐性表现为那些相同知识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成员间通过专有编码进行传递的知识,然而对于那些不具备相应编码本的局外人来说是隐性的、不易理解的。知识共同体是那些拥有相同语言的个体所构成的网络团体,他们的语言是编码化的。Cowan等(2000)的研究为从认知视角分析集群知识传播问题指明了研究方向。

二、认知图式

管理中的认知视角研究强调知识结构(knowledgestructure)对个人、团队和组织信息处理过程的影响(Austin,1997)。知识结构则几乎是所有管理认知研究的出发点或共同前提(Walsh,1995)。知识结构是指个人或组织的心智模板(mentaltemplate),它会施加于信息环境之上,并赋予信息以形式和意义(Kabanoff&Brown,2008;porac&Thomas,2002)。任何环境信息要真正产生作用,必须经过知识结构的过滤和加工。

知识结构作为认知研究的核心概念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如prahalad和Bettis(1986)的主导逻辑(dominantlogic)、porac等(1989)的心智模型(mentalmodel)、harris(1994)的图式(schema)、Corner等(1994)的框架(frame)、Mohammed和Rngseis(2001)的假设(assumption)等等。这些不同名称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释了知识结构的内涵。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知识结构在不同层次上(如个人、团队、组织甚至产业)对信息环境的表征和知识结构对组织中行为的影响(如创新、决策、学习、绩效评估)等问题构成了管理领域认知研究的主要内容。

1.图式的概念

图式是一种知识结构,它描述已有知识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新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Fiska&Taylor,1991)。图式概念所蕴涵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概念决定着他们如何看待所接收的原始材料。

图式概念最早由临床心理学家Bartlett(1932)引入到现代心理学中。然而,当时心理学的主流范式仍是“刺激-反应”心理学,这一理论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Neisser在1967年的著作《认知心理学》的推出,人们开始意识到图式和认知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尤其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理论的出现,以图式为基础的社会认知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开始初步形成(Fiske&Taylor,1991)。

在认知心理学和社会认知理论中,图式是指个人的知识结构,它施加于信息环境之上,并赋予信息以形式和意义。根据Fiske和Taylor(1991)的观点,图式代表着对某些概念或某些刺激(stimlus)有组织的知识,人们头脑中的信息是以抽象的方式进行存储的,而非简单地堆积,这些有结构的以往知识使得人们能够决定哪些外部信息与特定的主题相关,决定什么是信息加工的重要中心。一个图式既包含概念的各种属性,也包含这些属性之间的关系。如人们头脑中的“教授”图式或许至少包括如下属性：年长、男性、预订教材、有研究生。最后两个属性可能连接在一起:由研究生去预订教材。图式可以表示不同抽象水平的知识,即使同一概念也有不同层次的抽象。

图式概念反映了“自上而下的”、“以概念为基础的”或“理论驱动的”认知加工,而非“自下而上”或“材料驱动的”认知加工。理论驱动的认知加工强调人们头脑中的已有知识或概念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所接收的外部信息；而材料驱动的认知加工强调,人们所接收的外部信息如何影响人的注意、记忆和推理过程。图式反映了人们的已有知识如何影响外部信息的收集、记忆和推理过程,即理论驱动的认知加工。图式通过对接收信息进行理论驱动的结构化处理,能够提升人们对信息处理的速度和效率,尤其是在那些模糊和复杂的环境中。

除使用图式这一概念外,不同的心理学家还用其他的概念来表示主体特定的图式,如脚本(script)、框架(frame)、原型(protype)、定型(sterotype)以及数据结构(datastructure)。这些术语虽然字面不同,但本质上指的是同一个事物。

2.图式的类型

在社会认知理论中，图式被定义为“用来选择和加工来自社会环境的输入信息的知识结构(Fiska&Taylor,1991)”,即社会图式。基于图式的社会认知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人们怎样在记忆中表达社会信息,以及人们如何利用已有知识结构来加工、解释和理解复杂的社会信息。社会认知对图式的研究围绕着四个主要领域展开：他人图式、自我图式、角色图式和事件图式(Fiska&Taylor,1991)。在这四类社会图式的研究中,图式对主体信息加工的影响作用都得到广泛的验证。

(1)他人图式。

他人图式的研究集中于对影响他人行为的他人个性特征和目的的认知。他人图式主要是指主体对典型的或特定的个人的知识。例如，他人图式可能包括这样的抽象图式：典型的内向性格的人是怎样的,或一个好警察应该是怎样的人。

(2)自我图式。

自我图式包含关于自己的个性、外表和行为的各种信息。例如，某人可能知道自己性格内向、体重过高、经常迟到,并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

(3)角色图式。

角色图式是关于广泛的社会类别(如年龄、性别或职业)的知识,包括个人社会地位的信息。例如,人们头脑中“教师”这一角色图式包括许多知识：教师可以向学生问什么,上课时应该穿什么样式的衣服以及怎样讲课。

(4)事件图式。

事件图式描述了在特定情境中典型地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认知结构。例如,在餐馆中,学术会议上,人们应当做什么。同别的图式一样,代表事件的图式也可以对不同水平上的信息进行编码。例如,去麦当劳用餐的图式就不如去快餐店用餐的图式抽象,而去快餐店用餐的图式又不如去餐馆用餐的总体图式抽象。

3.图式的功能

人的信息处理过程是一种大脑的认知活动,而人的认知活动是通过大脑对信息客体的选择、整合和理解这三个环节来实现的。认知图式对信息处理的这三个环节都存在影响。

(1)图式对信息选择、编码和检索的影响。

选择是指主体加工能力的方向和聚焦；编码是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储存；检索是从记忆中提取信息。由于个人认知能力的有限,人们实际上注意到的信息只是所有接收到信息的一小部分,而进行编码的信息则只能是注意到的信息,在检索时也只是将先前编码的一部分信息提取出来。在这整个过程中,图式发挥着选择的作用。认知图式可以看作是一张过滤网,那些合乎主体认知图式的信息被接收下来,而那些不合乎主体认知图式的信息就被拒绝或排除。个人如果没有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图式,即使感官接触到这一事物,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2)图式对信息整合的影响。

经过主体认知图式筛选的信息往往是零散杂乱的,这就需要主体对其进行加工整理。而这种加工整合过程也必然受到主体认知图式的影响。整合过程实际上就是人脑提取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内部信息,并把这些内部信息施加到外部信息之上,用内部信息处理外部信息的过程。主体对客体信息的加工整合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人们事实上是通过认知图式将外部信息与已有信息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主体只有通过认知图式对客体信息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等,才能获得关于客体的本质性认识。由于主体之间认知图式的不同,即使面对同一客体的信息,其整合结果也往往不同。

(3)图式对信息理解的影响。

认知图式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方式,就是赋予客观对象以意义的系统。由于认知图式的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能做出不同的理解。图式的信息理解功能有三个特点：①不同的认知图式所能理解的外在刺激的范围是不同的。例如,在一些人看来是一目了然、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可能十分费解。②不同的认知图式理解信息的深度或层次不同。③不同的认知图式对信息理解的角度也不同,所赋予的意义也不同。例如一根手杖,在小学生眼里是一根长而有弹性的木棒；植物学家看去,是一束纤维质及细胞膜；化学家认为是复杂分子的集合；而物理学家则认为是粒子和电子的集合体。这表明不同的读者之间因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对相同的信息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综上所述,图式对主体的信息获取、整合和理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归结为两个独特的效应：

(1)理论驱动效应。

图式概念反映了所谓“自上而下的”,“以概念为基础的”或“理论驱动的”认知加工。图式指导着对新信息的知觉、对旧信息的回忆以及超越这两者的推理。通过图式的作用，人们可以在获得零碎信息的基础上,完成对信息的推理。但应当注意的是,尽管图式的出现有助于人们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但也可能导致“盲视”效应,即人们看不到与图式有冲突或图式分类之外的信息(Levinthal&March,1993)。

(2)坚持效应。

图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即使面临相反证据时它仍然顽固地坚持下去。图式坚持效应的一个表现是,人们不仅忽视图式的许多例外,而且有时把例外解释成是对图式的证明。当已有图式很强的人遇到各类否定或不确定的证据时,更倾向于将这些证据解释成为对已有图式的支持,并导致图式的固化甚至极端化。这也就是思考得越多,越容易导致极端化(Sadler&Tesser,1973)。


第10章基于认知共同体的集群知识传播机制

由于人们对任何外部刺激的知识都可以被图式化,事实上每个人在头脑中拥有各种各样的图式类型(Rumelhart,1984)。harris(1994)根据这一观点,在研究组织文化与成员意会行为(sensemaking)的关系时提出了与组织文化相关的组织图式(organizationalschema)和对象图式(objectschema)等图式类型。那么，对于理解集群知识传播现象来说有哪些最相关的图式类型呢？考虑到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是集群知识传播的主要对象,并且这两种知识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也是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Shane,2000),我们认为,集群内部企业所拥有的知识结构主要由两类图式构成,即技术图式与市场图式。这两类图式构成了企业理解集群中传播知识(knowledgediffused)的主要知识基础。

(1)技术图式。

这是指集群内企业对相关技术领域中的概念或过程的知识,它不仅包括特定的技术知识，还包括企业对技术的分类和评价。例如,彩电生产企业对于高清晰电视技术有不同的技术图式,这使得有些企业认为液晶电视技术是高清晰电视技术,在将来更有发展潜力；而有的企业则可能认为等离子技术才是真正的高清晰电视技术。除了相关技术概念和目标外,技术图式还包括各种技术脚本(script),它描述了在特定情境中企业对技术工作顺序的认知结构,如企业通过专业化生产活动所形成的专有工作方式和工作技巧。

(2)市场图式。

这是指集群内企业关于经营过程中涉及的管理、销售等方面工作中相关概念以及经营活动中相关业务流程的知识,如什么是客户至上、什么是员工满意度、如何进行企业日常管理、如何处理国际贸易业务、如何进行客户关系管理等。

上述两类图式,基本包含了集群企业用来理解外部经济活动,进行正式与非正式交往所需要的各类信息类型。集群中的企业可以被看作一个认知主体,各种不同类型的图式是认知主体已具有的结构化知识。通过这些结构化知识,作为认知主体的企业能够对环境中的各种刺激(stimuli)进行理解并做出回应。

那些具有相似图式的企业,可以归为一类认知共同体(或图式共同体)。这里的图式相似性(schemasimilarity)是指企业间图式表现出来的互相交叠(overlapped)性质。图式相似性并不意味着图式是完全一致的,而是一种相容的概念(Woehr&Rentsch,2003)。企业间的图式相似性有两方面涵义：图式一致性(congruence)和图式准确性(accuracy)(Rentsch&Klimoski,2001)。图式一致性指企业间的图式在内容和结构上是相容的,如两个企业对于合作研究的观点都是乐观的、可控制的,那么这两个企业的图式就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而图式准确性指企业间的图式能够和它认知的实际对象相符,如A和B两个企业具有图式准确性就是指,当A企业认为B遵从客户价值,而B企业的确认为客户价值是第一位的。

集群的认知共同体(communityofschema)与以往研究中常用的实践共同体(communityofpractice)和社群(community)概念不同,它并不是一个可观察的现实群体,而是更多地强调认知主体在某一方面知识结构上的相似性,它既没有确定的目标也没有固定的结构,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个体企业通常也不一定意识到自己的成员身份。

由于图式在企业知觉新信息、回忆旧信息和运用信息进行推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集群中的知识实际上是以认知共同体为渠道进行传播的。同时,根据图式不同的发展程度,认知共同体中的企业对于信息的理解程度也有差别。因此,认知共同体对集群中的知识传播具有两个效应：

(1)认知共同体对知识传播的封闭效应(blockingeffect)。

图式一旦形成即在个体的信息处理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那些具有相似图式类型的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更为有效,而图式类型差异较大的企业间的知识传播则较为困难。根据图式的理论驱动效应,个体对于和图式相似信息的知觉与记忆敏感度最高、效果最好；而对那些与图式无关的信息,个体不仅难以记住,而且在知觉中也不易发现。其次,启动效应(primingeffect)表明,那些最近被激活的图式最容易被再次激活。在集群中,企业收到的信息通常零散易逝,要想将这些零碎信息片断快速地整合起来,发现其隐含的意义非常困难,通过图式的作用可以在获得零碎信息的基础上完成对信息的推理。只有那些具有相似图式类型的企业才可能从这些稍纵即逝的信息中获得隐含的知识。因此可以形象地说,集群内的知识是在认知共同体的管道中流动的。

(2)认知子共同体发展程度对知识传播的过滤效应(filteringeffect)。

即使相同的图式,由于图式发展阶段不同,图式之间的精细程度也会不同,一个认知共同体可以分为较高发展阶段的认知子共同体和较低发展阶段的认知子共同体,处于不同图式发展程度的主体对于信息的编码程度和理解程度存在着差别(FiskaandTaylor,1991,Cowan,etal.,2000)。较低图式复杂性的主体对于图式高复杂性主体散发的知识有时会难以理解,而后者可以较好地理解低复杂性企业散发的知识。如同较低版本的文字处理软件识别不出高版本的文件类型,而高版本往往可以识别以往低版本的文件类型。因此,尽管相同认知共同体成员间的知识交流效率要高于非认知共同体成员,但对于那些较高发展阶段的认知子共同体成员来说,知识交流的效率会更高。对产业中企业模仿行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Reed和DeFillippi,1990)。

最后,要指出的是,认知共同体中企业认知结构的过分相似对集群中的学习与创新可能是有害的。正如Cohendet和Llerena(1997)所指出的,知识创造要求有多样化的新颖资源来触发,图式相似性尽管会增进企业的吸收能力,但它也会限制企业学习范围。因此集群中企业的知识创造过程表现为它们在企业已有的知识维度的某个领域内学习知识。由于对概念知识的长期激活,使得企业常常会忽视新技术与新市场的发展,认知共同体容易导致认知锁定。认知共同体中的创新主要表现为增量的或累进的创新而不是突破性的创新。

集群内的企业由于图式相似性,成为某些认知共同体的成员,并获得了这些共同体的知识溢出。认知共同体的封闭效应与过滤效应使得集群内的知识传播表现出以认知共同体为载体的特征。事实上,集群内部的企业由于各自不同的知识结构,将根据图式内容和发展程度的相似性加入不同的认知共同体；也正是由于认知共同体的封闭效应和过滤效应,集群内的知识并非均匀随机分布,而是以共同体为单位形成一个特定的非均衡集群知识传播系统。

表示市场图式第三种类型较低发展阶段的认知共同体。和市场认知共同体(B1-4)、(B3-4)的成员；企业B为技术认知共同体(T4-3)和市场认知共同体(B1-1)、(B3-4)的成员。由于两个企业分别属于不同类型的技术认知共同体(T1-4)、(T4-3),根据认知共同体的封闭效应,可以估计它们之间的知识传播效率将会较低。也就是说，企业A较难学习到企业B在认知共同体(T4-3)中的知识,企业B也较难学到企业A在认知共同体(T1-4)中的知识；而两个企业市场知识结构的分布则体现了过滤效应对集群中企业知识传播的影响,企业A和B分别属于市场认知共同体(B1-4)、(B3-4)和(B1-1)、(B3-4),其中它们都同属于两类市场认知共同体,但图式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企业A在市场认知共同体B1类中具有较高的发展阶段,而两者在市场认知共同体B3类中则具有相同的较高发展阶段。因此可以估计,由于认知共同体的过滤效应,两个企业在B1类市场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图式发展水平的差异将使得双方的学习并不对称,在学习效率上企业A要较企业B高,而企业B由于图式发展水平较低,学习效果则要差一些；但在B3类市场知识的学习中,由于双方同时具有较高的图式发展阶段,学习的效果将达到最高。这里由于封闭效应的存在,即使两个企业都是在B3中具有较高发展阶段的认知共同体成员,但并不能促进它在其他知识维度上的学习效果。


第11章集群知识传播的认知分析框架

基于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机制研究表明,集群企业根据图式相似性(或认知邻近)的原则,加入不同的认知共同体中,而认知共同体的封闭效应与过滤效应使得集群中的知识传播实际上是在具有相似知识结构的认知共同体成员间发生的。

认知共同体是集群企业根据图式相似性的原则而形成的,而要形成认知共同体,集群中必须存在一定数量的具有相似图式(或知识结构)的企业,也就是说集群整体的知识分布要实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否则认知共同体就无法形成,集群企业间的知识传播也无从谈起。这种集群企业知识分布的一致性要求类似于Nonaka和Takeuchi(1995)在组织内知识传播研究中提出的“冗余(redundancy)”概念。在Nonaka和Takeuchi(1995)的研究中,冗余是指组织成员间在有关业务活动、管理职责和整个企业方面的信息上有目的的重叠,他们认为信息冗余的存在可以促进组织内成员间隐性知识的传播和共享。除了分布的一致性(或异质性)程度外,集群知识分布的水平同样也会对企业的知识学习和知识获取产生影响。认知共同体的过滤效应使得那些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认知共同体成员能够用较为复杂的编码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这将极大地增加企业间知识传播数量与提高速度。

这意味着,影响集群企业知识学习和知识获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集群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和集群整体的知识分布。而传统研究中的地理邻近非地理邻近等因素只是为知识传播创造了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它们实际上是通过调节集群知识分布与企业知识基础和知识学习之间的关系来发挥作用的。

因此,从知识基础的企业理论来看,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集群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和所在集群的知识分布,而集群企业的知识学习则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此外,在现实的集群中,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只是为对于集群企业的知识学习和知识获取提供了潜在的可能,而要将这一促进作用转化为现实还受到集群企业所在环境的影响。如Kim(1998)的研究表明，当企业面临的环境具有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时,他们对外部知识的学习和吸收有着更强的动力。Cohen和Levinthal(1990)的研究也表明，在技术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企业以往拥有的先验知识对于他们吸收外部知识的作用可能更大。但是,集群企业由自身知识基础和集群知识分布获得的知识学习能力要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还要取决于企业内部的知识整合能力,因为获取知识并不等于利用知识。Zahra和George(2002)对企业潜在吸收能力和现实吸收能力的研究发现,许多企业在获取知识和利用知识能力上的表现并不一致,那些具有较强内部知识整合机制的企业其现实吸收能力对潜在吸收能力之比将会更高,进而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Spender(1996)的研究也表明知识分享程度越高的组织,越能够有效利用其获得的知识,从而达到较高的绩效水平。

此外,集群企业的知识学习和知识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企业的知识基础在影响其知识学习和知识获取的同时,企业的知识学习和知识获取行为也在改变自身的知识基础和集群的知识分布。Walsh(1995)对组织认知的研究也表明,组织的信息加工过程中存在着递归的关系(recursiverelationship),即初始状态促进知识结构形成而知识结构通过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在影响组织实践的同时又改变了组织原有的初始状态。

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一个集群知识传播的认知分析框架由于在这一框架中,集群企业知识学习的直接效应即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在本文的部分章节中这一分析框架有时也表述为“基于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中,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是逻辑主线,它在集群知识分布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下通过企业的知识学习和知识获取活动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企业知识整合能力又对企业知识学习和知识获取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书设计了三个子研究对集群知识传播的认知分析框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①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的案例研究。②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的实证研究。③集群知识传播与知识分布动态演化的仿真研究。


第12章问题提出

在集群研究领域,集群企业竞争优势问题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早期的研究如马歇尔(1964)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1997)的产业区位理论以及piore和Sabel(1984)的弹性专精理论主要关注的是那些直接经济因素,他们认为集群企业通过地理邻近和产业组织优化获得了生产成本优势。随着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它们识别外部环境整合内部资源的能力,尤其是获取和利用外部知识资源的能力。知识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了企业经济利润的来源,像技能获取、知识与诀窍(knowhow)的管理和学习就成了企业根本性的战略问题(Grant,1996;Teece、pisano&Shuen,1997)。集群研究中的集体学习学派(Keeble&Wilkinson,1999)和区域创新系统学派(Nelson,1993;padmore&Gibson,1998)认识到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来自本地企业与机构之间形成的区域创新系统,也就是由众多企业和机构间共同作用,形成的知识和技术在集群中创造和扩散的系统(Morosini,2004)。

然而,或许是受到经济地理学科范式的影响,上述研究对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认识是不完全的。笔者认为,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有两层含义：首先是集群企业相对于集群外部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是集群内部企业之间某些企业相对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传统研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集群内与集群外企业之间在竞争优势上的差异,但却无力解释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差异,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集群内企业之间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异(Rabellotti&Schmitz,1999;Sammarra&Biggiero,2008;Shaver&Flyer,2000)。传统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研究过于强调集群企业在整体上由知识传播获得的竞争优势,而这些优势事实上如何在内部企业层面发生的机制却了解不多。正如Martin和Sunley(2003)所指出的,传统研究对于集群内部企业的组织运行方式还缺少严格的分析。

第三章提出的集群知识传播的认知分析框架,从企业知识基础出发分析了集群中企业间知识传播的内在机制,这为我们从集群知识传播的角度全面认识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基于认知共同的集群知识传播机制表明,集群企业间的知识传播实际上是在一个基于认知邻近规则下的认知共同体中发生的,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受到过滤效应和封闭效应的影响。那些拥有相似知识结构的企业能够较好地实现相互之间的知识交流和传播；而在知识结构差异较大的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则较难发生。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章提出的基于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分析框架,同时探索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集群知识分布及竞争优势的关系,本研究将采用深入访谈和内容分析等方法,对浙江大唐袜业集群中的8家企业进行了案例分析。具体来说,本章的研究将围绕四个问题而展开：①集群内部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异质性；②集群知识分布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影响；③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知识获取关系；④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

下面首先介绍大唐袜业集群的背景和相关的数据收集与编码方法,第三节着重分析大唐袜业集群中的企业知识分布与知识传播的状况,第四节根据大唐集群中的知识传播特征探讨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以及与企业知识基础和集群知识分布的关系,最后是本章小结。


第13章案例背景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集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集群,前者以电子、通讯、化工等产业为主,后者则以纺织、家电等产业为主,这两个地区的产业集群在国内和国外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Engardio、Dexter&Brain,2004;Zhang、To&Cao,2004)。以浙江省为例,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7》的数据,当前浙江全省共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集群601个,总产值15826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64%,企业总数3084万家,其中年销售收入500万以上的规模企业19065家,从业人员800多万人。产业集群(或块状经济)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史晋川等,2004)。笔者认为，以浙江的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来分析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问题,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大唐袜业集群位于浙江省东部地区的一个小镇--大唐镇,它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袜业是该镇的支柱产业,目前该镇共有1万余家袜业企业,织袜从业人员20余万人,各类袜机近10万台,其中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档电脑袜机4万多台,还有前后道配套设备2万多台,年生产袜子116亿双,产值236亿元,产量占中国的65%、全球的三分之一强,完成出口交货值76亿元,在中国乃至世界织袜产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Lee,2005;Zhang、To&Cao,2004;大唐镇政府,2005)。

大唐织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私人手工织袜家庭工业,而工厂化的织袜生产则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代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定企业形式,它既不同于国有企业也不同于私有企业(Chang&Wang,1994)。从治理结构上来说,乡镇社区的所有成员都是其所有者,而这类企业的员工也绝大多数就是这些乡镇社区的成员。通常乡镇企业的员工主要来自本地,并且由于社区成员都是其所有者,因此只要愿意大多数社区成员都能够加入到乡镇企业中工作。同时乡镇企业对于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传播业保持着较为开放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前,乡镇企业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大量存在和发展。在我们研究中接触的大多数企业创业者或技术人员都有在乡镇企业工作的经历。直到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转型的进一步深入,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已破产或被私有化。--如草塔袜厂、钟家袜厂、安华袜厂、城山袜厂等；1980年代的家庭织袜企业和乡镇袜厂共存阶段,这个时期的乡镇企业大量解散或破产,原有的工人买下相关的织袜设备在家中进行生产；当前在大唐的织袜企业全部为民营袜厂。这些袜厂按照规模和业务类型可分为两类：大型生产商和小型加工户。大型生产商通常具有较大的生产规模,但他们通常并不在整个织袜工序上拥有生产能力。这些大型制造商通常通过国际贸易等方式,接受如沃尔玛这样的国外采购商的订单,然后将这些订单分包给小型加工户,由他们来完成半成品的生产,自己只从事最后阶段的加工。通常一个大型生产商会有20个以上的小型加工户为其配套,而小型加工户通常也会依附于一个或几个大型生产商为他们从事分包工作。从数量上来说,在大唐小型加工户占所有袜子制造商的绝大多数,大约占90%,而大型生产商只占10%。

应当指出,尽管我们选择的是织袜这样的传统行业,其技术知识密集程度较电子、通讯、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产业低,但这些传统产业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问题同样值得研究。不可否认,低劳动成本是这些传统的低技术知识密集度集群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考虑到同样拥有低劳动成本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越南等却并没有形成类似有竞争力的集群,有理由认为像大唐这样的传统集群的竞争力并不仅仅来自劳动力成本。porter(1998)曾明确指出,“并不存在所谓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只有低技术的企业”。织袜产业虽然是劳动密集的传统产业,但其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知识传播和知识学习活动,尤其是在技术知识以外的市场知识方面,也许对传统产业的研究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事实上,Boschma和Wal(2006)、Bell和Albu(1999)、Giuliani(2005)与Lissoni(2001)等对传统产业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三节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是一种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对现实中某些复杂的问题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考察。通过案例研究,人们可以对某些现象、事物进行描述和探索,还可以建立新的理论或者对现存的理论进行检验、发展和修正(叶康涛,2006)。案例研究方法相对于其他大样本获取数据的研究方法,具有能够获取极其丰富、详细和深入信息的特征,在管理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Eisenhardt,1989,1991;Yin,1981)。根据殷(2004)的观点,案例研究方法根据其研究需要和设计的不同,可以分为描述性案例研究、解释性案例研究和探索性案例研究等三种。探索性案例研究目的在于定义将要研究的问题或假设,或者判断预定研究方案的可行性；描述性案例研究在特定情境中展示对研究现象的完整描述；解释性案例研究提供因果关系的信息--即解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欧阳桃花(2004)认为解释性案例研究和探索性案例研究的结合,更适合于管理学领域的研究。

考虑到本章的主要目的是验证集群知识传播认知分析框架中企业知识基础、集群知识分布和企业知识学习与知识获取三个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它们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笔者在这里主要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和解释性案例研究方法对大唐袜业集群中的企业知识传播行为进行了分析。

一、数据来源

为了保护个人和企业利益,我们对这些被访谈的个人和企业作了匿名处理。案例企业的选择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第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传统产业集群；第二,企业规模上的代表性,兼顾集群内各种规模企业；第三,样本数据的稳定性,选择至少在集群内已经运作三年以上的企业。

我们对这8家企业的总经理或副总经理以及总工程师进行了深度访谈,每次访谈平均持续时间为一个半小时,同时在受访者不反对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为了保证访谈信息的准确性,我们采用了受访者校核(memberchecks)方式(Yan&Gary,1994;Yin,1981)。所有访谈都在2006年10月到11月间进行。除了访谈笔录外,我们还从每家企业获得了大约50页的书面资料,内容包括企业发展历程、战略、客户信息、主要产品介绍等。

二、数据编码

笔者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访谈笔录和企业书面材料进行了编码处理。首先将所有材料编码归类到一些与理论模型相关的类目中去,这些类目包括：技术类型、技术水平、技术发展战略、市场定位、市场开拓能力、经营发展战略、技术知识交流渠道、市场知识交流渠道；其次,再根据8个类目各自的特点建立相关子目,如针对市场定位这个类目,区分出3个子目：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本地市场。

数据编码工作由三个参与访谈的小组成员共同完成。三人共同设计出编码的目录并完成对第一个案例企业的编码工作,余下的7家企业的编码工作则分工处理,每个人分别完成编码、审核、复核工作。审核与复核工作包括两部分,即对编码过程的确认和对编码结果的检查。


第14章研究结果

一、大唐袜业集群的知识分布

以往集群研究虽然认识和注意到企业之间在规模、地位和分工上的差异(Rabellotti&Schmitz,1999),但大多忽略了集群内企业间的知识结构差异,而将集群企业假设为具有相同知识结构的同质企业。从案例研究获得的数据来看,袜业集群内企业间的知识分布很难说是异质的或同质的,因为在技术和市场这两个维度上,企业间的知识分布表现出不同特点。在技术知识方面,样本企业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但在市场知识方面,则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在大唐织袜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无论在选择的技术类型还是所达到的技术水平上,都没有根本差异。它们选择的都是传统织袜技术,所达到的技术水平也比较接近；从认知共同体角度来看,集群内企业在技术知识方面处在同一个认知共同体中。这一结果的出现可能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织袜企业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比较传统,即使是引进了意大利、日本的织袜机,对企业来说,其操作原理也基本没有变化；第二,2001年以来电脑织机在该地区普及,企业所用的机器设备类型大多比较相似,因此遇到的技术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基本相同；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早期的集体企业(或乡镇企业)对形成集群内企业间技术知识的相似性起了推动作用。大唐织袜集群中的大多数创业者和技术人员都来自该地20世纪80年代的几家乡镇企业,这几家乡镇企业扮演着产业技术知识普及者角色,并由此形成了集群内部较为均匀的技术知识分布。

另外,我们还发现,企业技术水平与企业规模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正向联系,如案例企业JC虽然在规模上较其他企业小很多,但其技术能力并不弱于那些比它规模大得多的企业。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甚至存在一些仅仅从事接单和发包的工作,主要通过自身的品牌来整合本地资源的虚拟企业。一位受访的大型生产商的副总经理曾这样评论那些以加工为主的小企业：

这些加工户在技术方面还是比较强的,有的时候当我们内部生产部门出现什么问题时,还要向他们咨询,毕竟他们做袜他子十几二十年了,经验还是很丰富的。……虽然他们技术上没问题,但在管理水平上、经营思路上和我们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难以发展起来。……现在大唐大概有30％的企业是给我们做加工的,有的已经干了七八年十来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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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袜业集群内企业在技术知识结构上的高一致性不同,这些企业在市场知识方面存在较大异质性,尤其是大中型企业与小型企业之间,市场知识的异质性更为明显。从认知共同体角度来看,集群内的企业在市场知识方面存在多个不同类型和发展阶段的认知共同体。具体来看,在内部管理知识方面,大中型企业相比小型企业具有较高发展水平；在国际市场经营知识方面,差异更明显,小型企业对国际市场经营知识非常少,以至于完全不了解也不关心；在品牌经营知识方面,中型和大型企业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大唐袜业集群内大中型企业外贸出口的比例都达到70％上,它们普遍重视国际市场和国际销售方面的知识积累,对产业发展趋势和方向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企业BR的副总经理在访谈中指出：

国际贸易政策是一定要关心的,比如外国的反倾销、配额这些对我们的经营生产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前年,美国对中国进口的袜子实行配额限制,就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压力,后来我们加快开拓日、韩、欧等境外市场,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利润空间,提升企业竞争力,加强ISO9000、ISO14000等各种专业体系的认证工作，才渡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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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集群内两家小型企业JA和JB,则是集群内加工户的典型代表。集群内的加工户通常雇用人数少于20人,主要为集群内中型和大型织袜企业承担订单外包的工作,他们既没有相应的管理体制也没有营销人员,所有管理工作通常由创业者一人负责,企业交往范围也主要局限在集群内部。技术是这类小型企业生存的基础,而对于管理和市场他们并不擅长。一家小型企业的老板在谈及自己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时说：

我们一般不管这些产品是发往哪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只要能从大厂拿到单子就可以把袜子做出来,在有些技术问题上他们还要向我们请教,光从技术上来说他们做不过我们。什么报关、检验、跟单、管理我们也不懂,我们一家再雇几个人做做袜子就可以了。

JB.BOSS

即使大型和中型企业之间,在市场知识结构上也仍然存在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品牌经营知识方面。大型和中型企业都同时从事着内销与外销业务,但仅有3家拥有自有品牌,其中两家企业的品牌在国内市场具有一定影响力,特别是企业AL在出口的货品中,大多数情况下也使用自有品牌,而其他中型企业基本都是为其他品牌进行外包生产,对品牌经营与运作方式了解不多。

总而言之,大唐袜业集群在两个维度上的知识分布表现得不尽相同。技术知识方面,企业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市场知识方面的情况则相反。根据访谈获得的信息,笔者认为大唐袜业集群在技术知识方面的相似性和市场知识方面的异质性很可能是由于早期集体企业知识普及作用的结果。从大唐的发展来看,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涌现出来的小型加工户还是90年代的大型制造商,大多数都有在集体企业工作的经历,许多正是通过收购集体企业破产后的设备来开始创业活动。由于在70-80年代中国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当时的乡镇企业主要的重心是放在产品生产和简单的本地贸易,而在营销和管理方面还比较薄弱,对于品牌管理、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等方面基本没有或很少接触。同时,由于集体企业特殊的治理结构,它们在知识传播和技能培训方面的态度要更为自由和开放,本地成员能够更好地获取某些技术诀窍,这使得绝大多数来自集体企业的创业者在技术知识上能拥有较高的水平。而在市场知识方面,由于早期集体企业自身销售和管理能力比较薄弱,在市场知识方面集体企业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培训者,因此大唐集群中企业之间在市场知识上要比技术知识有更大的异质性。

二、大唐袜业集群的知识传播

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传统研究认为,集群企业在整体上拥有的如地理邻近、关系邻近、制度邻近等区域层面共性因素为集群中的企业提供了知识传播平台,这一平台使得集群中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是广泛而均匀的(Maskell&Malmberg,1999)。第三章提出的基于认知共同体的集群知识传播机制则认为,集群内的企业由于图式相似性,成为某些认知共同体的成员,而认知共同体的封闭效应与过滤效应,使得集群内的知识系统表现出以认知共同体为载体的知识传播特征。

大唐袜业集群的案例研究表明,认知共同体对集群内企业间知识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唐集群中,所有企业都选择了相同技术类型,也达到了相近技术水平,技术知识结构具有高度一致性,这表明这些企业处在同一个技术认知共同体中。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集群内企业存在着频繁的技术交往,这类似于马歇尔式的产业区。由于集群内企业在技术知识上具有相似结构,这使得集群内本地技术知识传播高效而迅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技术知识传播并非集群企业有意而为,事实上这些企业在技术知识方面仍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但由于企业之间技术认知结构上的相似性,自发知识溢出难以完全控制。如企业WY的副总经理以及企业AL的总工程师所说的：

通常我们和分包企业之间会签订相关的保密协议,……但效果有限,过个几个月大唐就会出现许多和我们产品相似的袜子……没办法,我们只有加快新产品推出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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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访谈中提及的重要渠道均被加到表中所在渠道的评分中。

一般来说,像我们这样做了这么多年袜子的企业,市场上有什么新款式、新产品只要拿过来看一看、摸一摸基本就知道怎么生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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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的频繁互动,仅限于技术知识方面,而在国际贸易、品牌经营等方面则几乎没有交流。相反,那些互相之间不存在业务联系的中型企业,却承认从集群内的大型企业那里获得了许多重要信息。

有时我们为了控制订单的质量会帮助他们培训一些生产管理的知识,但他们学得很慢,所以有些重要的订单我们还是要自己做。……管理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经验是我们重要的优势,他们(小企业)虽然和我们合作了七八年，但和我们还是差了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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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讲的生产管理啊、车间管理啊还有点用处,可以学学；但国际贸易那一套东西吃不消啊,我们要学也学不好；我们目前的现状只要做好订单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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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认知共同体对知识流动的封闭效应。由于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并不在同一个市场知识认知共同体中,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地理邻近和关系邻近,并有长期业务合作,但在这类知识的吸收上仍有相当困难。对于那些中型企业来说,虽然与大型企业并无业务关系,但由于这些企业与大型企业同处一个认知共同体,所以能够从一些看似无关的现象中获得启发。

企业在访谈中提及的重要渠道均被加到表中所在渠道的评分中。

综合起来看,大唐织袜集群内部的企业知识分布并没有表现出绝对的同质性或异质性,而是在技术知识上具有同质性,在市场知识上又具有异质性。这种知识分布特点,使得集群内技术知识传播具有过滤效应,即技术学习主要集中于集群内部；而市场知识传播又具有封闭效应,即处于不同市场图式共同体中的企业,在市场学习方面具有明显的侧重点和自发性质。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所具有的知识结构对集群内知识传播有显著影响,而集群整体的知识分布特征则决定了知识传播的途径和效率。

三、大唐袜业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

案例研究发现,相对外部同类企业来说,大唐袜业集群中的企业获得了由本地弹性专精生产系统带来的竞争优势。同时,集群企业之间在竞争优势上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且这一差异与企业的市场知识存在着正向的关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唐已经形成了织袜的完整产业链。在大唐，虽然只是制造一双小小的袜子,整个生产过程却被细分出10多个环节,织袜的只管织袜,缝头的只管缝头,印染的只管印染。整个产业群也分成了原料生产企业、原料经销商、袜子生产企业、机械配件供应商、营销商等多种企业形态。各个企业之间联系紧密,结成一个网状经济群体。这一生产模式,使得大唐的织袜企业交货快、生产效率高,能够随时随地集中大量袜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生产任务。

现在我们和一些中型企业、加工户都是紧密型的合作关系,我们常年合作的企业有10多家,小加工厂有好几百个。只要有订单,我就算半夜里给他们打个电话,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有数百上千台机器为我的订单开始运转。如果一份袜子生产订单数量在一个集装箱以上,而且品种尽可能要求齐全,时间上又有严格的限定,那么只有大唐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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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唐做袜子最好的是两点：一是袜机在半夜坏了叫得到机修工,而在其他地方则要一个星期；二是配齐任何原料或袜子品种的时间只要半天,而在其他地方可能要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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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大唐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整个无法复制的完整产业链。通过企业之间形成网络化的弹性生产系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单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提高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大企业拿到大订单,产能又不足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订单再次分包给小企业。现在大唐很多小型企业自己找不到订单,就靠在生产高峰期接大企业分下来的订单过活。而大企业也乐得这样,毕竟一年赶工的时间也只有几次,没必要为了这段时间添置生产设备。这样大企业一方面节约了设备成本,而我们小企业靠成本优势也可以赚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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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企业来看,那些在某个或多个维度上具有较高水平知识基础的企业通常要比本地其他企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如对于技术知识来说,即使是从事外包生产的加工户,技术水平的高低仍然决定了它能够获得订单的利润水平。而对那些整合型的大企业来说,拥有良好的整合管理知识和国际贸易知识更容易在本地脱颖而出。当前大唐绝大多数织袜企业的营销和管理能力都比较低,90%的企业还是只有4到10台织机的家庭加工户。少数能够不断学习和应用新的管理技术和营销模式的企业通过开发和利用本地的制造能力,将众多管理能力较差但技术能力较强的小型加工户纳入自己的生产网络中,形成了灵活的低成本制造能力,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因此，大企业的管理能力越强,它们就越能够利用好本地的加工和配套能力,相应企业可以获得更快的扩张。

在大唐,机器设备、运输、仓储、资金调度、机修、配件都是配套的,一条龙的配套优势太明显了。我们这几年的发展主要是在管理和市场上的基础较好,加上利用好大唐造袜子的优势,所以发展得较快。

SBL.CEO


第15章研究讨论

综合对大唐集群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集群企业之间在知识分布和竞争优势上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异质性。大唐集群中企业之间在技术知识方面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同质性,而在市场知识方面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与企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存在着较大程度的相关性。大唐集群中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不同的分布特点,对集群企业的知识传播行为带来了显著的影响。由于技术知识分布的同质性,集群企业的技术知识获取和学习主要集中于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存在着频繁和活跃的(主动和非主动)技术知识交流；而由于市场知识分布的异质性,企业从集群中获取和习得的市场知识则相当少,它们主要是通过自身摸索或向集群外部学习。大唐集群的这一知识分布和知识传播的特点,促进其形成了弹性专精的区域生产系统,为其中的企业获得了超过集群外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企业之间在市场知识和技术知识上的水平差异,决定了它们的知识获取和利用本地弹性生产系统获取发展的能力。因此,笔者认为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集群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和集群整体的知识分布,也就是说这两个要素是集群企业的战略资源。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一项资源要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至少满足三大条件(Barney,1991;Wernerfelt,1984)：①该资源必须是有价值的,即这一资源可以为企业的绩效带来正向的影响；②该资源在企业当前和潜在的竞争中是稀缺的；③该资源是不完全可模仿的。笔者认为,企业知识基础和集群知识分布是决定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以这两个变量为逻辑主线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它们之间在竞争优势上的差异。

由于战略管理中的知识基础理论对于知识资源的稀缺性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下面笔者将从资源的价值性和不完全可模仿性两个方面,对企业知识基础和集群的知识分布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进行探讨。

(1)集群知识分布的资源特性。

大唐袜业集群的案例分析表明,集群中技术知识同质性和市场知识异质性的分布特征,促进其形成了弹性专精的区域生产系统。技术知识的同质性使得集群中有足够多的企业能够掌握技术知识,从而保证集群中有大量的生产配套企业；市场知识的异质性使得集群中只有少量的企业能够成为本地生产系统的整合者,因为如果掌握技术知识的企业过多,本地企业之间的联系会被削弱,集群生产系统可能分解为一群同质竞争而联系稀疏的普通企业。这一弹性生产系统的形成,大大提高了集群内部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单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提高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因此,集群知识分布通过促进集群中形成弹性生产系统,为其中的企业带来了超过集群外企业的竞争优势(piore&Sabel,1984)。这意味着集群知识分布对集群企业来说是一项有价值的资源。

而从案例反映的情况来看,集群知识分布是集群自身独特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如前所述,大唐集群中早期乡镇企业的存在对高同质性的技术知识分布和高异质性的市场知识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在治理结构和企业目标上的特点乡镇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特点表现为,乡镇企业在所有制上不是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它的日常管理和利润分配主要受地方政府官员的影响,因此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即对于技术和管理信息的管理也会相对宽松(Naughton,1994)。乡镇企业在企业目标上的特点表现为,由于乡镇企业通常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因此它的企业目标通常并不单纯是获取利润等经济目标,还包括某些社会目标和理想目标(Bowles&Dong,1999)。因此,乡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比较重视为地方提供就业机会,招募较多的本地员工。，使得它们在集群形成的早期充当了知识普及者的作用。但是乡镇企业作为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产物,是高度依赖于整个历史进程的,因而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复制的。而Barney(1991)和Teece等(1997)的研究表明,那些由独特的历史条件形成的资源天然地具有不完全可模仿性的特点。

(2)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资源特性。

对大唐集群的案例研究发现,大唐集群中的企业之间在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两个维度上的表现并不相同,所有的企业在技术知识水平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在市场知识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而市场知识的类型和水平与企业的发展规模存在着较大程度的联系。案例研究还发现,那些在技术或市场两个维度上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集群企业,更能获得较快的发展速度和较大的规模扩张。对于技术知识来说,即使是从事外包生产的加工户,较高的技术水平将使其能够加入较大厂商的供应网络,从而获得较大的订单量和较高利润水平；对于市场知识来说,如果能够较好地掌握营销、设计和品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企业能够更好地整合本地的生产制造能力从而实现快速成长。可见对于集群企业来说,知识基础对其利用本地弹性生产系统带来的优势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知识基础是集群企业的一项价值资源。

对于集群中的其他企业来说,一个企业的知识基础是难以被其他企业所模仿的,除非两个企业具有相似的知识结构。如前所述,基于认知视角的知识传播理论认为,集群内的企业由于图式相似性,成为某些认知共同体的成员,而认知共同体的封闭效应与过滤效应,使得集群内的知识系统表现出以认知共同体为载体的知识传播特征。案例研究表明,知识传播的封闭效应使得集群企业之间即使存在地理邻近和关系邻近,并有长期业务合作,但在市场知识的吸收和传播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是不完全可模仿的应当注意的是,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是不完全可模仿而非不可模仿。认知共同体的封闭效应虽然能够限制跨认知共同体的知识传播,但不能完全阻止这一传播的发生。因为图式对信息加工的作用并非是绝对的,根据认知科学的研究,当主体面临较多与已有图式不相符的信息时,主体也可能对已有图式做出调整(Fiske&Taylor,1991)。。

这意味着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集群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它决定了企业在本地知识传播系统中获取、学习和吸收知识的能力；另一个是集群整体的知识分布,它促进和形成了集群企业由本地弹性专业化生产系统的竞争优势。

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是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其中某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集群知识分布通过弹性生产系统为集群企业提供了相对集群外部的竞争优势,而集群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则通过学习和获取集群中的知识,实现对集群弹性生产系统的整合和利用,从而获得相对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一思想用数学公式的方式可以表达为：

Cluster_Firm_Advantage=Outer_Advantage+Inner_Advantage这也可以理解为,集群知识分布实际上通过为集群成员提供弹性生产系统的方式,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41)

其中：Cluster_Firm_Advantage--集群企业竞争优势

Outer_Advantage--由集群知识分布带来的相对集群外企业的竞争优势

Inner_Advantage--由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带来的相对集群内企业的竞争优势


第16章初步结论

本章以大唐袜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研究方法验证了基于认知共同体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机制,并进一步从企业知识基础和集群知识分布的角度探讨了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问题。

案例研究发现,大唐袜业集群内部的企业知识分布并没有表现出绝对的同质性或异质性,而是在技术知识上具有同质性,在市场知识上又具有异质性。这种知识分布特征,在认知共同体过滤效应和封闭效应的作用下,使得集群内企业的技术知识传播表现出高度活跃和均匀的特点,而市场知识的传播则表现出较高的非均匀性。大唐袜业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集群整体的知识分布,它促进和形成了集群企业由本地弹性专业化生产系统带来的竞争优势；另一个是集群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它决定了企业集群通过学习和获取集群中的知识,实现对集群弹性生产系统的整合和利用,从而获得相对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优势。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是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17章理论假设

对企业知识学习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企业的知识基础(或知识结构)决定了它对新知识的识别、获取和利用(porac&Thomas,2002;Shane,2000;Walsh,1995)。知识基础对企业知识学习的影响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Cohen&Levinthal,1990;Todorova&Durisin,2007;Zahra&George,2002)：其一,累积性,也就是说企业的知识学习是在原有知识基础上的累积；其二,期望形成,企业已有的知识基础使得它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评估外部信息。这两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企业的知识学习活动是局部发展(domainspecific)和历史依赖的(Levinthal&March,1993)。对于集群企业来说同样如此,第三章基于认知共同体的集群知识传播机制研究和第四章对大唐袜业集群的案例研究都表明集群企业的知识学习活动遵循着认知邻近的原则,认知共同体中的知识传播受到过滤效应和封闭效应的作用,那些知识水平更高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知识获取和知识学习能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对其学习能力有正向影响

以Teece等(1997)、Zollo和Winter(2002)与Eisenhardt和Martin(2000)为代表的动态能力学派认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取决于它们识别外部环境整合内部资源的能力,尤其是获取和利用外部知识资源的能力。Zander和Kogut(1992)更是认为,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存储知识的场所,通过整合个人的知识,企业生产创造出具备经济价值的产品。因此知识获取和知识创新成为企业经济利润的根本来源。对于集群企业来说同样如此,集群企业的知识学习能力能够帮助企业更快地更新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从而更好地利用由集群本地弹性生产系统带来的竞争优势(MolinaMorales&Teresa,2004)。传统的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外部资源的视角(蔡宁和吴结兵,2002；魏江2003),其逻辑是“集群知识传播竞争优势”。然而,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本质上是企业内生能力提升的结果(Teece等,1998),集群知识传播与竞争优势之间的逻辑关系应该是“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学习能力竞争优势”,即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实际上是通过学习能力为中介变量对企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影响。基于此,笔者提出了本研究的假设2。

假设2：集群企业的学习能力在企业知识基础与其竞争优势之间起中介作用

此外,企业的知识学习能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知识学习双方的知识结构。Lane和Lubatkin(1998)的研究认为一个企业与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知识学习的能力是不同的。他们提出了相对吸收能力的概念,即企业对于外部知识学习能力是一个二元水平的概念(dyadlevelconstruct),它取决于学习者和被学习者双方的知识结构相似性、组织结构与奖励政策的相似性以及主导逻辑的相似性。Nooteboom(1999)的“认知距离”也表达了相似的思想,即两个企业之间在知识结构的认知距离越近,知识传播的效率就越高。集群企业的知识学习也同样具有这种相对的特点。本文第三章中对集群知识传播机制研究表明,集群企业之间发生知识传播的必要条件是学习双方认知知识结构的相似性。当企业处于相近或相同的认知共同体中,知识传播的活动就会非常顺畅,学习的效率也会提高。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在知识分布异质性较低的集群中的企业,其知识基础对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当集群中的知识分布异质性程度较高时,由于企业自身与学习对象的知识结构存在着较大差异,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将被削弱。基于此,笔者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集群知识分布异质性对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起反向调节作用

集群企业从拥有的知识基础到形成对外部知识的识别和利用的过程还受到企业所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根据Ducan(1972)对企业环境的定义,企业的外部环境包括任务环境(taskenvironment)和一般环境(generalenvironment)。任务环境是指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竞争地位有直接影响的那些环境要素,如技术、竞争者、消费者和供应商等；而一般环境是指对企业产生非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如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任务环境尤其是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和竞争优势的影响(Dess&Beard,1984)。如Becherer和Maurer(1997)的研究表明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和技术环境不确定性能够显著地调节企业创业导向与市场导向的关系；NichollsNixon等(2000)的研究也发现更大的环境不确定性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进行战略尝试。同样有学者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的知识获取和知识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如Kim(1997)对日本与韩国工业技术成长史的研究表明,外部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能够激发企业在知识学习上的用心程度与学习强度。Liao等(2003)的研究也证实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行为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很可能通过影响集群企业对新知识的需求动机对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发挥调节效应。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假设4a：市场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4b：技术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就企业的知识学习来说,感知和获取外部知识与利用外部知识实现绩效提升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效率因子的调节。Zahra和George(2002)将企业获取和利用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界定为两个类型：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前者由获取和消化能力构成,而后者由转换和利用能力构成。潜在吸收能力使得企业能够快速地获取与理解外部的知识资源,它的高低取决于企业已有的知识、经验和付出的努力。单纯拥有潜在吸收能力并不能保证企业对获得的知识的成功应用,这还需要将获得外部知识进行转化和整合才能达到为企业创造价值增值的现实的吸收能力。他们用一个公式来表达了这一思想：现实吸收能力=潜在吸收能力×效率因子。其中,效率因子代表了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的差异。而从组织内部的视角分析,效率因子取决于企业在内部进行知识交流和知识分享的能力,即知识整合能力(Zander&Kogut,1992)。组织内部知识传播的研究表明,对于组织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来说,在组织内部的知识传播和分享有着重要影响(Nonaka,1994；Spender,1996)。Cohen和Levithal(1990)同样也认为,组织的知识获取通常是从个人开始,然而要转换为企业的利用能力,就需要通过将知识传播到需要的成员中进行转化和利用。因此,组织的知识利用能力意味着对新获得或创造的知识在组织内各相关部门与个人之间进行传播。组织必须建立有效的过程与结构来促进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流动以最大化获取的知识收益。如果缺少了这一环节,即使组织具有较强的外部知识获取能力,它也无法将这一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因此,组织内部的知识整合能力为外部知识的利用和转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集群企业知识整合能力对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第18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开发了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相关变量的测量量表,向浙江和广东等地集群企业的中高层技术和管理人员发放了250份调查问卷,获得有效问卷128份。通过对问卷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笔者对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

一、变量测量

根据上节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模型,本研究涉及的研究变量包括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企业学习能力、集群知识分布、环境不确定性、企业知识整合能力以及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等。在变量的测量方式上,由于这些变量大多难以客观量化测定,即便是测度竞争优势的财务指标可以量化,但考虑到这些数据涉及被调查对象的商业机密,获取的难度较大,所得数据的可靠性也较低。基于此,本研究对变量的测量均采用主观感知方法,以Likert7级量表打分法为主。根据Likert7级打分法的原则,本文在调查问卷中界定了数字1-7依次表示从极不符合向非常符合过渡,其中4为中性标准。

(1)集群企业知识基础。

集群企业知识基础是指集群企业所拥有的技术或市场知识。以往研究对企业知识基础的测量主要有两类：计算专利情况(King&Zeithamal,2003;Zhang、BadenFuller&Mangematin,2007)和自评量表(Bontis、Crossan&hulland,2002;Daghfous,2003;McEvily&Chakravarthy,2002)。考虑到集群中的企业主要是中小型的企业,它们大多集中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史晋川等,2004),专利这类指标对于衡量企业的知识基础可能效果并不好。此外,专利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在技术知识方面的储备。而本书第四章对大唐袜业集群的案例分析表明,对于集群企业来说，除了技术知识外，市场知识同样对于它们的竞争优势有着关键的作用。Shane(2000)提出了一个有关企业知识基础的概念模型,他认为企业的知识基础包括以往市场知识、以往客户服务知识和以往技术知识三个方面。通过对集群企业的深度访谈,笔者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具有5个题项的7点李克特量表来测量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

(2)集群知识分布。

集群知识分布主要指企业所在集群在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方面的分布异质性情况。由于集群知识分布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当前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理论分析的层面上,对这一概念的测量还不成熟。在对集群企业的多次深度访谈后,笔者提出了一个综合考虑技术知识和市场知识两方面的知识分布异质性测量量表,包括4个题项

(3)企业学习能力。

企业学习能力在研究假设中处于中介变量的位置,该变量是指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就企业学习能力(或知识获取能力)的测量,以往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成熟量表(Lyles&Salk,1996;Simonin,1997;YliRenko、Autio&Sapienza,2001;Zahra、Ireland&hitt,2000)。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笔者借鉴了Jansen等(2006)的企业吸收能力量表,提取了其中有关企业知识识别和知识获取的7个题项

(4)竞争优势。

根据已有的关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实证研究,我们将企业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评价指标(Wiklund&Shepherd,2003;Zajac、Kraatz&Bresser,2000)。在指标测度上,采取相对衡量的方法,通过与企业与行业平均水平对比,来揭示出关于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信息(Birley&Westhead,1990;Dess&Robinson,1984)。某一企业的绩效指标相比行业平均水平越高,则表明其竞争优势越大。具体来说,笔者开发了一个由4个题项构成的竞争优势量表

(5)环境不确定性。

环境不确定性主要是指集群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变化程度。笔者在Glazer和Weiss(1993)与Sinkula(1994)的环境不确定性量表的基础上,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两个维度,开发了由7个题项构成的环境不确定性量表

(6)知识整合能力。

企业知识整合能力是指企业在内部进行知识交流和知识传播的能力。笔者对这一变量的测量主要借鉴了Gupta和Govindarajan(2000)的企业跨部门知识交流量表,Dewar等(1980)与hage和Aiken(1967)以及Janse等(2006)员工决策参与的量表,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一个由9个题项构成的集群企业知识整合能力测量量表

(7)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以往研究发现企业年龄将会影响企业的学习能力和企业的竞争优势(Lane&Lubatkin,1998;Zahra&George,2002),成立时间越长的企业越有经验优势,或者,越年轻的企业越有创造新知识的能力(Autio、Sapienza&Almeida,2000)。因此,本书选择企业年龄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并以企业自成立以来的持续年数对其进行测度。

企业规模:企业规模可能影响企业的知识学习与竞争优势的关系。规模大的企业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重要技术和市场活动中,从而获得较高的绩效(Tsai,2001)。为了控制企业规模对本研究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企业员工总人数来测量企业规模。

笔者将调查问卷对12位来自企业的管理人员进行了试测,通过试测发现部分语句的表达方式需要修改,其中企业学习能力的一个反向计分题项容易产生歧义。根据试测结果,删除了有歧义的题项、修订了表达方式,最后形成了包含集群知识分布4个题项、企业知识基础5个题项、企业学习能力4个题项、知识整合能力8个题项、环境不确定性7个题项和企业竞争优势4个题项,共32个题项的正式问卷。

二、研究样本

对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进行实证分析,理想的情况下需要获取整个集群的知识分布和内部企业的竞争优势情况的数据。然而,考虑到时间和资源限制,这显然并不可行。因此,本研究从实际出发,从横截面上选择一些集群中的企业搜集数据。基于这一思路,笔者在2007年7月到2008年1月期间对浙江省台州、杭州以及广东省广州、深圳、汕头等地的缝纫机集群、五金工具集群、袜业集群、玩具集群以及电子集群共236家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问卷共发放250份,回收156份,问卷回收率达到512%。在回收的问卷中,有效问卷128份

三、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为了检验问卷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分析了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模型中各变量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就结构效度而言,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来检验。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笔者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提取因子,用方差最大方法(varimax)进行因子旋转,根据特征根碎石陡阶图(scree)确定因子数量。为了检验问卷的信度,本研究分析了各因子题项的内部一致性。内部一致性的分析采用Cronbach的alpha系数。

为了保证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的适用性,本研究首先对量表各题项做了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根据马庆国(2002)的观点,KMO样本测度越接近于1,则越适合于作因子分析；KMO过小,就不适合做因子分析。对于KMO测度与进行因子分析适用性的关系主要采用主观经验判断：KMO在09以上,非常适合；08~09,很适合；07~08,适合；06~07，不太适合；05~06,很勉强；05以下,不适合。而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近似服从卡方分布,其零假设为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当检验结果拒绝零假设时,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1.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因子分析和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

企业知识基础量表的KMO测度为0797,属于比较适合因子分析的数据；另外,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425852,统计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1%,也说明该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从企业知识基础量表的5个题项中,可以提取一个因子,它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62418%；每个因子的载荷都大于07。从共同度的分析结果可见,各题项的共同度都比较大,表明问卷具有较大的效度。同时,该量表的内部一致系数即CronbachAlpha值为0887,远大于可接受值07,表示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因此,集群企业知识基础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不需要删除任何题项。

2.集群企业学习能力的因子分析和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

集群企业学习能力量表的KMO测度为0759,属于比较适合因子分析的数据；另外,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229028,统计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1%,也说明该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集群企业学习能力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从企业学习能力量表的6个题项中,可以提取一个因子,它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66529%；每个因子的载荷都大于07。从共同度的分析结果可见,题项的共同度都比较大,表明问卷具有较大的效度。同时,该量表的内部一致系

3.集群企业知识整合能力量表因子分析与内部一致性分析

对集群企业知识整合能力量表的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可知,该量表的KMO测度为0806,属于比较适合因子分析的数据；另外,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1198355,统计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1%,也说明该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集群企业知识整合能力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从企业知识整合能力量表的9个题项中,可以提取一个因子,它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67792%；从共同度的分析结果可见,题项的共同度都比较大,表明问卷具有较大的效度。同时,该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系数即Cronbachalpha值为0933,远大于可接受值07,表示量表具有较高信度,不需要删除任何题项。

4.集群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

对集群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量表的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可知,该量表的KMO测度为067,属于适合因子分析的数据；另外,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05325,统计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1%,也说明该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集群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量表的7个题项可以提取出两个因子,它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62725%；根据两个因子得分的特征和量表设计的初衷,笔者将两个因子分别称为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从共同度的分析结果可见,题项的共同度都比较大,表明问卷具有较大的效度。同时,该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系数即Cronbachalpha值为0357,两个子维度的Cronbachalpha分别达到了0721和0739,这意味着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量表存在两个不同的维度,在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理论模型的影响时,应该分别考虑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两个维度的效应。

5.集群知识分布量表因子分析与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

对集群知识分布量表的KMO测度为0725,属于比较适合因子分析的数据；另外,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291564,统计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1%,也说明该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集群知识分布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从集群知识分布量表的4个题项中,可以提取一个因子,它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71486%；每个因子的载荷都大于08。从共同度的分析结果可见,题项的共同度都比较大,表明问卷具有较大的效度。同时,该量表的内部一致系数即Cronbachalpha值为0862,远大于可接受值070,表示量表具有较

6.集群企业竞争优势量表的因子分析与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

集群企业竞争优势量表的KMO测度为0824,属于比较适合因子分析的数据；另外,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292445,统计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1%,也说明该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从企业竞争优势量表的4个题项中,可以提取一个因子,它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82727%；每个因子的载荷都大于078。从共同度的分析结果可见,题项的共同度都比较大,表明问卷具有较大的效度。同时,该量表的内部一致系数即Cronbachalpha值为0877,远大于可接受值070,表示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因此,集群企业竞争优势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不需要删除任何题项。

上述关于集群企业知识基础、集群企业学习能力、集群知识分布和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等变量测量题项的因子分析和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所用调研问卷总体上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这为下面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所用到的统计方法主要包括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层次回归分析,数据分析主要通过SpSS13和STATA9统计软件包进行。由于数据分析要验证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与竞争优势模型既包含企业学习能力这样的中介变量又包含集群知识分布这样的调节变量,这使得对模型的统计检验存在着一些特殊之处。下面我们对检验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以及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的数据分析方法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1.调节效应检验方法

调节变量指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或关系方向的变量。换句话说,调节变量界定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边界条件。调节变量可以是质化形式的变量(如性别、种族、文化),也可以是量化形式的变量(如奖励水平)。在本研究的模型设定中,集群知识分布、环境不确定性和知识整合能力发挥着调节变量的作用。

对于存在调节变量模型的验证可利用层次回归的方法(温忠麟、侯杰泰和张雷,2005)。假设有自变量X、因变量Y以及调节变量M组成的模型,对这一模型的检验可通过如下步骤进行：

①首先对自变量X和调节变量M做中心化变换(即变量减去其均值)。

②然后做如下层次回归分析：

Y=aX+bM+cXM(51)

③考虑变量XM的系数c,如果该系数统计显著,那么可以推断调节变量M对自变量X与因变量Y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2.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中介变量是指当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因变量Y,则称M为中介变量,相应地就称变量M在自变量X与因变量Y之间起中介效应。在本研究的模型设定中,企业学习能力在企业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之间起中介作用,即企业知识基础是通过学习能力来影响其竞争优势。

和调节效应相比,对中介效应的检验要相对复杂。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有两类：回归系数判别和回归系数约束检验。由于方法相对简单和统计检验力较高,当前研究中较常使用的是回归系数判别法。

Baron和Kenny(1986)提出了一个检验中介效应的回归系数判别标准：当下面两个条件成立,则中介效应显著:①自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②在因果链中任一个变量,当控制了它前面的变量(包括自变量)后,显著影响它的后继变量。Judd和Kenny(1981)指出,如果进一步要求:③在控制了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则中介变量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用回归方程组的语言来说,中介效应的检验是通过如下三个回归来完成：

Y=cX+e1(52)

M=aX+e2(53)

Y=c′X+bM+e3(54)

其中,c是X对Y的总效应,ab是经过中介变量M的中介效应(mediatingeffect),c′是直接效应。只有一个中介变量M时,效应之间有如下关系：

c=c′+ab(55)

中介效应大小用c-c′=ab来衡量。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ab/(c+c′)、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之比ab/c′都可以衡量中介效应的相对大小。

然而传统的这一检验方法,发生第二类错误的概率较大。针对这一情况，温忠麟等(2004)提出了一个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使得第一类错误率和第二类错误率都比较小,而且该方法既可以检验部分中介效应,又可以检验完全中介效应。这一方法的检验程序如下。

①检验回归系数c,如果显著,继续下面的第2步。否则停止分析。

②做Baron和Kenny(1986)部分中介检验,即依次检验系数a、b,如果都显著,意味着X对Y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M实现的,第一类错误率小于或等于0.05,继续下面第3步。如果至少有一个不显著,由于该检验的功效较低(即第二类错误率较大),所以还不能下结论,转到第4步。

③做Judd和Kenny(1981)完全中介检验中的第三个检验(因为前两个在上一步已经完成),即检验系数c′,如果不显著,说明是完全中介过程,即X对Y的影响都是通过中介变量M实现的;如果显著,说明只是部分中介过程,即X对Y的影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M实现的。检验结束。

④做Sobel(1982)检验,如果显著,意味着M的中介效应显著,否则中介效应不显著。检验结束。

其中的Sobel检验统计量为：

z=/Sab(56)

其中、分别是a、b的估计,Sab=2s2b+2s2a,sa、sb分别是、的标准误。

3.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

实际上在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同时包含了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集群知识分布对企业的知识基础与企业学习能力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企业学习能力在企业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因此企业知识基础对竞争优势的作用受到集群知识分布这一调节变量的影响,而且这一调节作用同样也可能通过企业学习能力为中介对竞争优势产生影响。根据温忠麟等(2006)的研究,集群知识分布实际上是一个有中介的调节变量(mediatedmoderator)。他们的研究指出,对于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可以通过以下层次回归来完成(假设有自变量X,因变量Y,中介变量W,调节变量U)：

①做Y对X、U和UX的回归,UX的系数显著(这一步说明U对Y与X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

②做W对X、U和UX的回归,UX的系数显著;

③做Y对X、U、UX和W的回归,W的系数显著。

如果在第③步中,UX的系数不显著,则U的调节效应完全通过中介变量W而起作用,否则W变量只是部分中介U的调节效应。


第19章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下面笔者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对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相关性分析是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推理的方法。通常来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介于07~10时,代表两个变量高度相关；而当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介于03~07时,表示两个变量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而当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介于0~03之间时,两个变量之间就只是低度相关。

集群企业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呈显著正相关(r=0457,p001)；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呈显著正相关(r=0426,p001),这意味着学习能力对竞争优势有着正向影响,研究假设2得到初步支持。企业的知识整合能力与竞争优势和学习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r=0438,p001和r=0283,p001)。市场不确定性与竞争优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r=0270,p001),但技术不确定性没有发现这种关系。此外,对控制变量的考察发现,企业年龄与集群企业学习能力和竞争优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企业规模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考虑到相关性分析只能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而无法说明变量之间的影响大小及因果关系。为此,下面将借助回归分析方法来对研究假设予以检验。

二、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hierarchicalregression)分析方法(Schwab,2005)对理论模型中的相关假设进行了统计检验。在回归的过程中,笔者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程度通常用方差膨胀因子VIF(varianceinflationfactor)的大小来衡量,通常认为在1~5之间可以接受,接近1为最佳(Baum,2006)。根据回归分析的研究,只有通过共线性检验,获得的信息才具备可靠性和稳健性(伍德里奇,2007)。

此外由于对调节效应的层次回归分析(hierarchicalregression)中需要加入多个交互项,而这将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共线性问题(Cohen等,2003),因此，笔者遵循以往研究的惯例(Schwab,2005;Tsai,2001;温忠麟等,2005),将构建交互项的变量中心化后再进行乘积来计算交互项。

1.企业知识基础作用与学习能力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以企业知识基础为自变量、学习能力为中介量,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分析了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对学习能力的直接效应以及学习能力对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关系的中介效应。在模型4中,企业知识基础对学习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8,p=0000),而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对于学习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研究假设1得到支持。

本研究采用温忠麟等(2004)推荐的检验程序进一步分析了学习能力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关系的中介效应。笔者在模型4的基础上,首先将竞争优势作为因变量、知识基础作为自变量设定了模型2,然后将学习能力作为自变量加入模型2得到模型3。依次分析三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学习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①在模型2中,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对其竞争优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62,p=0000)；②在模型4中,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对学习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8,p=0000)；③在模型3中,集群企业的学习能力对其竞争优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65,p=0000),同时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对其竞争优势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正向影响(β=0186,p=0065)。。因此,研究假设2得到支持。

在上述结果中我们发现,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对集群企业学习能力的影响作用不大,而关键的因子是企业的知识基础。此外，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一方面以学习能力为中介变量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另一方面对企业竞争优势也有着直接的正向效应,而企业年龄对竞争优势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企业规模和竞争优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联系。

2.集群知识分布对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关系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以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为自变量、学习能力为因变量,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分析了集群知识分布对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关系的调节效应。

为了验证集群知识分布的调节效应,笔者采用温忠麟等(2005)和Schwab(2005)推荐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将集群企业知识基础、集群知识分布这两个解释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计算两者的交互项代入回归模型4。在模型2中仅考虑了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作用,此时回归模型的R2为0239；当把集群知识分布加入回归模型3后,R2达到0281,相对模型2增加了176%；而把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集群知识分布的交互项加入模型4后,R2达到0299,相对模型2增加了251%。进一步考察模型4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纳入集群知识分布和交互项后,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对于学习能力仍然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β=0293,p=0000)；而集群知识分布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这一影响发挥着反向的调节效应(β=-00807,p=0078)。因此，研究假设3得到支持。

为了更清晰地表明集群知识分布的调节效应,可以对模型4用回归方程的方式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解得到式(57)(温忠麟,2005)。

learning=β0+β1age+β2size+β3cbase

+β4cdistr+β5cbasegcdistr+e(57)其中：learning为集群企业学习能力；age为集群企业年龄；size为集群企业规模；cbase为中心化集群企业知识基础；cdistr为中心化集群知识分布。

对上式调整后可重新写为：

learning=β0+β1age+β2size

+(β3+β5cdistr)cbase+β4cdistr+e(58)

由式(58)可知,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由β3+β5cdistr来刻画,其中的系数β5衡量集群知识分布调节效应的大小和方向。

learning=5.299+0.000853age+0.000041size

+(0.293+0.0807cdistr)cbase+0.187cdistr+e(59)将回归模型4的回归系数代入式(5.9)得到式(510)。

为了更加形象地表述集群知识分布的这一调节效应,笔者采用Cohen等(2003)推荐的方法,将集群知识分布变量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值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值代入式(59)中,保持企业年龄和规模这两个变量不变,得到有关集群企业学习能力与知识基础的两条回归直线。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知道,集群知识分布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发挥反向调节作用,因此,研究假设3得到支持。

温忠麟等(2006)认为在模型建立和分析过程中同时考察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的作用对于理论的深化和实践应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此,笔者根据温忠麟等(2006)提出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程序,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对集群知识分布的调节效应和集群企业学习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整合分析。

模型1以集群企业竞争优势为因变量,企业知识基础、集群知识分布及其交互项为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

由此可知，集群知识分布是一个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它的调节效应一方面可以通过以学习能力为中介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也以直接效应的方式调节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因为此时在模型3中,交互项“知识基础×知识分布”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β=-0141,p=0023),也就是说集群知识分布的调节效应一部分通过以学习能力为中介影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它对竞争优势也有直接的调节作用。

3.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关系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以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为自变量、学习能力为因变量,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分析了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关系的调节效应。

为了验证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笔者同样采用温忠麟等(2005)和Schwab(2005)推荐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将集群企业知识基础、技术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这三个解释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计算前者和后者的交互项即“知识基础×技术不确定性”和“知识基础×市场不确定性”两项。代入回归模型3、模型5和模型6。从企业学习能力变异的被解释程度来看,在模型1中仅考虑了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作用,此时回归模型的R2为0239；当把市场不确定性加入回归模型2后,R2达到0266,相对模型1增加了113%；而把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市场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加入模型3后,R2达到0396,相对模型2增加了657%。更重要的是,从模型3和模型6的回归系数来看,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市场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β=0218,p=0000和β=0207,p=0000),这意味着市场不确定性对于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研究假设4a得到支持。

相比市场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对集群学习能力的影响作用则要小得多。进一步考察回归模型1、模型4和模型5对学习能力变异的被解释程度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技术不确定性后的模型4的为0241,相对模型1仅增加了08%；而进一步加入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技术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的模型5的为0272,相对模型2仅增加了138%。综合考虑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的模型6的为0398,仅比单独考虑市场不确定性的模型3增加了05%。对模型2、模型5和模型6回归系数的分析也反映了相同的信息。虽然知识基础与技术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在模型5中达到了显著的水平(β=-0107,p=0024),但在加入市场不确定性的模型6中则迅速变得不显著了(β=-00317,p=0495)。综合学习能力变异解释程度和各模型回归系数的检验结果,笔者认为技术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因此，研究假设4b没有得到支持。

learning=β0+β1age+β2size+β3cbase

+β4cmuncert+β5cbasegcmuncert+e(510)其中：learning为集群企业学习能力；age为集群企业年龄；size为集群企业规模；cbase为中心化集群企业知识基础；cmuncert为中心化市场不确定性。

对上式调整后可重新写为：

learning=β0+β1age+β2szie

+(β3+β5cmuncert)cbase+β4cmuncert+e(511)

由式(511)可知,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由β3+β5cmuncert来刻画,其中的系数β5衡量市场不确定性调节效应的大小和方向。因此市场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效应(见式512),即市场不确定性越高,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对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就越强。

learning=5.189+0.004162age+0.000134size

+(0.475+0.218cmuncert)cbase+0.0915cmuncert+e(512)将回归模型3的回归系数代入式(511)得到式(512)。

为了更加形象地表述市场不确定性的这一调节效应,笔者采用Cohen等(2003)推荐的方法,将市场不确定性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值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值代入式(512)中,保持企业年龄和规模这两个变量不变,得到有关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两条回归直线。而那些面临较低市场不确定性的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对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就相对较弱。

与上一节对集群知识分布调节效应的分析相似,笔者认为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很可能通过学习能力的中介作用对企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影响,即市场不确定性是有中介的调节变量。为了深化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认识,本研究根据温忠麟等(2006)提出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程序,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和集群企业学习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整合分析。

由此可知市场不确定性是一个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它的调节效应一方面可以通过以学习能力为中介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也以直接效应的方式调节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因为此时在模型3中,交互项“知识基础×市场不确定性”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β=0118,p=0072),也就是说市场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一部分通过以学习能力为中介影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它对竞争优势也有直接的调节作用。。

4.企业知识整合对集群企业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关系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本章第四节已经验证了集群企业学习能力是企业知识基础与竞争优势之间的中介变量,本节进一步以集群企业学习能力为自变量、企业竞争优势为因变量,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分析企业知识整合能力对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关系的调节效应。

同样采用温忠麟等(2005)和Schwab(2005)推荐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本研究将集群企业学习能力、知识整合能力这两个解释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后,再计算学习能力和整合能力的交互项代入回归模型2和模型3。从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系数来看,集群企业知识整合能力的系数显著为正(β=0265,p=0001和β=0264,p=0001),但学习能力与整合能力交互项的系数却并不显著(β=-0094,p=0283)。这意味着知识整合能力对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之间的调节效应并不存在。因此，研究假设5没有得到支持。


第20章研究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集群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验证和检验了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学习能力、竞争优势、集群知识分布、环境不确定性以及知识整合能力等变量之间的理论假设。

在本研究的假设1和假设2中,笔者指出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对知识学习能力存在着正向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以学习能力为中介作用于企业的竞争优势。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两个假设,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Cohen&Levinthal,1990;Liao、Welsch&Stoica,2003)。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企业的知识基础对其学习能力确实有着显著的影响,当企业具有较强的知识基础时,相应的学习能力也就越强,绩效水平也越高。这意味着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是其竞争优势的真正来源。对于集群中的企业来说,其自身拥有的知识基础是其能否有效地利用集群知识传播系统中的外部知识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本研究的假设3认为,集群知识分布异质性对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起反向调节作用。研究的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设,并表明知识分布的调节效应还以学习能力为中介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在知识分布异质性程度较低的集群中,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对于它获取外部知识和提升绩效水平的作用更大；而在知识分布异质性程度较高的集群中,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作用就要弱一些。这意味着,对于区域来说,构建一个异质性程度较低的知识分布,有利于促进其内部企业的知识学习和竞争优势；对于企业来说,本地企业相似的知识结构虽然会带来同质竞争的问题,但从知识获取和学习的角度来说却是大为有益的。

本研究的假设4认为,环境不确定性对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关系起调节作用。研究的结果只是部分支持这一假设：市场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并通过学习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影响；但技术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市场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正向调节效应,意味着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集群企业更有动力发挥自身拥有的知识资源优势,通过积极地关注和利用外部知识资源来提升绩效水平,或者说在市场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环境中,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作用更为重要。这一结果扩展了我们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与竞争优势关系的认识。虽然,知识传播或知识学习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企业能够保持合适的认知知识结构,然而企业知识结构的认知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还有赖于其自身的学习动力,即市场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激发企业的学习动力来促进知识基础作用的发挥。因此知识基础对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还需要外部环境关键事件的触发(Todorova&Durisin,2007)。如Kim(1998)对韩国和日本企业知识学习行为的研究也发现,对于那些有主观积极性的企业来说,他们的对外部知识进行学习和吸收的能力更强。

本研究的假设5认为,集群企业的知识整合能力对其学习能力和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研究结果的支持。笔者认为,知识整合能力调节作用“失效”的原因可能是：①由于集群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大多是以创业者或企业主为主导,企业内部的知识整合活动对企业的管理决策和经营运作并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②由于集群企业所在的行业大多为纺织、机械和玩具等传统行业,行业中所用的知识也比较成熟,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复杂度也不高,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围绕内部个别“专家”的经验和技术,即可获得企业生产运营所需的知识,而内部的知识整合的作用则相对较小。③虽然知识整合能力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但是知识整合能力仍然对企业的竞争优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笔者认为在集群企业中知识整合活动可能是通过提高企业内部凝聚力、成员之间的信任等其他方式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


第21章小结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化对集群知识传播和企业竞争优势关系的认识。具体来说，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两个：①集群知识传播过程中,企业竞争优势与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以及集群知识分布的关系是怎样的？②这种关系是否受到企业内部的整合能力以及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如果存在影响,这种影响方式是怎样的？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一个集群企业知识传播与竞争优势关系的概念模型,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假设并以浙江和广东等地128家集群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检验了提出的理论假设。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对于其竞争优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作用是通过学习能力为中介而发挥的；集群知识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对企业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的关系起反向调节作用,即集群知识分布的异质性程度越高,企业知识基础对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弱,也就是说知识基础的重要性就降低了；市场不确定性对于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企业知识基础对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大,或者说知识基础越重要。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技术不确定性和企业知识整合能力的调节效应的存在。


第22章多主体仿真方法

多主体仿真方法可以用来处理那些使用传统工具难以分析的微观动态问题,它能够更好地解释微观过程(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与涌现出来的中观现实(如集群知识传播以及企业集体行为)之间的关系(Gilbert、pyka&Ahrweiler,2001;Morone&Taylor,2004;pajares、Lopez&hernandez,2003;Taylor&Morone,2005)。多主体建模方法是一种自顶向下分析、自底向上综合的有效建模方式。多主体仿真方法为复杂系统的建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途径(方美琪和张树人,2006)。Morone和Taylor(2004)、Cowan和Jonard(2004)等都曾使用多主体仿真方法对集群中的企业活动进行研究。

主体(Agent)这个词在不同学科背景中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主体通常被认为是智能体。在多主体模型中,主体是一个软件实现的对象,具有主动学习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主体有四个基本特性(张永安和田钢,2008):①自治性(autonomy)。主体运行时能够自主地采取行动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不需要他人的介入或干预。②社会性(socialability)。主体能够通过某种通信语言与其他主体进行交互,以达到自己的目标。③反应性(reactivity)。主体能够感知它们所处环境的变化,并通过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来适应环境,同时能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④前摄性(proactiveness)。主体的行为是主动的,或者说是自发的,能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反应。除此之外,主体还可能具有交互性、学习能力、可信性等特性。

多主体系统是由多个主体组成的集合。这些主体一般都有一个或多个特征值,并能够修改自身的特征值；主体之间能够进行交互,通过与其他主体的交互,使得系统整体演化、涌现出宏观的规律。应用多主体系统对生物、生态和社会、经济等复杂系统的动态模型研究方法,被称为基于多主体系统的建模方法,所建立的系统模型就是多主体仿真模型。多主体仿真模型有四个显著的特点(方美琪,2005)：①主体是主动的实体；②在仿真模型中,主体与环境(包括主体之间)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变和进化的主要动力；③仿真模型将宏观现象与微观行为有机联系起来,通过主体和环境相互作用,使得个体的变化成为整个系统变化的基础,统一地加以考察；④多主体模型包含了随机因素的作用,使得模型具有更强的描述和表达能力。

产业集群作为由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经济主体组成的复杂系统,各个经济主体无意识的、自利行为的客观结果形成了独特的集群知识传播现象。


第23章基于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仿真模型

我们选择一个由W×W个网格组成的球面世界G(tortus)来模拟集群环境,在这个世界中有N个代表企业的主体i在其中随机分布,i∈{1,2,…,N}并且满足N≤W×W。为了模拟基于认知共同体的集群内知识传播,我们对每个企业主体i赋予随机的知识水平kTi,代表主体i所拥有的知识水平,其中kTi服从上\[Td,Tu\]的均匀分布。

每个主体i都有一个初始的熟人集合(或学习伙伴集合)ΓT(i,0),在模型中设定主体i的初始熟人集合为它的摩尔邻居,即该主体周围8个网格上存在的其他主体。在每一个时间段t中,主体i随机地从熟人集合ΓT(i,t)中选择一个熟人p进行学习互动,这一学习方式将体现集群内企业间基于认知邻近的知识传播特点,即：集群中企业的知识学习是发生在认知共同体中,只有在知识结构相似的主体之间才可能发生知识传播活动。

在与被选择的熟人p进行一次互动后,主体i将随机地从熟人的熟人集中选择ΓT(p,t)一个主体k∈ΓT(p,t)加入主体i的邻居集ΓT(i,t+1)中,因此主体i的邻居集合随着仿真的进行将不断扩大。

假设当主体i和主体j发生互动时,仅有发起互动的主体可从这次互动中获得知识收益。知识收益函数的计算步骤如下(Morone&Taylor,2004)：

首先,计算两主体在两个知识维度上的知识差距δT

δTi=kTj-kTi(61)

接着,计算主体i与主体j的知识差距比

φTi=kTiδTi(62)

然后,计算主体i在两个知识维度上的知识收益

gTi=max{min(φTi,δTi),0}(63)

这一知识收益函数的形式体现了认知共同体对知识传播的过滤效应,反映了主体之间知识差异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企业之间知识传播的收益函数表现出一种倒U形的特点,也就是说那些具备相近知识水平企业间的传播效率更高,知识水平的差异过大并不适合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

如前所述,进行仿真的目的在于研究集群知识传播的动态特征,我们采用平均知识水平μT(t)、知识分布标准差δT(t)、边际知识传播量marknow(t)和累计知识传播量来衡量仿真模型中主体知识分布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以及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量和知识传播效率(其中等于仿真模型中所有主体初始知识之和)。通过这四组参数和相关的图表,可以获得集群中知识分布与知识传播动态的重要信息。

μT(t)=1N∑Ni=1kTi(64)

δT(t)=1N∑Ni=1（kTi-μT(t)）2(65)

marknow(t)=∑Ni=1kTi-accuknow(t-1)(66)

accuknow(t)=∑Ni=1kTi-iniknow(0)(67)


第24章仿真实验设定

仿真实验的基础模型设定了一个N×N的球形空间,即它的宽度和长度都为N,这个空间中最多可容纳的主体数为N×N个。而为了考虑在集群中地理邻近性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影响,实验将球形空间的大小进行了设定,分别将其设定为21×21和31×31。给定有300个主体在这些空间中,不同的空间大小就反映了仿真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程度或主体密度。

为了研究集群知识分布与集群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集群中主体的初始知识分别设定为服从以下4组均匀分布：分别代表低水平低知识异质性(LL)、低水平高知识异质性(Lh)、高水平低知识异质性(hL)和高水平高知识异质性(hh)4种集群知识分布类型。

此外,为了分析集群企业社会邻近与集群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集群中仿真主体的初始熟人集合设定为摩尔邻居和普通邻居两类,前者包括主体周围8个网格上存在的其他主体,而后者只包括主体东、南、西、北方向相邻的四个网格上存在的其他主体。采用主体不同的初始熟人数来代表集群的社会邻近程度。

考虑到仿真过程中,各主体在不同时段上表现的差异可能提供有意义的信息，本研究对集群中知识传播动态的长期和短期过程进行分析,分别选择了第30和300个时间段作为短期和长期的标准。

综上所述,仿真实验主要分析了知识分布、地理邻近以及社会邻近等三方面因素不同状态下集群知识传播的动态过程。笔者以高社会邻近性和高地理邻近性的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为基准模型(对照组)通过调整社会邻近和地理邻近的取值,共进行了12次仿真试验。


第25章实验结果分析

一、知识分布作用分析

对仿真模型1-4为了表达上的方便,笔者用“仿真模型1-4”表示“仿真模型1,仿真模型2,仿真模型3,仿真模型4”,以下类同。的长期分析表明,无论是何种知识分布,主体之间的知识水平终将趋于一致,只是在收敛的速度和水平上存在着差异。其中,hL3高水平低异质分布的仿真集群收敛速度最快,其次是LL1低水平低异质分布集群和hh4高水平高异质分布集群,而Lh2低水平高异质分布集群收敛得最慢。在收敛状态,所有集群中的企业都达到或接近集群知识分布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如LL1低水平低异质分布集群中的企业都达到了100,hL2高水平低异质分布集群中的企业达到了150,hh4高水平高异质集群中的企业达到了200,而Lh2低水平高异质分布集群中的企业虽然没有达到集群知识分布的极限150但也已比较接近。

但从知识传播量的增长速度来看,hL集群知识传播的速度仍然是最快的,其次是LL集群、hh集群和Lh集群。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较低的异质性程度使得集群中的企业获得了高度的知识传播效率。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LL1集群和hL3集群中的短期知识传播速度要快于Lh集群和hh集群。根据模型的设定,低水平低异质集群(LL1)和高水平低异质集群(hL3)与低水平高异质集群(Lh2)和高水平高异质集群(hh4)的知识分布均值相同,但由于后者方差较大，累计知识传播量要高于前者。尽管如此,知识分布的低异质使得LL1集群和hL3集群在短期(step15)的边际知识传播量和累计知识传播量都要大于有着更高知识分布异质性的Lh2集群和集hh4群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产业技术变化非常快,企业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能够快速学习和掌握最新技术知识。笔者认为对于集群内的企业来说,能否在短期快速有效地获取知识更为重要。。

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认知视角看来,由于LL1集群和hL3集群中主体之间的知识分布异质性程度较低,知识传播的认知邻近原则使得这些主体能够快速地吸收其他主体的知识溢出,实现高效率的知识传播,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高的知识水平。

具体来说,在Lh2集群中虽然短期中主体平均技术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是集群中主体间的知识差异并未很快减小,这说明在这个集群中有些主体的知识水平在快速提高而另一些主体的知识水平则提升相当缓慢,使得集群中知识传播受到较大阻碍。

这意味着集群中初始知识分布对知识传播过程有着重大影响。从短期来看,集群知识分布的异质性决定了集群中的边际知识传播量和累计知识传播量,当异质性越低,短期的知识传播量越大；而从长期来看,集群的知识分布水平决定了集群企业可能达到的最高知识水平。那些具备较高知识水平和较低异质性的集群能够较其他集群能够获得更高的知识传播效率,其中的集群企业能够得到更快的成长。

二、地理邻近作用分析

对仿真模型5-8的分析可以发现,集群中主体之间的地理邻近性对知识传播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也就是说，低地理邻近使得集群企业的知识学习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此外,从集群的边际知识传播量来看,低地理邻近集群的知识传播有两个特点：①短期知识传播量最大的还是hL7集群,其次是LL5集群、hh8集群和Lh6集群；②集群知识传播的耗时更长,hL7集群和LL5集群要到时刻40之后知识传播才逐渐停止。而从集群的累计知识传播量来看,低地理邻近集群在传播量上有了很大的削弱,尤其是知识分布异质性较大的集群,如hh8集群累计知识传播量相对hh4集群要少20,Lh6集群累计知识传播量相对Lh2集群大约要少10。

可见，在低地理邻近的仿真环境中,由于主体之间的距离加大使得集群中存在某些主体无法与其他主体进行学习互动,所有四类知识分布类型的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低地理邻近的集群中知识传播所需的时间更长,传播的知识量和达到的均衡水平更低。但从仿真的结果来看,即使是在这些地理邻近程度较低的集群中,相对异质性程度较高的Lh6集群和hh8集群,知识分布异质性程度较低的LL5集群和hL7集群仍然具有较高的传播效率,尤其是高水平低异质集群hL7。

三、社会邻近作用分析

类似地,集群的社会邻近程度也对集群中的知识传播有着调节作用。由于社会邻近程度的降低,每个主体的初始学习伙伴数要比高社会邻近的集群中的主体少,这使得集群企业间的知识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首先,四个仿真模型中除了Lh10集群外,在时刻300都达到了与基准模型相同的均值收敛水平；而从标准差来看,四个模型都没能达到基准模型的收敛水平。这意味着,社会邻近程度的降低,使得集群中有些主体由于关系嵌入程度不够,未能抓住学习的机会而长期锁定在知识低水平的状态。

同样,从集群中的边际知识传播量来看,当集群的社会邻近性程度较低时,由于集群中主体的学习伙伴数量相对较少,低社会邻近集群中的短期边际知识传播量要低于高社会邻近集群。而随着仿真过程的推进,新的学习伙伴不断加入到主体的熟人列表中,低社会邻近集群中的边际知识传播量逐渐赶上了高社会邻近集群。则要大于模型1-4。这表明在社会邻近程度较低的情形下,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速度被减缓,集群中的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得知识传播系统中的知识。

这意味着社会邻近程度对知识传播过程的调节作用,在知识分布异质程度较高的集群中更为显著。

对社会邻近作用的仿真分析表明,社会邻近通过影响集群主体的初始学习伙伴数目对集群知识传播过程发挥调节作用。较低的社会邻近程度将减缓集群知识传播速度,从而降低集群中的短期知识传播量,并限制那些知识分布异质程度较高的集群长期的收敛水平。


第26章研究讨论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并结合地理邻近、社会邻近、知识分布以及时间跨度等因素,来分析集群知识传播现象的动态过程。研究结果表明：集群知识分布对于其中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不同的知识分布会带来不同的集群知识传播效果,较高水平较低异质性的集群知识分布最有利于企业间短期的知识传播；地理邻近和社会邻近通过改变集群企业可以获得的学习伙伴数对集群知识分布和集群知识传播的关系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集群知识分布、地理邻近与社会邻近对集群知识传播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以往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研究主要受马歇尔“产业空气”思想的影响,主要强调集群整体层面的地理、文化等因素,而忽视了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和集群知识分布这两个关键变量的作用(Amin&Wilkinson,1999;Gertler,2003;Maskell&Malmberg,1999;Storper,1995)。事实上,从认知的视角看来，集群企业的知识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企业识别、吸收、整合与利用外部知识的认知过程(Daft&Weick,1984;porac&Thomas,2002;Walsh,1995)。这意味着对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来说,要获得高的传播效率首先要满足知识分布的条件(即认知邻近)。本文对集群知识传播与知识分布的动态仿真实验表明,集群知识分布对于其中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不同的知识分布会带来不同的集群知识传播效果。因此,对于集群来说，要促进内部的知识传播关键是要形成较好的知识分布,即高水平低异质的知识分布；对于集群企业来说，它的知识学习和知识获取效率取决于所在集群的知识分布,对那些具有相同知识基础的集群企业来说,在高水平低异质知识分布的集群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外部知识。由于单凭企业个体的力量通常无法改变集群整体的知识分布状况,集群知识分布对于集群企业来说更多是一个外生变量。对集群知识分布的调整必须依靠政府这样的外在作用者制定和推行相应的科技资源配置政策。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配置区域科技资源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升集群的知识分布水平，更要保证集群知识分布的较低异质性,而后者常常被忽视。

以往对集群知识传播的研究大多认识到地理邻近和社会邻近对集群知识传播的影响(Boschma,2005),但对于这一影响作用的内在机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却谈得不多(Martin&Sunley,2003)。本研究将地理邻近表示为仿真集群中的主体密度、将社会邻近表示为仿真集群中主体的初始学习伙伴数,通过仿真实验发现地理邻近和社会邻近通过改变集群企业可以获得的学习伙伴数对集群知识分布和集群知识传播的关系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集群中主体的地理邻近程度(也就是仿真集群中主体密度)对集群中知识传播可能获得的均衡水平以及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社会邻近程度(也就是仿真集群中主体的初始学习伙伴数)则主要对集群的知识传播速度产生影响,对集群均衡水平和知识传播量的影响并不如地理邻近程度那样大。因为，由集群社会邻近不同带来初始的学习伙伴数差异随着仿真过程的推进将逐渐减小。这意味着集群中的企业数或企业密度,对于集群的知识传播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蔡宁和吴结兵(2002)与张元智和马鸣萧(2004)则分别从集群资源整合与横向规模经济的角度提到了集群内部企业密度的问题。。结合上一个研究发现,笔者认为集群要获得高的知识传播效率不仅要存在较高的水平和较低异质性的知识分布,还必须保证集群中有足够多的集群企业存在,即要达到较高的企业密度。对于集群知识传播来说地理邻近可能存在着一个边界点(criticalpoint),也就是说地理邻近(或集群的企业密度)有一个最低条件的要求,当集群中的企业密度达到这一要求时,认知邻近可以显著地促进知识在集群中的传播和流动,反之可能存在某些企业由于在地理上的不便而无法进行知识传播,即使集群企业间能够获得高度的认知邻近。因此,较高的地理邻近和社会邻近能够更好地促进集群企业对集群知识分布资源的利用,获得较高的知识传播效率和更快的知识传播速度。

此外,以往对集群知识传播的研究大多忽视了对时间维度的分析,本研究通过仿真发现从时间跨度来看无论是集群知识分布与知识传播的关系还是地理邻近与社会邻近的调节关系,在长期和短期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长期来看(step>300),各种知识分布类型和地理邻近与社会邻近程度对集群边际知识传播量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然而在短期来看(step30),集群企业知识分布类型和地理邻近与社会邻近程度对集群边际知识传播量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意味着对于集群知识传播研究来说,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同集群中的知识传播效率差异更可能是一种短期而非长期现象。尤其是在当前知识和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背景下,集群知识分布和各类邻近性因素对其中企业在知识传播过程中快速获取和吸收外部知识的促进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由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本研究从认知视角对集群知识分布和企业知识学习的动态过程进行的仿真分析,抽离了一些现实因素,虽然确保了仿真分析的可操作性,但是和现实的集群知识传播过程相比仍然还是存在许多差异。事实上，在集群企业的知识传播过程中,除了地理邻近、社会邻近与认知邻近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因素,如企业的创业文化、企业战略以及内部整合与创造。因此，将这些因素纳入到仿真分析的模型中来是进一步研究要完成的工作。同时,本仿真研究中假设各企业主体之间对于各自知识水平具有完全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这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进行深化和拓展的。


第27章小结

本研究针对集群知识传播的动态演变特征,采用多主体仿真方法对集群知识分布、地理邻近以及社会邻近等因素与集群知识传播的关系分长期和短期进行了仿真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①集群知识分布对于知识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集群知识分布不仅影响集群企业在长期能够达到的收敛状态,更重要的是能够影响集群企业在短期内的知识传播量。仿真研究发现,那些高水平低异质性的集群知识分布能够获得最佳的知识传播效果。

②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性对集群知识分布与企业间知识传播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当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性越强,集群知识分布对企业间知识传播的影响越大。而当地理邻近程度较弱,集群中将出现某些地理位置不利而被隔离的企业,这使得集群知识传播的长期收敛水平和知识传播量都受到不利的影响。

③集群中企业间的社会邻近性对集群知识分布与企业间知识传播的关系发挥着调节作用。当企业之间的社会邻近程度越强,集群知识分布对于企业间知识传播的影响就越大。而当社会邻近性较弱时,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速度被减缓,集群知识传播的边际知识传播量将受到不利的影响,集群中的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得集群知识传播系统中的知识。

④集群知识传播过程在短期和长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长期来看,仿真集群中的知识分布对于边际知识传播量并没有显著影响；绝大多数仿真集群在长期中都达到了知识分布的匀质化,即集群中的知识分布的低方差水平。但是,从短期来看,仿真集群中的知识分布对于知识传播过程有着重大影响,那些具有较高水平较低异质性知识分布的集群在知识传播的速度上将获得显著的优势。


第28章浙江北仑模具集群形成

北仑位于浙江省东南部,是宁波市所辖4区之一,占地590多平方公里,30多万人口。在北仑区有着大大小小600多家模具企业,20000多名模具从业人员,至2004年,全区各类模具产量约为4万套,实现销售38亿元,年生产能力超过千套模具以上的企业有16家,产值500万元左右的企业有30~40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模具之乡”。

北仑模具起源于原镇海县塔峙公社农机厂。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农业机械化”背景下,塔峙开办了公社农机厂,当时设立该厂的目的主要是为使用农机的各生产大队修理农机和生产手工农具。在60年代农村以人工劳作为主,农机使用极少,刚兴办起来的农机厂的业务比较清淡。为了维持工厂的运营,当时的管理者决定上马胶木(一种加热后固化的材料,学名“酚醛塑料”)产品,并购置了三台人工压机。由于胶木生产需要模具,而胶木压塑在高温下操作,模具需要随时维修,塔峙农机厂在四处搜寻后,从台州等地请来了李姓、陈姓等模具师傅。在农机厂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后,为了扩大压机生产,塔峙公社想到了培养模具工。随后在塔峙青林村,两位本地模具师傅陆胜富和叶信惠被“挖掘”了出来。从外地聘请的几名师傅陆续回去后,两位本地师傅负责三台压机模具的维护并动手制造一台用皮带传动的“皮带车床”,专门用于生产模具的切削加工,使模具加工和维修满足压机生产的需要,企业得到初步稳定。

随着我国轻工产品需求增大,模具的市场需求也逐渐增大。相应地,模具制造也从胶木生产的配套附属地位摆脱出来,农机厂成立了单独的模具车间,并进行初步的独立核算；同时大力推进模具车间向外拓展单独的模具业务。随后,塔峙公社的三项措施为北仑模具集群的形成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第一步,扩大招工。从1968年开始,农机厂就有目的地招收学模具和机床技术的青年,但苦于当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限制和政治上的风险,招工只得缓慢进行,每批只进厂几个人,其中1972年,就分年初、年中两批招收。后来还将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收到了模具和机床车间中,先后又经“三年学徒、四年帮工”的艰苦磨炼,至此,技术人才的准备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到1972年底,农机厂的模具和机床工已达到60多人。

第二步,分厂专营。农机厂的发展开始靠的是胶木压机,以后在生产中决策者们看到了模具生产的潜力,作了有计划的安排,使职工队伍很快扩大。据记载,到1971年,全厂职工有120多人,产品也从农机维修发展到以胶木为主,少量的模具、小五金和仪表车床生产。这时的模具主要还是为自用配套和维修,为了让模具能充分独立,1971年底,公社决定以胶木车间为主体,新建一家公社福利厂,并抽调三四名模具工作为技术支持。经过半年多的筹备,新厂分出,农机厂重新整合力量,除极少部分人从事打铁、修理农机具以应付农机厂合理合法的“照牌”外,其他全都从事与模具相关的工作。至此,专业的模具加工成为农机厂的主业和生存支柱。

第三步,组合分工。在模具成为塔峙农机厂的主业后,工厂内部业务重新组合也随之而来。首先是跑业务的供销人员。他们聘请和挑选了四名能说会道、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担当专业供销,三人跑业务,一人搞采购。在计划体制发展到极致的70年代初期,当几乎所有的国营、集体企业的供销都以跑材料供应为主的时候,农机厂的供销则是全力以赴找模具业务,拉订单,这为日后乡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取胜打下了基础。同时设立技术设计部门,专业负责模具的设计、制图和定价。接着,金工车间单设,并对模具、金工两个车间实行初步的各自核算,开展劳动竞赛。

模具生产的专业化无论对农机厂还是以后对北仑模具发展壮大,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它使全公社及周边地区的农村和农民都看到模具可以赚钱,而且赚得轻松愉快,因为它比起农村传统意义的木工等手艺,显得更有技术和时髦。这一观念影响力是重要的,它对后来北仑形成较长时期的“模具热”起到非常大作用。其次,从技术发展的角度,使单一模具发展到了多种模具的生产。他们从压塑模发端,进入注塑、冲压、橡胶、压铸、陶瓷等多种模具的生产领域。这对整个地区以后的模具业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起着关键性作用。再次,市场得到极大扩展。开始模具业务以上海为基础,1973年前后,就已经做到了北京、重庆、沈阳、哈尔滨、广州、武汉等全国重要城市,为日后模具市场拓展打下重要基础。

进入70年代后的北仑农村,50年代大量出生的人已进入劳动者大军,加上知青下乡,农村一时人满为患,给本来就人多地少的生产大队带来巨大的“分饭吃”压力。尽管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密封锁状态,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各生产大队均在筹划着创办工业。因为各生产大队都有人员在农机厂开模具,那些头脑灵活的生产大队长,也派出青年在农机厂学技术。在1971至1973年,全公社17个生产大队,三年内办起了14个队办模具厂。其中的青林大队模具厂拥有另一位模具高手叶信惠。由于青林是个大村,劳动力多,所以办厂时就进了二三十人。叶信惠曾在国营工厂做过钳工,具有较好的技术基础,在他的努力下,企业只几年时间便做到了与公社厂差不多的规模。而这个厂出来的模具工、车工、刨工等等,几乎全是其徒弟。这为90年代后,青林村在发展为模具之村和北仑区最早的工业产值超亿元的村奠定了基础。

1974年,塔峙公社又创办了一家专业的模具厂。到70年代末,这家模具厂已达到上百人规模。另外,当年福利厂的模具业务也有了拓展,还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创办了公社电风扇厂,培养了一支以生产冲压模为主体的模具工队伍。到1976年前后,不足两万人口的塔峙公社,创办了有模具加工能力的大小企业18家。而学模具也成为当时年轻人的一种风气,到70年代后期,仅塔峙公社的专业模具工就有400多人,整个北仑超过500人。

进入1978年,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城。在知青回城的同时,国家颁发了一项法令,允许回乡的和不返城的知青在当地开办个体工商户,个体企业变得合法起来。到第二年的春天,一批社、队办企业的知青在当地开办了个体模具厂,当年就有不少人当上了“万元户”。财富效应搅起了模具工队伍的阵阵躁动,这为集体模具厂以后的迅速分化播下了种子。

随着国家政策进一步放开,社办模具的分崩离析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集体模具彻底分化在1984年。1984年北仑地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公社改为乡镇,大队改名为村,社队企业改名乡镇企业。一时间,社办企业管理出现混乱,很快“经济联合社”名存实亡,接着就自然消亡了。在这种混沌状态下,随着个体工商户政策的适度放开,那些胆子大的模具工就开始独立办模具厂,而机床加工人员也开始独立开店办配件加工厂,为个体模具厂配套(这是北仑模具日后能形成社会化配套体系的原因)。村办模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散了伙,个体模具厂大批涌现。至此,北仑模具集群初步形成。


第29章浙江台州缝纫机集群形成与发展

台州的缝制设备工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凭借着民营企业灵活的机制优势与企业家对市场的准确定位,发展非常迅速。目前,共有缝制设备及零配件生产企业2000多家,产品涉及各类工业缝纫机、家用多功能缝纫机、电动裁剪机等300多个品种。其中,曲折缝工业缝纫机和电动裁剪机在国际上占有70%左右的市场份额。2005年产量达到400多万套,产值15191亿元,出口额3亿美元,产量与出口量均居全国第一,成为全国最大的缝制设备生产和出口基地(张鸿铭,2006)。

台州缝制设备企业的起源与管康仁早年从事缝纫机修理业务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具有高中学历的管康仁由于出身原因,被工作不到一年的浙江水泵厂精简返送到下陈乡水仓头村。由于掌握了一些机械技术,平时就为别人修理缝纫机,在修理缝纫机的过程中,了解到包边机的市场,就托人在甘肃兰州凭票买到一台简易包边机。1977年,管康仁仿制出第一台简易包边机。但这种包边机技术不成熟,效果差,销路不好。1979年,因家里的“蝴蝶”牌缝纫机一个小零件坏了,但在整个台州都找不到卖这个零件的商店。经打听,此零件上海有。于是,他乘了20多个小时的轮船来到上海,在金陵东路找到了一家缝纫机零件店。没料到,凭着对原车床职业的敏感与对市场信息的敏锐反应,此次上海之行激发了管康仁创办缝纫机零件厂的热情,同时也获得了这家缝纫机零件店的加工业务(第二年供应整机)。回到台州后,管康仁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来一台旧钻床和一台旧仪表车床,与本村曹忠泉等人在十几平方米的家里办起了简陋家庭作坊。1980年,管康仁等人正式登记注册了“黄岩县三甲区下陈缝纫机零件厂”,这就是台州第一家缝制设备生产企业。至1983年,企业资产达到50多万元。

另一家对台州缝制设备行业影响深远的企业是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其前身是1966年创办的黄岩下陈农机厂。改革开放后,为扩大业务,搞工业企业,该厂就到上海和杭州等地寻找合作项目,和西湖缝纫机厂达成合作意向,为西湖缝纫机厂生产配套机壳和机架,逐渐地也为上海的街道工厂做配套。1980年试产GNB系列三线包缝机,并改名为“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以下简称一工缝)。利用当时上海与外地企业大规模联营的机会,先后租用过上海一些街道缝纫机厂的多个商标。1982年下陈镇政府任命一工缝的会计黄正才任厂长,又请管康仁、曹忠泉等人到一工缝进行技术协助工作。1982年下半年,一工缝生产的缝纫机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市场销售非常好。1985年,正式注册了自己的“奔马”牌商标。同年,开展了与上海缝纫机四厂的技术合作,生产GB6平缝机。1986年,通过引进一套专业生产设备,生产高速包缝机,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生产规模与竞争力。经过几年的发展,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量迅速扩张,成为台州著名的社队工业企业和浙江省“五个一批”企业。在高速发展之时,企业更名为“浙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但作为集体企业,因为经营机制上的局限以及在90年代中后期决策上的失误,导致最后被飞跃集团兼并。

在一工缝的发展以及随后的被兼并过程中,它对下陈缝纫机产业区域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管康仁、曹忠泉等人原来在自己缝纫机厂不向外传的技术和信息,在做技术协助工作的过程中导入到了一工缝,而一工缝集体企业的性质使得更多的人从一工缝获取了相关的信息与技术,为以后下陈形成大批缝纫机企业奠定了基础。比如飞跃集团的创始人邱继宝就利用其姐夫阮日升曾经在下陈镇工业办公室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从一工缝获得许多技术、供求和销售信息,仿制一工缝的产品,开始生产包缝机整机。在正式解体之前,原一工缝的阮小明就创办了宝石缝纫机公司,原经营一工缝产品的阮积祥创办了杰克集团的前身飞球缝纫机有限公司。解体之后,原一工缝的黄正法创立浙江顺发衣车有限公司,阮吉利创办椒江荣盛缝纫机厂,张海宏创办台州山水缝纫机公司,其他原一工缝员工创立的缝制设备企业不下10家。而在2000年后,飞跃和宝石等企业进一步成为本地知识溢出和企业衍生的主体,如莱克缝纫机的创业者就是在宝石有十余年工作经验的行政副总,佳静衣车的创业者也同样是在飞跃的技术部门工作多年后辞职后创业。

因此,一工缝的没落与被兼并,并没有伤害台州缝制设备行业的元气。相反,却有力地推动了台州缝制设备行业的发展。一工缝的解体带来了信息的大量扩散和人员的广泛流动,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自己独立办起了缝纫机厂。


第30章台湾社头袜业集群形成与发展

台湾省彰化县社头乡是台湾织袜工业发展40年来的大本营,这里出产的袜子几乎占全台湾90%的产量。根据1996年的统计,社头乡工商及服务业场所共有1514家,员工9300人,其中制造业厂商为735家、员工6982人；而制造业中有249家为织袜业,员工3020人,换言之,从事制造业中有将近二分之一的人从事织袜业。根据社头乡公所统计,乡内小型工厂占台湾总织袜厂的比例,从1983年的41％,上升到2002年的65％,且几乎90％都是30人以下的小型工厂,这上千家的织袜外销贸易、代织厂,凭借弹性的合作外包策略,在出口市场上获得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社头织袜产业的一个特色是外包制度的运作,分工合作,垂直整合,化整为零,把家庭工厂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大多数社头家庭都在袜子的生产流程中扮演了某一个重要的角色。

社头织袜产业最早的起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上海回到新竹的郑学,为躲避空袭,于是带着早期手摇式织袜机疏散到社头乡,并在现今清水岩路一带设立“胜利织袜工厂”。随着二战后经济复苏,郑学引进的手摇式织袜机生产速度慢,产品供不应求,郑氏父子扩大经营与推广织袜技术,也带动乡民投入织袜的行列。几年间,将原本以农业为主的社头乡,改变为以织袜为大宗、农业为副的产业形态。全盛时期,全乡8000户中,几乎1500户从事织袜相关产业,为社头创造了不少财富。

在郑氏父子引进织袜业后,居民也响应当地纺织政策的优惠,纷纷投入织袜产业,1952年时,社头乡内就有39家袜厂成立,不过当时都是手工经营,规模并不大。直到萧氏集团(萧柏舟、萧柏煌、萧柏楠、萧柏洁四兄弟)创立的纺织工厂“大同实业”,才将织袜业带进自动生产的领域。

大同实业在1956年左右由棉袜改为开始生产尼龙伸缩丝,业务量也随之大增,进而投入大量资金,引进大量半自动和全自动织袜机,员工达两三千人,可说是社头乡当时规模最大的织袜工厂。但1977年时,大同实业因世界石油危机及营运策略错误宣告解散。公司解散后,因为当时织袜市场需求量仍大,工厂里的织袜机和相关资源便被员工买下,希望继续从事织袜生产。然而,对于员工而言,碍于资金庞大无法进行大规模生产,却又希望自行创业,于是利用本身的技术及机器设备投入袜业生产,为降低生产成本而通过“分工合作”的外包制度就此形成。社头乡织袜工业厂商快速增加的因素,一方面在于乡内大厂的关闭,导致内部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纷纷自行创业,设立众多中小型袜厂；另一方面,因为通过生产活动外包制度,带动了更多村民投入织袜的行列。加上魏氏家族引进裤袜生产,促使社头织袜工业更加全面发展,并且吸引北部大型袜厂南移到社头乡设厂,使得台湾袜厂更加集中在社头乡,同时相关周边行业的聚集等,进而让社头乡成为织袜专业生产区域。

进入1990年后,随着台湾产业市场变动与北部经济环境快速成长、工资高涨、土地成本上扬等因素,陆续有台湾北部的大袜厂南移到社头设厂。这些袜厂南移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利用社头当地发展的织袜卫星工厂及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通过外包制度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第31章以核心企业为基础的集群知识分布形成机制

所谓核心企业或主导企业是指在集群形成过程中,最先进入集群所在的产业,采用主导型的技术、并形成规模化生产的企业。以往研究中,许多学者已经认知到集群中某些核心企业对于集群形成的重要作用(Schmitz,1995;Lazerson&Lorenzoni,1999)。如李新春(2005)就注意到,珠江西岸的许多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主导企业组织和运作，外部资源的能力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较强外部资源利用能力的主导企业首先从进入贸易活动为主,然后逐步转向以生产活动为主；当其他企业也仿效主导企业依次进入贸易活动到进入生产性活动后,一个地区的产业集群就可能由依托专业市场而发展起来。符正平也提到了主导企业的作用。

从认知视角看来,集群中企业间知识传播取决于集群整体的知识分布。笔者认为核心企业的出现对集群知识分布形成发挥着如下作用：

(1)区域知识资本积累功能。集群中的核心企业通常是本地首先进入某个行业的先行者,它们最先接触某一行业的技术,通过大量的学习与试错,获得了这一行业关键的生产技术,从而为整个区域内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区域知识溢出功能。由于早期竞争者较少,核心企业在进入市场后通常在较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较快的成长,为了满足自身发展的要求会在本地招募大量的员工进行培训,或发展外包生产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核心企业的成功通过员工招募、外包输出的方式,为区域本地成员获得核心企业技术和管理知识创造了条件。

在北仑模具集群中,塔峙机械厂在较早就进入了模具行业,并通过自身的技术研发获得了模具开发的相关技术。而乡镇企业的企业性质决定了地方政府在企业的目标设定上有别于一般的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根据对我国乡镇企业的研究,乡镇企业具有较强的非经济目标,如地方就业。因此,乡镇企业在人员的招募和培养上要表现得更为开放,机械厂通过在内部培训的方式将其拥有的技术知识传播到本地成员中去。

台州下陈缝纫机集群中,乡镇企业在本地知识分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在下陈较早进入缝纫机行业并掌握主要开发技术的企业实际上是管康仁和曹志忠创办的下陈缝纫机配件厂,但由于其民营的属性使得在技术传播和技术培训方面比较保守,直到管康仁后来加入到椒江第一缝纫机厂后,缝纫机技术在下陈本地的大规模发展才真正开始。而由下陈缝纫机配件厂发展而来的大洋衣车对本地的知识溢出则是相当有限。因此,由台州和宁波两个集群的情况来看,集群中核心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对集群企业与知识传播发挥着调节作用。那些集体所有制的核心企业相对民营所有制的核心企业来说,对于集群本地的知识传播发挥的作用更大。此外,台州缝纫机集群还表明集群核心企业的知识水平和类型对集群中各企业的知识水平与类型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在台州缝纫机集群中,有一个特点是企业的出口比例都非常高,无论是规模较大的企业还是规模较小的企业，在进行产品出口贸易方面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这一情况与北仑模具集群和大唐袜业集群截然不同,在大唐和北仑只有那些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企业才具备对外出口贸易的能力。对一工缝历史的分析给出了一些信息：早在1985年,一工缝就通过上海缝纫机四厂技术人员的联系,建立了与上海轻工产品进出口公司的进出口业务联系,开始向巴西出口缝纫机。因此早期在一工缝的员工对于外贸出口业务并不陌生,到1996年一工缝被飞跃兼并时,企业已经拥有10多年的外贸经营经验了。而大唐和北仑中的核心企业,直到破产解散时也没有多少对外出口业务,企业的主要客户集中在国内。三个集群中核心企业在外贸知识上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后来集群企业在外贸知识上的分布。台州缝纫机集群中企业之间在外贸知识的差异性要比大唐袜业集群和北仑模具集群要小得多。

而台湾社头织袜集群的情况则展现出核心企业对本地知识分布形成的另一种影响机制。胜利织袜厂与大同实业显然是社头织袜集群中的核心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胜利织袜厂为了满足高涨的需求，主动将其生产流程进行分解,通过将各种生产活动分解,把一部分发包到本地的加工户中去。通过这一方式,胜利织袜厂为织袜技术的本地传播与普及建立了基础。然而,这一时期胜利织袜厂所采用的主要技术是手工织袜技术。随着自动化织袜技术的兴起,大同实业通过内部大规模生产,进一步在本地普及了自动织袜技术,为后期大同实业破产后各家各户的创业奠定了基础。因此,社头袜业集群中早期的产业需求和内部的员工培训促进了核心企业对本地企业的知识传播。


第32章模块化产业中的企业创新

自Schumpeter(1942)对创新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对于各种创新类型及其竞争效果的分析就一直是技术创新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许多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对创新做出了不同的划分。如Freeman(1982)根据创新在技术路径上的联系程度,将创新分为增量创新(incrementalinnovation)与突破创新(radicalinnovation)两类。增量创新表现为这项创新是对企业现在所拥有技术的精炼和发展；而突破创新指这项创新与企业现有的技术传统不同,是一项全新的设计方案。henderson&Clark(1990)遵循着熊彼得对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思路,从创新对在位企业(establishedfirms)所拥有的架构知识与部件知识的破坏程度出发,在突破创新与增量创新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架构创新(architecturalinnovation)与模块创新(modularinnovation)两种类型。在他们的定义中,架构创新是指那些破坏了在位企业的架构知识而保持部件知识有效性不变的创新；而模块创新则指那些破坏了企业的部件知识而保持架构知识有效性不变的创新。

由于现代产业的产业结构向网络形式的模块化产业结构演变,原有的创新分类方式已不能很好地分析创新活动的竞争效果。原有的创新分类更多地关注整合产品市场中一体化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而不是用网络的观点从模块化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进行创新分析。这些创新分类很难解释像华为、联想这样的企业在高新技术制造业中的崛起,也很难解释我国企业在计算机CpU、汽车发动机、DVD解码芯片等核心模块创新所遭遇的困境。模块化产业结构促使我们要在更宽广的产业环境中对创新活动进行分析和界定。

由前面对模块化产业结构的分析可知,模块化产业结构中存在着两类企业：功能模块集成者与功能模块提供者。这两类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和过去传统产业结构中的创新主体有所不同。过去传统一体化产业结构中的创新主体是那些纵向一体化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通过垂直整合在企业内部完成产品的开发、设计和制造,企业的创新则依赖内部的独立开发。而模块化产业结构中,第一类设计规则与第二类设计规则的划分促进了原有产业结构中一体化企业向专业的功能模块集成者和功能模块提供者转变。功能模块集成者对遵循第一类规则的各个不同模块进行组合,并创造出新产品与新服务；功能模块提供者则针对模块化系统的某个功能模块进行专业开发和生产。模块化产业结构中两类规则带来了功能模块集成者与功能模块提供者的分工,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对创新活动的分析思路。

由于模块化产业结构表现为一种网络形式的模块族群,网络正反馈效应带来了转移成本,就算一项创新在技术上超越了现有技术,却很难弥补网络成员从技术锁定(lockin)中进行转移所增加的成本(Shapiro&Varian,1998)。模块化产业结构中改变第一类设计规则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种将网络成员中原有技术锁定进行转移的过程,这种创新的结果只有两种：创造新的模块化产业或者技术失败。对于模块集成者可以对系统的第一类规则和第二类规则进行全面革新创造一个全新的模块化系统,通过新系统的技术优势和适当的创新策略来获得成功。而对于功能模块提供者来说破坏第一类设计规则的结果只有“惩罚”没有“奖励”。破坏第一类规则的模块创新与功能模块集成者的效果完全不同。模块不遵循第一类规则使得它不能与其他模块达到接口兼容,这一行为的唯一结果是该模块创新被整个模块化产业所隔离,而模块化系统中单个被隔离的模块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一分类体系既吸收了以往创新分类的优点,又体现了模块化产业结构中的企业围绕两类规则进行分工的特点。

（1）重构功能突破创新。

重构功能突破创新不仅对功能模块的设计采用全新的方式,同时对各个功能模块之间的组织联系方式也进行全新的创造。这种创新的结果很可能会开创全新的产品和产业,如Netscape创造性地引入网页浏览器Navigator就可视为一项重构功能突破创新。

（2）重构功能增量创新。

重构功能增量创新对某些特定模块的功能进行设计和改进,并围绕这些功能模块创造出全新的模块组合方式。许多笔记本电脑厂商就是采用这种形式的创新实现差别化生产策略。如Thinkpad系列的笔记本电脑在系统的存储模块上采用独特的设计来实现存储模块的高安全性与稳定性,并围绕这些存储模块将系统整合起来,事实证明这种形式的创新让Thinkpad赢得了市场。重构功能增量创新让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某个模块上的专有技术优势,通过整合产品来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并获得创新收益。

（3）一般重构创新。

一般重构创新对现有功能模块内部设计不变,但对现有功能模块之间的组织联系进行创新性的重组。如苹果公司开发的ipod产品所采用的就是这种形式的创新,ipod的全部部件都采用已有的模块技术,苹果公司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这些模块以全新的方式进行了组合。

（4）集成功能突破创新。

集成功能突破创新是指功能模块集成者在某些功能模块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根据模块化产业结构网络化模块族群的特点,这里的功能模块突破创新可以是集成企业自身开发的也可以是外部功能模块提供者所创造。后,将这些技术优势融入现有的模块组合中,试图通过对模块的集成来获得由模块创新带来的收益。如微软就是一个擅长集成功能突破创新的企业,它的一些当家产品Dos、Windows、Office的核心技术并非自己发明,但它善于发现别人的突破创新并将其重新组合新产品。

（5）集成功能增量创新。

集成功能增量创新是指企业对产业中现有的功能模块和功能模块组织方式进行扩展和修正实现的创新。模块化产业结构的特点使这类创新对企业的知识要求较低,企业只需要了解产业中的一类规则,针对市场需求设计出新的产品组合即可,但是这类创新比较容易模仿,由集成模块创新获得的优势也难以保持,我国的许多家电企业就是采用这种类型的创新,如谢伟(2006)发现中国的VCD生产企业的创新围绕着外观设计、扩展产品功能、面向细分市场的产品创新和输出方式创新、提高使用方便性及提高产品可靠性这六类。

（6）一般集成创新。

一般集成创新在不改变功能模块内部设计的同时,对模块化产业中现有模块组合方式进行改进。如我国常见的微型计算机集成厂商的产品就是该类创新的结果,它们通过对市场中的产品部件进行组合来推出客户需要的产品。这类创新对于功能模块的知识几乎没有要求,企业主要凭借对一类规则的了解以及市场消费者的要求进行产品的设计与生产。

（7）一般功能突破创新。

一般功能突破创新是对模块内部的设计(第二类规则)采取截然不同的方法和思路的创新,同时模块又遵循第一类规则以保持与其他部件兼容。这类创新类似技术轨道文献中提到的新设计范式的涌现(Dosi,1982)。如在电脑的显示模块中,液晶显示器的开发就是一种模块突破创新,它仍然可以和原来的计算机部件兼容,但是采用的设计思路却完全区别于传统显示器。

（8）一般功能增量创新。

一般功能增量创新主要针对现有模块的内部设计进行精炼与修正。许多在位厂商和模仿者就是通过这种创新在已有的方向上对技术进行升级。如电脑硬盘的生产厂商,每隔一段时间就对硬盘的读取速度、准确性等技术方面进行改进和升级。

上述8类创新反映了模块化产业结构中模块集成者和功能模块提供者分工的特点,但是由于功能模块创新与集成模块创新所需知识类型不同,这八类创新维持创新收益的能力即模仿难度是不同的。模块化产品设计中关于功能模块联系方式的架构知识多是可编码知识,而功能模块内部的知识则更多是不可编码的默会知识(Sanchez&Mahoney.1996)。这两类知识的特点决定了模块化产业结构中的8类创新具有不同的模仿难度。由于功能模块的知识需要长期的积累,功能模块内部的技术一旦产生就很少会变更性能改进的技术轨道,技术先行者优势会持续加强；同时,功能模块内部的知识有设计规则的封装作用，使它们能够较好地保持非编码化,这对于跟随者都构成较大的模仿难度。而对于功能模块联系方式的知识,一旦在新的集成产品出现后,企业拥有的这类架构知识就被编码化,竞争者可以轻易地通过逆向工程进行模仿。因此在这8类创新中,随着创新对功能模块内技术和集成技术的改变程度加大,创新的模仿难度也在不断提高。如集成增量创新就要比一般集成创新难模仿,集成功能突破创新又要比集成功能增量创新更难以模仿。

我国的VCD视盘播放机产业的发展历程为模块化产业结构中创新的可模仿性与竞争效果提供了极好的例证。总体来说，我国的VCD产业是一个以架构创新为特点的行业。路风和幕玲(2003)的研究发现，VCD视盘播放机行业中企业的集成技术路径有三种：①“打包方式”,即直接采用部件生产企业的配件,只作最简单的包装和连接工作,选择这种方式的企业,通常是所谓的“门板工厂”；②“相对集中的分散方式”,即同样也采用国外的成套部件,但能根据自身产品特点对其连接方式进行调整和改进,选择这种方式的企业通常具备一定的开发技术基础,如万利达、步步高和金正等；③“分散方式”,即根据产品设计自由选择部件并对其连接方式进行组合,由于对技术要求较高,当时国内只有新科一家企业选择这类方式。根据我们上面对模块化产业结构中创新的8种分类,这三条集成技术路径对应于三类创新：一般集成创新、集成功能增量创新和重组功能增量创新。

对创新类型(也就是技术路径)的选择为企业带来了不同的竞争效果：“打包方式”所需技术知识最少因此极容易模仿,大量模仿者的出现稀释了产品创新的收益,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选择这类路径的企业很快就被挤出市场；选择“相对集中的分散方式”的企业具有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能够根据自己设定的产品特点开发出相应的系统控制软件来完成相关的功能设计,集成功能增量创新体现为产品之间的差异化能有效降低企业产品被简单模仿的可能性,使这些企业即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仍然能够生存和发展；“分散方式”要求企业掌握更强的技术能力，以根据需要把各种元件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种方式不同于前面两种依附性的集成创新,它是以产品创新为导向来整合外部技术资源,并建立起较高的模仿壁垒,如采用这一路径的新科能够始终占据着该行业的领先地位,不断向其他企业发出价格竞争。但由于这三类企业的创新主要集中在集成方式的创新,而功能模块创新的程度较低,这使得它们始终受到功能模块高额专利技术的困扰。


第33章模块化产业中集群企业的创新策略

如何在现代技术领域获得应有的技术进步,在高附加值领域获得创新能力并以此获得较强的竞争力是当前众多集群企业面临的问题。根据Teece(1986)对企业创新竞争效果的分析,影响一项创新竞争效果的因素主要是创新可模仿程度和互补性资产这两个方面。模块化产业结构中两类设计规则带来的网络式模块集群特点,极大地降低了互补性资产的约束(Garud&Kumaraswamy,1995,林民盾、蔡勇志,2005)。因此，模块化集群中企业创新战略实际体现为如何提高创新的模仿壁垒并让创新的竞争效果变得更明显。

模块化集群中企业创新的战略目标就是：快速有效地从低模仿难度的创新类型转向高模仿难度的创新类型。然而当前的集群企业普遍存在科技水平低、开发投入少的问题,要在短期内实现从低模仿难度创新(甚至零创新)向高模仿难度创新的快速跳跃不太现实,即使日本、韩国等新兴国家在许多行业至今也没有达到高度自主创新的水平(谢伟,2006；Kim,1997)。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必须遵循科学的发展规略,经过脚踏实地的长期努力才能实现。根据我国家电、通讯和计算机等产业中企业创新的实践以及模块化产业结构中创新活动的规律,本文提出两类针对集群企业的自主创新发展策略：模块集成者导向策略与模块提供者导向策略。

1.模块集成者导向策略

模块集成者导向的自主创新发展策略是指企业通过一般集成创新、集成功能增量创新和一般重构创新向集成功能突破创新、重构功能增量创新以及重构功能突破创新的转变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这一策略主要适用于功能模块集成者。

虽然当前集群企业技术水平较低,但通常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国内市场大、需求层次丰富等特点。这些特点与模块化产业结构相结合为集群企业实现集成导向的突破策略提供了有利的机会。模块化产业结构中模块封装性导致模块集成者与功能模块提供者分工,使得模块集成者所需了解的知识大大减少,只需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在遵循一类设计规则的集成上进行功能模块的组合即可创造出所需的产品。对于模块集成者来说，重要的是整合部件技术发展自主产品概念的能力。联想、TCL和波导等企业的实践表明，成为模块集成者是后发企业一个合理的选择。本土企业根据对需求结构的了解,利用先进企业开发出来的部件(或功能模块)技术创造出适合当地需求的产品,并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相结合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往往能够获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为进一步的发展积累经验与资金。

但是,作为集成创新者若是停留在简单的一般集成创新、集成功能增量创新和一般重构创新,以前获得的市场竞争优势将难以维系,产品集成创新必须向更复杂更有难度的创新类型演变。简单的集成与重组创新对知识资源要求较少,但这类创新一旦产品化后,企业通过本土学习所获得的架构知识就被编码化,竞争者可以轻易地通过逆向工程进行模仿；另外，由于集成者实际上依附于功能模块提供者,并不能对其所使用的功能部件施加控制,集成创新与创新的收益将很快耗散。如最早提出VCD播放机概念的万燕,由于不能控制解码芯片的技术,所获的创新收益就难以保存。同样的是最早提出移动闪存(即优盘)的朗科公司,虽然通过一般重构创新创造了全新的产品架构,却不能控制核心模块的技术创新,收益迅速流失,企业得到的只是规模制造的加工费而已。

因此企业必须将集成模块的创新与功能模块的创新相结合,向集成增量创新、重构功能增量创新、集成功能突破创新以及重构功能突破创新转变,以提高创新的模仿难度。这时系统集成者才能摆脱对功能模块提供者的依附地位而成为产品创新的主导者。

2.模块提供者导向策略

模块提供者导向策略是指企业通过一般功能增量创新向一般功能突破创新转变以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一策略适合于具有一定科技优势的企业。

对于模块提供者来说,在现有技术轨道上利用本土的资源禀赋优势开展功能模块增量创新而获得竞争优势的机会是存在的,尤其是在那些技术成熟稳定的行业。在技术成熟稳定的行业中,产品之间的竞争体现为产品质量与价格的竞争,这为后发国家利用劳动力等禀赋优势开展功能模块增量创新(过程创新)提供了机会。如深圳的比亚迪在电池模块的生产中就能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打破了日本企业对电池行业的垄断。比亚迪通过将生产线分解成为一个个可由人力完成的贡献,尽可能利用人力代替机器,使其产品形成了明显的产品优势(吴兴宁,2005)。当然这种以禀赋为基础的功能模块增量创新优势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不可能长久维持发达国家企业投资经营的本地化战略使得本土企业由资源禀赋带来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小。,模块提供者想要保持竞争优势必须依靠更高层次的创新。

由于在位企业在技术发展上的知识积累保证了较快的创新速度,后发企业始终处于线性赶超状态,尤其是当技术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时,很可能后发企业还未能实现赶超,这项技术又出现了新一代的创新。因此后发功能模块提供者在紧跟现有技术发展的同时,还应关注技术突破的机会,利用技术非连续性(Tushman&philip,1986)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34章模块化产业结构中的集群企业创新

--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案例

1.深圳手机产业

随着2007年信息产业部对手机生产牌照的放开,深圳已成为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2007年我国共生产手机5亿多部,其中,深圳就占了1/3,这个数字同时还是全球总产量的1/5。通过几年的发展,深圳具有一定规模的手机生产企业已有近140家,与之配套的方案整合公司36家,主板研发企业140家,外观结构设计企业50家；渠道上,深圳共有国包商(全国性经销商)约250家,省包商(区域性经销商)1260至1300家,整机贸易公司20家,手机卖场100家,零售商150家及物流配套企业150家,形成了一个具有完备产业配套能力的手机产业集群。深圳本土手机企业以极强的市场敏感力,通过自制或仿制的方式迅速渗透和占领了手机的中低端市场,形成了颇具争议的深圳手机现象。

目前,深圳所产手机主要包括仿制手机,无牌代工手机和贴牌手机及杂牌手机等三类。仿制产品通常模仿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设计或商标,不作变动或者稍作变动,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以真品市场价格一半左右或者更低的价格出售；无牌代工手机,俗称“白牌手机”,一般都采取厂商自行或委托生产的方式;贴牌手机及杂牌手机通常贴上别人的品牌且自己生产(缴纳一定品牌使用费)或委托别人生产后贴上自己的品牌销售等经营方式,产品功能齐全而价格低廉。

深圳手机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低价格、更新快和种类多。深圳手机最突出的优势体现在价格方面,通过较低的配件成本和较短的生产周期,这些手机的价格通常为相同功能传统手机的2/3甚至1/2；此外,产品的外观创新和功能创新是深圳手机的另一主要竞争优势。由于深圳手机厂商多数是手机行业的资深人士,有着手机经销的丰富经验,对手机市场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非常敏感,反应极其迅速,只要有市场需求,即使潜在市场规模并不大,也能尽快提供相应产品。这具体体现在深圳手机能够很快地把握市场的流行趋势,推出市场欢迎的手机款式和手机功能,有效满足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为满足消费者随时观看奥运赛事的需要,深圳的手机厂商率先推出了CMMB电视手机,成为当时最为热门的手机产品,垄断了整个电视手机市场。通过大胆创新、灵活机动的经营模式,深圳手机产业在市场中持续保持着领先优势。

2.手机技术模块化

台湾厂商联发科手机MTK芯片研发成功并进入大陆市场,成为深圳手机产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04年,联发科在大陆投资成立了一家名叫达智科技的手机设计公司,随后推出iMobile多媒体手机,同时向厂商推广“Turnkey”模式,即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即新的架构平台)。

联发科在手机芯片领域推出的“Turnkey”模式,即“全面解决方案”模式,颠覆了以往的游戏规则,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在2004年联发科推出“Turnkey”模式之前,无论是TI、Qualcomm、Infineon等国际大厂,还是韩国的一些芯片公司,主要都是提供硬件平台给手机生产商。而为了完成从芯片平台到手机成品的全部生产流程,手机厂商不是选择自己研发,就是将中间环节的系统整合、调整测试、用户接口设计、应用软件集成等外包给专门的手机设计公司,但不管哪种方式,都会增加研发费用。更重要的是拉长产品生产周期,降低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实时反应力。而联发科提供的全面解决方案整合了软硬件技术,把多媒体应用及相关的应用软件集成在单一芯片上提供给下游客户,几乎包揽了70%～80%的手机研发工作,下游厂商只需根据需求在部分接口上进行少量修改即可制造出手机。这不但降低下游厂商的研发成本,而且大幅缩短手机生产周期,恰好满足了一些中国本土小品牌手机厂商的需求。

在联发科推出MTK手机平台前,传统手机生产企业的一款手机新品从构思设计到最终上市销售的整个流程是：手机厂商首先委托自己的设计研发部门或外部规模较大的设计公司,进行外观、结构等一系列设计工作,在开模、试生产后,进行不止一次的检测、修模,消除设计缺陷,这一过程不但会产生大量的研发设计成本,而且一般需要花费25～3个月的时间。接着,设计好的产品在正式生产前,需要交给工信部检测,整个过程至少需要花费1个月时间,有的甚至需要3个月或者更长时间。通过检测后,新款手机才会大量生产,然后出货且进行广告宣传等营销工作。从设计到最终量产,品牌厂商需要花费35～6个月时间。在联发科推出MTK手机生产模式后,深圳手机企业的生产流程转变为：生产商看中最近流行的某款手机,就买下交给专业手机设计公司研究。设计公司经过分析后,会出具一份包括主板设计、软件设计和结构设计的“仿制报告”,这一过程需要8天。设计方案敲定后,接着十天就根据此报告设计主板、开列零部件采购清单,进行软件编写,让各项功能顺畅衔接。第18天能够提供第一套样机给客户,看市场反应。如果客户认为可行,下单订货,一般在第45天就开始批量交货。

3.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形成

联发科推出的MTK手机平台极大地降低了手机制造业的技术壁垒,以往国外专业手机制造商对手机生产的技术垄断被迅速打破。由于MTK平台下较好地封装了手机内部的核心部件之间的技术细节,新进入的手机生产企业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对局部的模块进行组合与更新就可快速地推出新的手机,这不仅降低了手机制造的进入门槛,同时也为手机制造企业将深圳附近的电子器件加工能力进行有效整合创造了条件,使得以深圳为中心快速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手机产业集群。围绕着联发科MTK平台,深圳涌现出一大批手机生产厂商、手机设计公司、整机贸易商、零部件供应商等,它们互通有无、彼此委托、协同作战、效益共享,实现了时效短、投入少、产出快、效益好的产业链运作,构成了一个高效的低成本灵活生产系统。

深圳手机产业最强的是设计。深圳是全国主要的手机设计基地,目前深圳大大小小的手机设计公司在1000家以上,有的是自己在芯片平台上独立进行方案研发的公司,但更多是学习、研究、拷贝成熟板子的所谓“抄板”公司,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深圳科技园和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地区,行业内著名的一些设计企业如经纬科技、西可通信、鼎智通讯、隆宇世纪都坐落于此,其上游供货商台湾联发科、中星微、安凯等有名的IC厂商技术支持中心也都设在此地。经纬科技目前已形成280多人的研发队伍,几乎是深圳最大的手机设计公司。这些设计公司基本上都是为本土手机厂商服务。

目前,投资手机产业已经在珠三角民营工厂中蔚然成风，遍布深圳及周边东莞、惠州大大小小的150多家手机加工厂。深圳很多手机品牌企业的产品设计、生产,都是委托给这些手机加工厂加工,自己并不建生产线,这样不仅省下大笔投资,而且节省时间。这些专业化的手机加工厂,赚取10%到12%的加工费,就能做到保质、按时交货。

同时，一条完整而庞大的山寨机产业链已经形成。手机制造业最基础的部分是元器件,除芯片加工以外,手机其他的200多个元器件在深圳均有生产厂家或生产基地,配套半径约为20多公里,形成了半小时配套圈。这些配件制造商是深圳手机整机制造商不可缺少的“加工厂”。据深圳市工商局统计,深圳手机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数量总和已经超过1万家,手机的制造,从研发到销售各个环节都有专人分工,包括液晶面板、耳机、电池、充电器、手写笔,甚至摄影镜头镜片、防尘网等都有专业厂商制作,保守估计从业人员大概有20万人,年产值至少有400亿元人民币。这种产业配套不仅为手机制造创造了条件,也为手机开发提供了便利。在深圳,如果试验中发现哪一个零件不对劲,一个电话,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内就有人把新的零件送上门。而这在别的地方可能需要几天才能办得到。

深圳华强北则是国内手机科技、产品、市场的风向标,全中国乃至全球的手机经销商都在这里进行采购和交易。如明通数码城一共有4层楼,每层大概300个档口。这些档口的一个特色就是都在显眼处贴有“外文”的标识,这里可以购买或定制越南语、阿拉伯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等世界各种外国语言的手机,因此国外经销商基本都在这里进货。而在华强北华强电子元器件配件市场,能找到手机所有的元器件,并且代表着最新科技水平,从一楼到顶楼,就能组装起一部完整的手机。在对面的赛格大厦,又能看到国内所有的手机产品,只要有新的手机问世,必然在这里最先上市。


第35章小结

模块化产业结构中的创新既不同于一般的增量创新和突破创新,又不同于架构创新和模块创新。事实上,模块化产业结构中的创新是各种程度的功能模块创新和集成技术创新的组合,这些创新模仿难度的不同给企业带来不同的竞争效果。模块化产业结构中,自主创新的战略目标体现为快速有效地从低模仿难度创新类型转向为高模仿难度的创新类型,以提高本土企业创新的竞争效果。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本土企业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即模块集成者导向策略与模块提供者导向策略。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两类发展策略,对于本土集成者来说,应该加深对本土需求和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创造出符合本地需求的产品,同时还应加强对功能模块知识的学习以便形成独立的核心模块创新能力,或者利用自身的制造优势对外部功能模块的创新施加控制与影响；对于本土模块提供者来说,应该在利用比较优势进行功能模块增量创新的同时提高技术敏感性,力图通过内部学习或兼并收购新兴技术创业企业获得跨越性技术，实现功能模块突破创新。


第36章本书的主要结论和理论进展

本书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与理论进展包括：

(1)集群中的知识分布是非均匀和异质的,集群中的知识实际上是以认知共同体为渠道进行传播的。

传统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研究大多强调企业之间在地理上、制度上表现出来的共性,而极少有研究关注到集群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尤其是知识结构(或知识基础)上的异质性,因而对集群知识传播中的非均匀现象难以做出合理解释。基于此,本书在第三章从社会认知理论中引入图式概念,将集群企业知识结构分别表示为技术图式和市场图式两类，并指出集群中的企业根据图式相似性的原则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共同体,集群中的知识实际上是以认知共同体为渠道进行传播的。

本书第四章对大唐袜业集群的案例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案例研究表明：①集群内部的企业知识分布并没有表现出绝对的同质性或异质性,而是在技术知识上具有同质性,在市场知识上又具有异质性。②这种知识分布特征,在认知共同体过滤效应和封闭效应的作用下,使得集群内企业的技术知识传播表现出高度活跃和均匀的特点,而市场知识的传播则表现出较高的非均匀性和黏滞性。

(2)集群企业知识基础能够通过提升知识学习能力来获取较高的竞争优势,而集群知识分布异质性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知识基础的作用发挥反向和正向的调节效应。

基于认知视角的集群知识传播分析框架认为,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是其获得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本书第四章对大唐袜业集群的案例分析表明,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集群知识分布和集群企业知识基础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集群整体的知识分布能促使集群企业形成本地弹性专业化生产系统,进而形成集群企业相对非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集群企业自身知识基础赋予了集群企业从集群中学习和获取知识的能力,以此来整合和利用集群弹性生产系统,最终获得相较于集群内其他企业更为突出的竞争优势。

本书第五章以浙江和广东等地128家集群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结果则进一步表明：①集群企业知识基础对知识学习能力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以学习能力为中介作用于企业的竞争优势。这意味着,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是其竞争优势的真正来源。对于集群中的企业来说,其自身拥有的知识基础是其能否有效地利用集群知识传播系统中的外部知识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②集群知识分布异质性对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起反向调节作用,并且知识分布的这一调节效应还以学习能力为中介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这意味着,在知识分布异质性程度较低的集群中,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对于它获取外部知识和提升绩效水平的作用更大；而在知识分布异质性程度较高的集群中,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作用就要弱一些。③市场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并通过学习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集群企业更有动力发挥自身拥有的知识资源优势,通过积极地关注外部环境和利用外部知识资源来提升绩效水平,或者说在市场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环境中,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作用更为重要。

(3)集群知识传播是一个动态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集群知识分布对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量和知识传播速度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而地理邻近和社会邻近对这一影响起调节作用。

传统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研究大多是在横断面上的分析,而很少考虑到集群知识分布的动态演化特性。事实上,集群知识分布与知识传播本质上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知识分布影响知识传播,而知识传播又将改变知识分布。本书第六章针对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动态演化特征,采用多主体仿真方法对集群知识分布、集群地理邻近以及集群社会邻近等因素与集群企业知识传播的关系进行了长期和短期的分析。仿真研究的结果表明：①集群知识分布对于知识传播有着显著影响。集群知识分布不仅影响集群企业在长期能够达到的收敛状态,更重要的是能够影响集群企业在短期内的知识传播量。那些高水平低异质性知识分布的集群能够获得最佳的知识传播效果。②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与社会邻近对集群知识分布与知识传播的关系发挥反向调节作用。当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越强,集群知识分布对企业间知识传播的影响越大。当地理邻近程度较弱,集群中将出现某些地理位置不利而被隔离的企业,这使得集群知识传播的长期收敛水平和知识传播量都受到不利的影响。当社会邻近性较弱时,集群中的知识传播速度被减缓,集群知识传播的边际知识传播量将受到不利的影响,集群中的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得集群知识传播系统中的知识。③集群中企业间知识传播过程在短期和长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长期来看,仿真集群中的知识分布对于边际知识传播量并没有显著影响；绝大多数仿真集群在长期中都达到了知识分布的匀质化,即集群中的知识分布的低方差水平。但是从短期来看,仿真集群中的知识分布对于知识传播过程有着重大影响,那些具有较高水平较低异质性知识分布的集群在知识传播的速度上将获得显著的优势。


第37章本书的现实意义

1.对政策制定者的意义

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竞争优势的载体,如何培育和发展本地集群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综合集群中各主体知识结构形成的集群知识分布对于其中企业间知识资源的传播与竞争优势的获取有着重要影响。那些在知识分布上具有较高知识水平、较低异质性的集群相比那些知识水平较低、异质性较高的集群,在知识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上能够获得更大的优势。然而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来说,由于科技教育资源、社会服务机构等公共知识基础平台的缺乏,很难形成良好的知识分布。而单凭企业个体的力量是无法改变地区整体的知识分布状况,这必须依靠政府这样的外在作用者制定和推行相应的知识资源配置政策。

本书第四章的案例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大唐地区出现的集体企业,为该地区形成高水平低异质的知识分布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大唐袜业集群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虽然乡镇企业作为一种转型产物现已不复存在了,但给我们的启示是：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促进本地知识分布形成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集体所有制使得它在本地的知识溢出和传播的态度上更为开放。因此,对于那些意在发展和培育产业集群的地区来说,建立和形成一个类似于集体企业这样的开放机构是发展本地产业集群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而对于那些已形成产业集群的地区来说,某些维度知识分布的高水平和低异质性对于本地形成弹性专精的生产系统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集群所在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着重强调提升区域整体的知识分布水平而非个别明星企业。

2.对集群企业的意义

本书的研究发现,集群企业知识基础是其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知识基础通过提升企业的学习能力对其绩效水平有着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对于集群企业来说要获取较高的绩效水平最重要的是自身拥有较丰富的知识资源。因此,集群企业必须加大对知识资源的投入,如招募资深的员工、参与技术方面和市场方面的培训。此外,本研究发现市场不确定性有助于促进集群企业知识基础与学习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这意味着,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集群企业更有动力发挥自身拥有的知识资源优势,通过积极地关注和利用外部知识资源来提升绩效水平,或者说在市场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环境中,集群企业知识基础的作用更为重要。因此,集群企业在尽可能提升自身拥有的知识资源的同时,还要时刻保持一种危机感,唯有如此,企业拥有的知识资源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

此外,虽然本书有关企业知识整合能力调节效应的假设并未得到完全支持,但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知识整合能力对于企业的竞争优势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这意味着更多的内部交流和决策参与活动有可能通过增进企业成员的信任和企业内部凝聚力等其他方式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然而,根据笔者对浙江等地集群企业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如轮岗制度和决策参与这样的知识整合活动并未引起集群企业的足够重视。


第38章本书的局限与未来的研究议题

由于受制于主观上的能力局限和客观上的资源约束,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同时也是未来研究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首先,需要细化集群企业认知图式的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更具针对性的研究。基于认知共同体的集群企业知识传播机制研究中提出,集群内部企业所拥有的知识结构主要由两类图式构成,即技术图式与市场图式。这两类图式构成了企业理解集群中传播知识的主要知识基础。由于人们对任何刺激的知识都可以被图式化,事实上每个人在头脑中拥有各种各样的图式类型(Rumelhart1984)。对于这两类图式的进一步细化是下一步研究努力的方向,如对技术图式可以结合henderson和Clark(1990)架构性技术知识和模块性技术知识的定义,细化为架构性技术图式和模块性技术图式作进一步探讨。

其次,本研究对集群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过程,这一研究思路虽然增进了我们对集群内部非均匀知识传播以及企业异质性的认识,但下一步的研究应该将集群外知识传播纳入分析中来。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业集群来说,外部的知识获取与利用对于集群及其内部企业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Giuliana和Bell(2005)就曾经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追赶和发展的需要意味着集群外部知识传播对集群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最后,本书对集群知识传播动态演化的仿真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集群知识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的仿真研究抽离了一些现实因素,虽然确保了模型的可控性,但是和现实的集群知识传播过程相比仍比较简单。事实上在集群企业的知识传播过程中,除了地理邻近、社会邻近与认知邻近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因素,如企业的创业文化、企业战略以及内部整合与创造。因此将这些因素纳入到分析的模型中来是进一步研究要完成的工作。同时,本仿真研究中假设各企业主体之间对于各自知识水平具有完全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这也是有待未来研究进行深化和拓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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